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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ditor







打造“反脆弱”能力




殷阿笛（Adi Ignatius）























创

 刊90多年来，《哈佛商业评论》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传播最新、最有价值的商业思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繁荣与美好。我希望每期杂志的每一页都能承载这个使命。

每年一度的“麦肯锡奖”优秀文章评选就秉承了这一理念。本期刊登了该奖项2013年的获奖名单，丹尼尔·戈尔曼的《专注造就卓越领导》（2013年12月刊）获得头名，其他获奖文章还有10月刊的《解码创新特种部队》和迈克尔·波特的《医改大战略》以及4月刊的《独创新不如众创新》，这些文章所传递的独到见解值得深思。

本期“聚光灯”专题同样与我们的使命相契合——在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的世界里，构建“反脆弱”公司。引用开篇文章作者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insten）的话：“企业有义务去挑战当今社会最严峻的问题，因为企业自身利益与之紧密相关——如果世界崩溃，企业也将不复存在。此外，解决人类危机也是填补市场需求的一个重大商机。”温斯顿在文中提出整体转型战略，要求企业将在运营中优先解决棘手的世界性难题，并通过市场、竞争等工具从上述过程中获利。

本期“聚光灯”专题第三篇文章来自UPS现任CFO库尔特·库恩（Kurt Kuehn）。库恩从实践者的角度阐述公司CFO会支持哪些社会项目。库恩认为，如果选择得当，社会项目不但能为公司带来较好社会影响，更能为公司带来实际价值。

商业不止于逐利。每一家合格的企业公民都有义务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这有时在短期内或许无法让企业利益最大化，但从稍微长一些的时间看，企业从中获益往往是丰厚的。我希望，亲爱的读者，作为企业管理者的你们，都能成为这一理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商业也需要持续。作为企业公民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始终存活于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在创新、转型与颠覆的多重时代命题下，不少昔日行业巨头一夜之间脆弱得不堪一击，它们面对生存挑战的应对之策不尽相同，结果也天差地别。与去年我们关注的富士胶片转型迥然不同，在本期的“对话”中，柯达前任CEO彭安东经历的瘦身求生之路，提供了另一种转型生存选择：基于自身技术优势，从“大而强”转向“小而美”，灵活而有韧性。

没有一家企业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保持基业长青的惟一法则就是适者生存。在打造公司的“反脆弱”能力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始终兼顾社会责任和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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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从来都不悦耳。即使知道批评有助于自我完善，也知道批评你的人是为了你好，你仍然可能会因为批评而产生各种防御情绪。但是，能否成功就取决于你的反馈接受能力，以及你是否愿意从上司、同事和下属那里寻求更多的建议和辅导。








——希拉·赫恩，道格拉斯·斯通文，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月，《学会聆听逆耳忠言》一文













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我觉得不断提高自我非常重要，要实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取他人的意见。我还有一个法子能让对方乐意接受反馈：得到对方的许可。只需简单询问一下对方是否愿意听听建议，就能让他们卸下防御。

——妮科尔·罗斯基


Digitaria分析部高管





所有步骤都很有帮助。但关于作者提及的第四步“分析反馈内容”，我有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与反馈提供者一起讨论，还是就依靠自己的努力理解反馈内容？如果是靠自己，如何实现呢？

——张晓芬


CFA候选人






作者回应：
 在理想情况下，能和反馈提供者一起讨论是最好的，问问他们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反馈以及如何做才能改变。如果找不到反馈提供者，那么你可以这样做：想象一个抽象标签（例如“具有更多团队意识”）可能包含的意思，或者找同事帮助你。后者可能会有作为旁观者的观察和建议。





给员工提供负面反馈是有效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不过，你必须要谨慎、明智的方式使用它，不然可能就会弊大于利。而且，别忘了你批评他们的目的：为了要让员工工作表现更好。虽说你多么想为了糟透的表现大大数落员工一番，但你的公司并不会因此获得什么好处。应该把焦点放在未来发展空间，而不是花心思抨击过去所犯的错误，并且应该反复思量是否真该对某一项错误做出批评：批评会对员工的愉快情绪和生产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强大影响。

——罗伯特·波曾


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众说 | Interaction









好战略的制定过程必然包含恐惧、不安和不确定性，管理者却贪图安逸，用确定性更强的规划替代真正的战略。战略的关键是如何产生收入，而非降低成本，但由于收入难预测，管理者会陷入成本导向思维。




——罗杰·马丁，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2月，《逃离战略的舒适陷阱》一文






我一向感觉战略规划应更偏向营销而非财务，这篇文章提供了佐证。营销更多关注消费者，不太容易落入文中提到的陷阱。不过我觉得战略规划团队应直接向CEO汇报。

——杰拉德·南宁加


Planninga from Nanninga首席咨询师





我赞同法则3：廓清战略逻辑。在咨询工作中，我见过太多人把愿望、幻想当成正经的战略。进行战略讨论时，我们有必要先确立逻辑框架，从而廓清因果关系、统一话语体系，并剔除出格的想法。

——特里·施密特


Strategic Planning Academy创始人





战略不应像紧身衣，而应像标注着清晰路线和区域的地图，确保能引领企业到达目的地。

——彼得·索伦森


PSB-Management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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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雇用、奖励和容忍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对员工坦言他们的业绩表现。让经理们明确知道他们的首要职责是打造伟大的团队；而领导者则要对公司文化负责；人才管理者应该像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一样思考，不要落入固有的HR意识窠臼。




——帕蒂·麦考德，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月刊，《Netflix 颠覆传统HR》一文













公司不能把员工当做工具，不能没用了就踢走，而是应该为员工提供机会、获得成长以提升其必需的能力。在Netflix案例中，被裁员工劳拉对公司的文化和理念有着深厚的认同感，且在公司初创阶段居功至伟。我不知道为什么Netflix不资助她去考取CPA，让她能够再度担当重任？

——普拉莫德·迪克塞斯


埃森哲咨询经理





成长起来的公司裁掉创业时期的员工，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员工的能力已经与快速成长的公司所需要的技能不符。这是一个极度痛苦却不得不经历的过程。从一个50人的小公司成长为500人的大公司，其中对员工能力的要求完全不同，从年收入百万美元发展到亿元量级，所要求的能力也不相同。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留职也是勉为其难的做法。公司需要的是能够提升公司档次的人才，有时即使是现任CEO也会被抛弃。这是艰难的抉择，但无法逃避。

——雅克·威雷特


Vilet International公司总裁






作者回应：
 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Netflix并非要打造适合所有人的公司文化。我们想要的Netflix是孕育卓越的地方，尽管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矢志不渝。在这里，员工能与最优秀的同事，用最切实可行的方式解决最难的问题，这会给他们最好的经历、漂亮的简历和有发展的职业路径。我们意识到，员工要在公司内外找到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毫无疑问，这是员工个人的责任。有时，员工与公司共同的经历可能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做了错误的事。员工的发展可能在他处。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培养年轻员工，他们就无法继续学习并获得发展能力。这对技术型人才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所在的行业领域创新和变化的速度太快。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如今我们都是技术型人才，所以我们最好都抱有这样的理念。





作者应该去Glassdoor.com上浏览一下Netflix员工的匿名评价，看看他们提到了多少次该公司的“威慑文化”。

——弗兰克·凯利


诺基亚首席软件工程师





作为一位曾在Netflix工作了11年的员工，我有资格说公司的人才战略让公司在没有扩招员工的情况下实现了迅速的发展。我不能代表其他部门的员工，但是在我们部门并没有所谓的“威慑文化”。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在为Netflix打工，而是每天醒来都能和最聪明的人一起解决最有趣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巴瑞·安德维克


Kaizen Creative Partnership公司合伙人






公司回应：
 现今的HR管理共识基本都来自管理工业公司的经验。与之相比，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如何运营创造性的公司。工业时代的公司以减少多样性（生产错误）而发展，创造性公司则依靠多样性（创新）生存。我们希望能从一开始就让员工理解我们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规则看起来会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相背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业绩决定离职补偿的金额”——这句话把我们追求卓越业绩的目标表达得太过直白了。

——里德·黑斯廷斯


Netflix创始人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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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技术改良确实实现了一些创新，但这足以使其领先于全世界吗？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能接纳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的全面崛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存疑虑。这些问题与中国基础教育、高校教育以及企业表现有关，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限制。








——雷影娜、柯伟林、沃伦·麦克法兰，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3月，《中国如何创新》一文












孕育未来发明家 从大学之前开始





保拉·约瑟夫（Paula Joseph） | 文



柴茁 | 译　徐明 | 编校








在

 《中国如何创新》一文中，三位作者描绘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中国在建设“创新型社会”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其中，他们着重探讨了中国的大学教育。由于“孕育未来的发明家”是个重要的目标，作者们讨论的重点集中在了大学培养创新的融资、项目和领导的情况。

我必须承认，培养未来的发明家是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在学生步入大学之前就应该为此做准备了。如果学生没有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批判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技巧，那么，他们在大学阶段或者步入社会之后都很难实现创新。

作为FIRST机器人比赛中国项目的引进者，我很愿意分享最近几年的观察。

FIRST是一个由志愿者运营的非营利组织，旨在鼓励学生把学术理论和物理、技术、数学、工程学的概念用于设计并编程，最终创造出一个可以完成一系列任务的机器人。FIRST会为学生提供基础的工具箱，之后所有的任务都需要学生们自己完成，包括对未知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创新思想的启发和实现、团队的合作和管理、与社区的互动和交流、处理竞赛与学习生活之间的平衡等。我们希望学生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验证科学理论，激发他们成为充满激情的发明家和科学技术的未来领袖。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青少年非常努力，希望成功的动力也很大。只要给学生时间、空间和鼓励，允许他们失败，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能成为很好的创新者，用创造性思维来解决问题。

我曾为参赛的学生们设置了一个探讨会。在头脑风暴环节，我给学生们提了一个他们之前毫无知识背景的问题：如果飞鸟误入飞机引擎，应该如何解决？我把他们分成若干小组，并发给他们便利贴，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写出解决方法。规则只有两条：1）无论想出什么点子都不算疯狂。2）没有错误答案。15分钟后，整个白板都贴满了学生们的各种答案。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当然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可以提出所谓“疯狂”和“错误”的想法时。

但如果中国教育者仅仅用考试衡量学生，那么学生就会一直是出色的考试人才。中国有句俗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如果学生和家长都把精力全用在高考备战上，那么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在做的就是考试这一件事。问题是，这样的侧重不仅把孩子禁锢在不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也迫使他们在不自由的家庭环境中继续准备考试。

我们需要激励孩子们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很容易就计算出数学考试得分，却无法轻易评定创意。但不容易测量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忽视创新。美国大学在招生时虽然会考虑学生的分数和考试成绩，但也会关注无形资质：学生参加过什么活动？有没有在活动中展现领导才能？他们对什么满怀热情？……这些不像成绩一样容易评定，却在能展现出学生的主观特性。这对于中国教育变革是一大挑战，高考制度作为一种促进精英教育、避免走后门的产物而一直存在，是无法轻易改变的。

目前，中国教育部门已着手改革，允许部分大学在招生时考虑高考分数以外的因素。例如，同济大学正在试着把高考招生和FIRST比赛融合，这不失为一种利用大学招生来激励创新的好方法。一旦大学都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创新活动，家长和老师也会把重点从成绩上转移开。这种激励方式的影响可以逐步扩大，如果老师能更看重学习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学生们能因为具备更广泛的技能而得到奖励，如果学生们可以学以致用，情况也许就和现在完全不同！

在FIRST比赛中，老师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有的老师可能会负责指导机器人的设计环节，有的可能会鼓励学生有新想法，并付诸实践。虽然老师参与得越多，团队最后做出来的机器人就越好，但相比之下，由大学生指导的团队会获得更多更宝贵的学习经验。关键就是让孩子去尝试、失败、再尝试，这也是工程师们经常遇到的反复过程。允许失败可以让人敢于尝试不平凡、甚至疯狂的想法。

同样，如果人们不再一门心思强调成绩，家长就能给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去玩耍。乍一看，玩耍似乎有些“轻浮”，但其实这对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非常重要。让孩子远离媒介，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自由创造自己的活动。给他们一些布料或衣服，他们就能自编自演话剧；给他们沙发垫和毯子，他们就能造出堡垒。年龄大一些的孩子还可以自己搞发明、创造游戏、编首曲子，或是用录像机拍摄视频……这些都仅仅是例子，孩子们可以自己发明创造，关键是要给他们宽松的时间、基本材料，允许他们以自己的兴趣、而不是父母的意愿为主导进行活动。如果中国想让学生们不仅仅只在学业上优秀，在生活中、在未来的工作中也能同样优秀，那么，就需要激发出学生对学习的热情。

我们当然需要专业知识，但是学习过程中培养的能力和技能也越来越重要。如何搜索信息，如何从信息中产生新想法，如何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看法，找到一个创新的方式来解决难题？这才是创新的关键所在。

重视比赛过程而不是结果，也可以树立学生们健康的竞赛心态。每个人当然都想获胜。目标导向是件好事，这能激励学生努力达成目标。但如果忽略了其中的过程，学生们就无法把所学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无法解决复杂问题，不能充分参与创新。从比赛中学到最多的人是那些一等奖获得者吗？或许短期看来是这样，但可能是那些最努力的人收获最多，那些敢于失败的人会笑到最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担心中国的创新能力。

此外，中国企业必须在鼓励创新方面所有作为。这不仅是指企业要积极地创新，更是指企业应该参与到未来创新人才的培养中来。企业一方面要创造开放的工作环境，尊重并珍惜员工的想法，鼓励他们大胆尝试，另一方面还应该大力支持学生的创新活动，因为这些人终将成为新兴的劳动力、甚至成为自己的员工。






 保拉·约瑟夫（Paula Joseph）是FIRST机器人比赛中国项目主要引进者及负责人。她曾服务于普华永道、波士顿富达投资、PTC等公司，提供管理和人力资源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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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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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是企业的复合型竞争力。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创新，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收入，而商业模式、市场定位和营销方式的创新，则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把创新作为企业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对于一家优秀的企业而言，它需要同时做好两类创新。首先必须对产品和商业模式进行持续快速的小幅度的渐进性创新，以维持企业的现有竞争力、市场份额和收入增长；其次，必须对产品和商业模式进行大幅度的突破性创新，并控制创新所产生的风险，以确保企业的未来竞争力、市场份额和收入增长。

如《中国如何创新》一文所言，中国整体创新能力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作为“自下而上”的创新主力，中国企业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他们能否完成从模仿到创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创新中心的超越，其关键在于，能否在不断增强渐进性创新能力的基础上，高效孕育和发展出突破性创新。








中国企业的创新困境




中国企业领导者在谈及创新时，最容易提到的困难是缺乏创新人才。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唯一问题。假设企业已经拥有了所需人才，中国企业就能实现创新了吗？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但却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战略到执行方面，中国企业都面对着一些不亚于人才匮乏的创新困境：

缺乏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中国企业普遍没有着力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很多企业甚至难以识别和描述哪些外部组织可以纳入到自己的创新过程中。他们与外部企业的合作往往只是交易型的单次合作关系，而非长期的战略型合作关系。因此，中国企业很少会将客户及合作企业引入到企业的创新过程中来，也没有清晰地定义它们在创新项目中所应发挥的角色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智库、专家组织，社交化的技术及构思网络，社交化的线索需求、市场机会及创意体系，以及一些公开的创投项目，通常都没有成为多数中国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其中，企业的采购管理体系的作用尤其不可小觑。通常来说，企业已有或潜在的供应商，往往是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他们具备或可能具备在该领域进行突破性创新的可能。企业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通过签订采购合同等多种方式将其引入到自身产品和服务中来，成为自己突破性创新的一部分。同时，其他大部分合作关系也可以通过供需合同等方式，互相建立契约关系，以保证和实现双赢价值。

但目前，中国企业的采购管理体系往往只面向企业日常运营，一些普遍流行的采购准则——比如限制单一供应商，或将价格作为供应商选择的压倒性因素——不能满足企业的创新需求，既无法帮助企业更好地选择更具创新能力而非更低价格的供应商，也无助于企业创造性地使用这些拥有独特技术的供应商。可以说，中国企业缺乏对供应商进行多维度、平衡化的、面向创新的战略考量。这种短视行为大大削弱了供应商体系对于提升创新能力的贡献率。

“快速跟随者”战略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企业习惯于通过盯住行业内标杆企业、盯住客户需求，以产品和服务改良、快速的市场响应能力来达成企业的业绩目标。这种“快速跟随者”战略，可以让企业避免走弯路，降低市场风险，迅速获益创收。这一战略本身并无优劣可言，只要符合企业目标及商业现实就无可厚非，但对于中国整体创新能力而言，过多企业偏向于这一战略时，则容易使其陷入思维定式，丧失创新奋进的动力，进而限制了创新的愿景和目标。

在现实中，很多企业往往会设置较为清晰的财务和市场渐进性目标，但却缺乏清晰的、可以执行的突破性创新策略，缺乏对于创新目标的进一步解读和具有执行力的创新计划。同时，“快速跟随者”战略往往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战略选择风险，使得企业在战略规划上，形成了强调高成功率、厌恶风险的战略惯性。在执行上则往往过分强调执行效率，而忽视风险控制。这些战略上的惯性与习惯都有可能将高风险、高回报的突破性创新的机会扼杀在萌芽阶段。

缺乏有经验的组织支撑。目前，中国企业基本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一定执行力的职能型组织架构，但突破性创新不可能发生在职能型组织内部。中国企业领导者还不能有效地回答建立高效创新组织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企业最高层领导在突破性创新中承担何种职能、如何组织跨职能和跨学科团队来执行创新项目、如何实时评估创新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将创新项目成果商业化、商业化过程应该由创新项目组承担还是由职能型部门来承担……这种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可能导致一些绝佳的创新构思因为缺乏有经验的组织支撑而不能发展为产品或商业模式，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即使有了产品和商业模式，如果不能将其商业化、成熟化，最终也会丧失成为成功创新的机会。

此外，中国企业表面上似乎并不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文化，各种创新的语言和提示四处可见，但真正潜移默化的创新文化，不是口号式的文宣工作，而是扎扎实实的战略性布局和引导。








提升创新能力的可能途径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企业应从制定面向中长期的可执行的创新战略开始，建立灵活但强有力的创新组织架构，并倡导创新文化，建立和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并可以通过并购获得关键的创新资源。

在制定面向中长期的可执行的创新战略时，企业的主要领导应反思自己在创新过程中的角色和定位，并将创新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以明确创新的愿景和目标。太多创新意味着浪费资源，太少创新又会错过增长机会。对于突破性创新，应明确创新发生和影响的领域，并保证相应的资源配置。从市场趋势来看，产品、服务、客户体验和商业模式创新对中长期战略至关重要。

在建立灵活但强有力的创新组织架构时，应重点考虑突破性创新小组在企业中的定位，特别是突破性创新小组、职能型组织、产品事业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提高创新的程度，而将突破性创新团队完全置于现有企业组织框架之外。突破性创新小组的运作方式可以采用孵化器模式或跨职能专家团队的运作方式。

在倡导创新文化方面，应构建一种促进协同和开放交流的氛围，并利用企业的内部资源，倡导“企业内部创业”环境，并鼓励创业企业家行为。尤其应该杜绝创新意识和创新文化的表面化、形式化。

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应专注于识别长期的创新合作伙伴，并逐步改进企业的合作和采购管理体系，创造双赢和多赢的合作关系。如何将客户引入创新过程，也将是另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过去30年，中国市场的崛起、“快速跟随者”战略的运用，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促成了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当全球化进程的驱动力渐弱、突破性创新正改变甚至颠覆各个行业时，中国企业应建立前瞻性的突破性创新战略，从组织、文化、人才体系、生态系统等多方面提升突破性创新能力，并通过收购和整合等多种方式扩充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的程度。







并购创新，转化是关键



并购活动无论对于产品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并购，中国企业可以快速获得专利、技术、人才和市场，但这些关键要素本身并不是创新，仅仅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基础条件。如何将这些要素与企业自身的优势结合起来，并在企业商业模式和产品上进行持续创新，是并购活动得以成功的关键。

联想集团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PC出货量最大的企业，而这一重大的成功源于2005年对IBM PC事业部的收购。在这个收购过程中，联想集团获得了一个全球知名的笔记本电脑品牌ThinkPad、一个优秀的笔记本电脑研发团队、一个位于日本大和的实验室，以及面向全球的市场渠道。而联想集团也有着非常显著的自身优势：在强劲增长的中国市场上形成的营销能力，以及高效率低成本的供应链体系。联想集团对这两方面的优势进行了有效融合，并对运营模式进行了突破性创新，最终形成了“产品集团+区域营销”的双核架构。这一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加上收购/融合的战略，将联想集团推上了全球PC的王座。而在此其间，PC产品本身并未发生突破性创新。

从联想集团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并购是企业业绩增长、创新能力提升的一条快速通道，但绝不要把创新的注意力仅仅投入到技术和产品领域。并购对于商业和运营模式的创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同时，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就是一个运营创新的过程，中国企业应通过并购所获得的关键要素，以及整合过程所提供的机会争取更大程度的创新。






刘熹微是普华永道运营战略咨询总监。
 




众说 | Interaction









商业模式创新是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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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经济已历经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但为什么中国企业家能够坐拥巨额财富，却难以激发出员工的创新潜能？中国社会的整体创新表现也还难尽如人意？来自沃顿商学院、哈佛商学院的学者在《中国如何创新》一文中，共同分析了中国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并针对性地分类分析了四大类创新模式。这一认识视角对中国企业无疑裨益良多。

作为身在其中的管理者，中国企业领导者应该如何切实推动创新？中国企业创新的前景如何？……为了进一步了解业界所思，我们和全球著名的制造业技术公司PTC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寿宇澄博士做了进一步探讨。






HBR中文版：
 PTC作为跨国公司，你们所接触的中外企业在创新方面差距有多大？


寿宇澄：
 大多数优秀企业都不是简单依靠一两位杰出领导人来推进创新，而是依靠整体实力、卓越管理、组织结构来推进创新的。比如GE，杰克·韦尔奇曾被视为最成功的领导者，他推动了很多创新项目，但他卸任之后，GE仍然在快速发展，仍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创新的理念和服务模式也不断涌现。

相比之下，中国很多企业都是依靠杰出领导来推动创新。这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创新就是“一把手工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创新的领导者个人行为转化为公司的发展基因。公司就是由一个个员工组成的，如果创新的心态和文化能够深入人心，那么，企业就拥有了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领导者不能单枪匹马承担创新的全部重担，而应该更多地发挥创新协调的作用，要鼓励员工都发挥出才能，这种组织结构才能保证企业持续创新。

中国企业的创新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官本位”文化有关。很多员工内心会担忧，既然领导都表态了，自己再讨论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这种思维模式往往会限制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我看来，中国企业不乏单点突破和闪光点，但真正的创新、尤其是落到实处的创新仍然比较薄弱。






HBR中文版：
 与其经济总量和重要性相比，你认为中国总体创新能力如何？


寿宇澄：
 坦率地讲，中国的创新能力当然还需要大幅度提升，但实际上，不能这么笼统去讲中国的创新能力行还是不行，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出评判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对《中国如何创新》作者所提出的一些质疑也持保留意见。

对于创新能力的评价，我认为主要是要分析两大类创新：一类是重大的、革命性的、理念性的突破式创新，另一类是持续性的技术积累及更新。中国并不缺乏第一类创新案例，阿里巴巴、华为、海尔等企业的创新能力都已经非常强。对于第二类创新案例，相信消费者的感受就更为明显了。最近几年，针对“微创新”、“模仿与创新”的讨论就可以侧面反映出这种创新形式的普及。

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创新能力仍然还有诸多亟待提升的地方。我想这应该是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






HBR中文版：
 创新可初浅分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领域，你认为中国企业最欠缺的是哪些方面？哪些方面潜力最大？


寿宇澄：
 总体来讲，欠缺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越是单项的技术，我们越是不欠缺，越是向深层的、向综合方面的技术，反而越加欠缺。比如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对此非常活跃，但是都不是中国企业在本土独立创造出来的，而多多少少都借鉴了国外的原始思考。

但我认为，商业理念本身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但是商业模式是基于企业自身技术水平以及所在商业环境的特性来共同形成的。

在中国，商业模式创新的潜力是巨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现状和国外社会是不一样的，社会阶层差异、经济结构特性所形成的国情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用户类型、用户习惯、用户需求的差异性会得到突显，能够给商业模式调整和创新带来更多机会。这些机会是国外企业没有办法体验和经历的。这种巨大的潜在商机还有待中国人自己去挖掘。所以，商业模式的创新今后可能成为中国企业业务发展和创新的突破口。






HBR中文版：
 《中国如何创新》一文认为，中国创新过程中出现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将促使中国通过渐进式方式实现创新目标。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寿宇澄：
 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对于创新都非常重要，尤其整个社会对“自下而上”的认可空间正在日益扩大。

此前，我们常常讲“孵化”概念，就是创新者已经拥有了一项突出的技术，但是政府相关部门认为尚不能投入市场，需要先培养他们，使其具备商业、资金、抗风险等多种能力。但现在，对于这种状况的培养和认可周期会越来越短，因为大家的互联性非常好，如果我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会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合作伙伴，不见得非要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集技术、营销、管理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专家。这种变化对于创新是非常有利的。

另一方面，中国“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其引导仍有失偏颇。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很容易把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到创新项目中去，这是我们的强项。但这些技术往往都是尖端技术，它更多的是一种标志意义，就是我们占领了技术制高点了。但实际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来树立标杆企业，其意义在于唤醒更多企业关注创新、推动创新、主动创新，进而提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创新能力。这就像楼宇的真正高度，并不只是由顶部的避雷针来决定，而是由所有楼层的叠加情况来决定一样。所以，对于“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并不是说有领导人的支持、有天才型的人物、有强有力的政策、有大量的资金，就可以实现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的创新素质的提升，更应该注重引导的质量，而不是引导的技术有多尖端和高深。

但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方式又不能割裂开来。我们有很多的创新项目，没有得到合理保护和合理回报。比如中国自主原创的软件产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都是滞后的，错过了很多时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大家觉得软件是可以拷贝的，其结果就是软件仅仅沦为工具，很多企业忽视、甚至是轻视这种知识型创新的力量。在制造业软件领域，在过去二十年前，中国当时还有自己的原创数据库、自主的PLM、CAD软件，但现在这些软件开发商已经所剩无几，就算存活下来，市场也萎缩得非常严重。所以，这种缺乏“自上而下”引导的商业环境，也会对“自下而上”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HBR中文版：
 近年来，通过并购实现对关键技术的掌控和学习，成为中国企业技术赶超的重要途径。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对中国创新真的有作用吗？


寿宇澄：
 我觉得是很有用的。我们可以拿中国的汽车产业来做分析。中国当时提出自主创新时，都没有并购的想法，一切都是自己去摸索，但结果如何呢？最早那些所谓创新的本土汽车技术，现在还有多少呢，或者说这当中真正的创新有多少呢？其实是很有限的，创新必须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转变思路以后，中国几大汽车生产企业都通过收购获得了很大的技术跨越。其中，上汽是一种方式，吉利是另一种方式，但总体上讲都是“先吃再消化”的模式，这是更加便捷的学习方式。当然，这个消化的过程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人才储备的。






HBR中文版：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海归派”科技人才在企业的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你如何看待中国创新人才的现状？


寿宇澄：
 人才对创新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国各行各业都不乏突出的优秀人才，他们确实对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中国整体创新水平的塔基仍不稳固。这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的创新文化氛围不足有关。比如，我们的国外专家会和本地一些企业探讨项目，如果是细节的问题，双方发言都非常踊跃，但是越涉及到战略性问题、尤其针对公司内部所谓的技术型领导所做的发言，就越难以形成热烈的讨论。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官本位”的企业文化和“官僚主义”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氛围所形成的心态非常不健康。

企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怀抱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对自己所在的行业的未来发展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心态的培养，是对创新人才一种非常本质性的培养，不能靠简单的上课就能够实现，而要依靠从小到大一整套教育体系的变革。这种个性对创新来讲非常重要。

此外，从个体来讲，中国人才内向内敛的性格仍然比较明显，这不利于团队的合作和创新。只有企业员工真正树立起自信心、责任感，才有可能提升中国整体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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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领导力





















［领导力］







警惕领导力不对称性




根据盖洛普《2013年美国职场状况报告》，只有三成员工正在积极施展才能，推动组织进步，剩下七成员工都很被动，这其中又有一半不愿投入时间，剩下的20%则因不满于工作，正在阻碍组织发展。仅最后一种情况，每年就将损失近5000亿美元。

真正的问题出在领导力。大部分高管（这并不只限于美国）都知道，他们面临的头等领导力挑战，是如何缩短已经完全发挥潜力和没有完全发挥潜力的员工之间的差距。但是，高管并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发挥自己和下属的优势，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最好的成绩。为了克服这道难题，英士国际商学院战略和管理学教授、“蓝海战略”理论创建者钱·金和勒妮·莫博涅，以之前的理论、概念和工具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蓝海领导力”概念。

“蓝海领导力”将倡导管理者更加聚焦在领导力的不对称性方面。通过协调领导力资源配置，管理者将有可能弥合各类员工之间的能力差距，最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积极性，进而推动企业的发展与变革。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隐形者”




这是一个鼓励自我展示的年代，几乎人人都喜欢炫耀自身成就，宣告着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多少粉丝，生怕没人看见他们。相比之下，另一类人的才干能够胜任很多事务，却选择了最不惹人注目的工作。研究者大卫·茨威格（David Zweig）用了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名这样的“隐形者”，寻找出了他们的一些共同点：他们不是特别在意他人的认可，但却对工作精益求精并极其负责。茨威格认为，管理隐形者并不容易。对大部分组织而言，“隐形者”都像金子一样宝贵，但如果组织的运作模式是人们必须自我推销才能得到认可，那么管理者将会失去这些人才。







［商业模式］







志愿者型公司如何成长？




位于柏林的益智游戏公司BrainGame有一项伟大使命：制造具备市场潜力的正能量、非暴力产品，以此给人们带来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攻击和复仇。这家公司的特点在于，它是使用认同其使命的志愿者来做游戏的设计、创造、测试和纠错等工作。但一些高管认为，志愿者模式无法将公司规模做大，如果给员工付薪水，可以减少管理志愿者时遇到的麻烦，投资者也会更认真地评估公司价值。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志愿者团队能带来大部分公司可望不可及的口碑效应。公司CEO该如何面对潜在投资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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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管理者应趁早





杰克·曾格 | 文



曾格 / 福克曼公司首席执行官






















我并不是说在学校培养领导技巧是企业的责任，我要讲的重点是，培养领导力可以在任何年纪，而企业往往太迟才开始这么做。那么多管理者未经训练就担任领导工作，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担忧才对。理由是：未经训练贸然行事会让坏习惯根深蒂固；正确练习才可能达到完美；无论是否给予训练，年轻管理者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得到锻炼。







交棒给“Y一代”




维内特·纳亚 印度HCL科技公司副董事长｜文








下一代领导力在哪里？




布雷特·沃尔什 德勤人力资本咨询全球领导人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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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推荐





创新的4C理论


有四个“C”支持着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成本（Cost）、便利性（Convenience）、质量（Caliber）和创新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成功取决于企业在一个或多个市场中结合这四大因素的能力。






真正的转型意味着彻底改变客户体验


如果不是重大改变，那么就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实现转型。如果一个品牌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它不太可能改变我们的行为，或者不太可能让我们在做出决策时延长考虑时间。因此“重大”改变是必要的，否则它就不是转型。






不宜久辞之后再求职


找新工作和找新女友（男友）有许多相似之处。企业在挑选员工时，也总是运用“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这套推论。因此，长期失业再应聘时，企业就会推测这个人没有能力维持长期关系，甚至认为他（她）是表现很糟糕的员工。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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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公关：高管不可不知的几件事





保罗·阿尔真蒂（Paul A. Argenti） | 文



柴茁 |译　安健 |编校
























设

 想一下，你刚刚被任命为一家顶级公司的CEO，这肯定是你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刻。不过几周后，你就发现了一个掩藏10多年的秘密：一件产品有致命缺陷，但公司一直对此秘而不宣。现在产品的缺陷造成了13人死亡，而你不得不召回上百万件产品。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Mary Barra）不必设想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因为这已经真实发生在她身上。大多数最后当上高管的人都没有经过任何危机公关的训练，也没有在公众面前处理危机的经历。因此，编写一本危机公关指南或许对企业领导者有所帮助，每一个人都应该准备一本，以防不时之需。








通用汽车CEO在3月4日给员工的信中写道：“我们公司的声誉会不会受损不是由召回事件所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此次事件。”




首先，你要知道尽管发现和解决问题至关重要，但处理危机的方法更加重要。约翰·肯尼迪1959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他在其中提到“Crisis”在中文中是“危机”两字，“危”指“危险”，“机”指“机遇”。虽然专家认为从语言学角度这样分析并不完全正确，不过危机中暗含机遇的想法倒是正确的。巴拉女士似乎深谙此道，她在3月4日给员工的信中写道：“我们公司的声誉会不会受损不是由召回事件所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此次事件。”

截至目前为止，她似乎并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虽然新闻报道说她责令致歉，却不清楚让谁致歉。危机公关指南第一条
 就是企业领导者应公开承认错误
 。虽然这会让你的律师相当恼火，却能给公众留下极好的印象。

此外，巴拉一直保持沉默，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危机公关指南第二条
 要求企业尽早并尽可能多跟外界进行沟通：
 尽快公布所有的情况。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周，巴拉不得不接受政府官员的质询。在她发信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NHTSA）针对引发召回的事件提出了100多个问题，要求通用公司做出回应。根据我对危机公关的研究，我发现企业领导的声音是制定危机公关战略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除了听企业领导的叙述外，媒体更想讲一个包含受害者和反派的戏剧化故事来吸引眼球。尽管巴拉不希望信息外流，可《纽约时报》仍能从企业内部拿到消息，写出商业版的头条。我想告诉学生和客户的是，信息传播就像传染性疾病。因此，我的第三条
 忠告是：企业高管需要通过媒体或其他渠道，尽可能有效得体地从自己的立场叙述整件事情。


企业要尽早并尽可能多地跟外界沟通，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企业领导者通常要在了解危机的全部细节和具体情况之前，把类似关心顾客安全这样的企业价值告诉公众，表现出补偿受损者的决心。巴拉的确在信中提到了这点：“首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遵循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客户的安全和满意是我们每一个决定的核心出发点。”

不过，公司在应对危机时最大的问题是，事实往往和它们宣扬的理念不符。如果通用公司真的奉行顾客至上的话，为什么早在10年前就已浮出水面的问题，像巴拉一样的高管们竟然不知道？是不是管理层太无能，以至于10年来没有一个高管听说过产品有缺陷？这就引出危机公关第四条
 ——企业领导需要解释公司在将来会做出怎样的改变
 。人们想知道的是，巴拉将怎样帮助通用公司修正此次召回的160万辆汽车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怎样改变这样一种把问题瞒而不报长达十余年的管理体制。











一场危机中，最轻松的时刻是处理危机本身，最艰难的是决定到底应该迎战还是放弃。而最危险的时候则出现在危机过后。




最后，虽然我很欣赏巴拉自己处理危机的决心，但这和我的第五条以及最后一条
 忠告相悖。我认为，深陷危机的高管不能一门心思只关注解决危机，还需要保证企业日常业务正常运行
 。我们知道，通用公司在未来的几周内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死者家属聘请的律师会纠缠不休；议员们会为了在下一次选举中拉票而死咬住这家曾经的国有企业不放；媒体会对巴拉的沉默失去耐心；雇员会猜测企业能否度过下一场风波。我们通过媒体获悉，巴拉任命了几名高管专门负责此次召回事件。可是谁来负责公司仍能继续发展，不至于完全陷入危机呢？几年前跟我合作过的一家企业就曾明确指派首席执行官负责处理危机，首席运营官和董事则负责让企业在度过危机后更加成功。

假设巴拉和通用公司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波，他们最好还是记住尼克松总统说过的一句话。虽然尼克松在1960年大选中落败于肯尼迪，但他在1952年著名的“跳棋”演讲中一句话便点出了危机公关的实质。他说：“在一场危机中，最轻松的时刻是处理危机本身，最艰难的是决定到底应该迎战还是放弃。而最危险的时候则出现在危机过后。这时你一定要万分小心，因为你已经耗尽了所有的资源，同时也解除了防备”。






 保罗·阿尔真蒂（Paul Argenti）是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企业传播学专业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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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





沃尔特·弗里德曼（Walter A. Friedma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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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管理学书迷，最近有一个重要纪念日：就在50年前的这个月，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回忆录《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登陆各大书店，并随即登上《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

这本经典之作至今热度不减，新近又被翻译成波兰语和葡萄牙语出版。读者希望从书中发现，斯隆治下的通用汽车如何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世纪20年代初斯隆接手时，通用汽车一片混乱。威廉·杜兰特初创公司时，只是将十几家小型汽车公司和零部件制造厂拼凑起来，商业逻辑很不清晰。通用各类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上都无法与福特T型车竞争，大部分在赔钱。

仅用10年多一点时间，通用汽车所有产品线都实现盈利，公司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汽车制造商和全美最大企业雇主。当时很多内部人认为技术突破是挽救通用的惟一希望，但斯隆凭借卓越的管理艺术实现了逆转。尽管福特汽车在性价比方面仍然无可取代，但市面上最佳的产品出自通用，福特受到重创。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被称为“百年不遇的商业类好书”，但要说清楚当代企业管理者能从中学到什么并不容易。50年后，尽管世界已面目全非，书中的思想仍像琥珀中的昆虫一样鲜活。回到1964年，美国最大的企业集中在石油、汽车和钢铁行业，如标准石油、通用汽车、美国钢铁、福特汽车和海湾石油等。美国制造的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电行销全球。中产阶级方兴未艾。CEO与工人收入差距和今天比不值一提：当时麦道公司总裁的收入是清洁工的10倍，现在是1000倍。社会学家、作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笔下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en）填满各个管理层级，准备在公司从一而终。这些大型制造企业有点像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唐顿庄园”：绿树掩映的郊外建筑群、严格的等级划分，充满各种明规则潜规则。特别是它们的规模之大，在当今崇尚“灵活”的商业氛围中不可想象：1960年通用汽车雇员有50万之众。

商业世界今非昔比，但《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留下了超越时代的教益。本书以精彩的细节、流畅的文笔（代笔者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功不可没），记述了斯隆怎样将他的竞争战略一步步发挥到极致。想了解如何用强大战略构建企业，本书是读者的最佳选择。

要读懂斯隆的书，先去了解他的前辈亨利·福特的光辉业绩。汽车工业的历史是一次次梦想成真的过程。福特年轻时，“无马马车”只是富人的玩物；他的梦想是把整个美国变成“车轮上的国家”。为此福特需要制造物美价廉的汽车，一部能让人“自由往返此处和彼处”的可靠机器。福特并非科班出身，但在机械发明方面才华横溢。他创制T型车，建造庞大的工厂，最终让梦想变为现实。福特的成就怎么说都不为过：他开创了20世纪最大的行业；1914年把工人日薪提高到创纪录的5美元时，他是全世界的英雄。到1920年，美国的确成了车轮上的国家。问题也来了：美国路上跑着100万辆T型车，福特实现了梦想，但只是一味继续生产。

福特因一门心思追求性价比而错失的东西，正是阿尔弗雷德·斯隆梦想的起点：营销。对于美国消费者，汽车并不只是一件器物。斯隆从中发现了T型车难以满足的需求。既然T型车的性价比无法超越，斯隆只得另辟蹊径。他的梦想是“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car for every purse and purpose）”。

身为MIT工科生的斯隆从“巴黎时尚界”获取灵感，从好莱坞请来设计师，2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推出新车型。《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读不到效率提升的情节：《财富》杂志1938年就将汽车行业营销称为“整个美国经济最低效的部分”。“营销费用占新车价格的近1/3，都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其中包括经销商开支、佣金、广告费、手册、宣传片费用等等。一片喧嚣中，福特的致命缺陷也暴露无遗：消费者不只需要高性价比的汽车。

本书最具持久价值的内容并非斯隆的梦想，而是他如何用意志和对细节的关注，从梦想中构筑了一个商业王国。斯隆构筑组织的能力无与伦比，开创了分权的事业部结构，按价格区间建立雪佛兰（低端）、庞蒂亚克、别克、奥兹莫比尔和凯迪拉克（高端）5个自主经营的品牌，由总部跟踪财务状况、统领资源分配。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本书研究者）称之为“战略”领导“结构”。

福特本人蔑视组织，发誓“废除权力结构，不开会，只保留极少数职位”。福特公司所有决策都来自高层。通用汽车的决策权则分散得多。雪佛兰当时由销售员出身的理查德·格兰特（Richard Grant）负责，他让手下销售员挨家挨户拜访车道里停着T型车的人家，邀请主人试驾新车型，真刀真枪和福特争夺低端市场，结果雪佛兰销量剧增。通用汽车规模庞大，但在分权制结构下，格兰特这样的部门领导者可以自主为产品制定战略。












斯隆的战略不可能永远风光。正如福特体会到的，过度执迷会把梦想变成坟墓。通用汽车长期忽视质量管理和高效生产的后果开始显现：60年代末，相比被过分吹捧的凯迪拉克Eldorado，奔驰250在安全性、价格、性能上全面胜出；70年代石油危机后，省油、耐用的日本车涌入，雪佛兰逐渐失势。伴随着产品竞争力下滑，通用的组织魔力也不复存在。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出版仅4年后，一伙科学家和风险投资人在加州山景城成立了英特尔。这家半导体芯片公司的出现标志着商业新时代的来临：新兴企业信奉灵活美学，通用汽车式的笨重优势不再，“创业者”取代“组织人”占据了世界的中心。






 沃尔特·弗里德曼是哈佛商学院商业史讲师，他的新书《美国经济预言家》201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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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员工，但别做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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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39岁时曾是一家企业的CEO，管理着几百名员工。如果让他们给我的坏脾气打分，根据时间和受访者的变化，分数大概从0到7分不等（10分是绝对的暴君）。我猜平均分会在4.5分左右，应该没人会打10分。估计只有心怀恶意的领导才会被评为10分的暴君。我不喜欢发脾气，除了在蒙大拿的一次抗艾骑行募款活动。当时参加者在山中遭遇风暴袭击，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我才对员工发了火。不过平时我也对下属比较严厉。

现在有很多关于CEO暴君的传奇故事：AA美国服饰（American Apparel）的CEO 多夫·查尼（Dov Charney）被指控把一名员工掐得喘不过气；沃尔特·迪士尼每次露面，下属都纷纷用小鹿斑比的台词提醒彼此：“猎人进入森林了！”；比尔·克林顿因为他的坏脾气而恶名远扬；甚至连貌似温良的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也让员工心惊胆战。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由香里·凯恩（Yukari Iwatani Kane）即将出版的新书《困境中的帝国：没有乔布斯的苹果》中，她对库克做了以下描述：“当某些人无法回答问题时，库克就会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员工们盯着桌子或是转动自己的座椅。气氛如此压抑，每个人都想逃离这间屋子……有时，库克在等答案时会从口袋里掏出能量棒，整个会议室安静得只能听到撕包装纸的声音。”

是不是只有恐惧和压迫才能建立一家真正卓越的公司？宽容会不会导致平庸？这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说我们应该总是保持和颜悦色。如果我们是顾客，购买了一个品牌的糟糕产品或者服务，不管是因为迟到被登机口的服务员忽视，还是因为更新软件导致手机瘫痪，我们肯定希望公司高层有一个“独裁者”可以制止这些情况发生。

其实在善意和卓越之间做选择的想法是错误的。首先，恶意欺压员工和因焦虑对员工发火不一样。尽管一些员工可能认为我不友好，但那其实是我的无心之举。很多时候，我都因肩负沉重的责任而倍感压力。由于现实的逼迫，我们不得不一直压低慈善活动的经费，同时还得保持活动的安全和最终的效果。我们公司的未来悬而未决，我必须在保证低成本的情况下，给优秀的员工涨工资。我要面对苛刻的客户，他们手握一大堆应收款项，给公司的现金流造成威胁。更不必说我还得满足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需求。一些管理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或许比我淡定，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发脾气时其实并没有恶意。

一个人是否适合做高管，要看他有没有对一切事物保持防范意识的习惯和意愿。如果一个人内心焦虑，他很难外表保持和颜悦色。我的一个朋友是娱乐业的知名高管，他说：“公司付我钱就是让我来操心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爱护员工跟当老好人是不一样的。NFL传奇教练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不是个好脾气的人，但他能鞭策队员，让他们达到巅峰状态，因此队员爱戴他。我宁愿选择一个短期内牺牲自己的形象、不断鞭策我、让我充分发挥潜力的教练，也不愿意找一个只在乎讨别人喜欢的教练。我愿意为爱我的人工作，而不是表面上对我和颜悦色的人。

保持分寸的关键是尊重下属的意愿。如果下属不要求自己变得更加优秀，那么领导强迫他们、给他们施压就是不人道的表现。

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在爱护和追求卓越之间做选择，而是在放任和卓越的企业文化之间做选择。你要营造并保持一种企业氛围，在这里员工们被寄予厚望，他们自己也想做到最好。他们允许你激励他们走出安乐窝，实现突破。做到这点的关键在于：

1．告诉所有具备潜力的员工你会在工作中不停鞭策他们，让他们不断成长。这会成为他们人生中最棒的一段经历。

2．在员工加入企业之前，确认他们也赞同这样一种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和环境。

3．雇用专业人才在企业各级部门内保持这种氛围的活跃。

4．帮助人们区分恶意的压迫和严厉的关爱。虽然这似乎有些混乱，但人们能够感觉出来行为是善意还是恶意。

5．企业内绝不允许存在恶意行为。

6．员工也是人，也会突然发脾气、闹情绪或者表现傲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确保有相应的机制和专业人员能够帮助员工化解负面情绪，通过交谈解决问题。最终你应创造一个友善、卓越、温暖、强大的企业文化，而不是做一个老好人。






 丹·巴洛塔是慈善广告公司Advertising for Humanity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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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奖励、培训及分享最佳实践等提高品质的传统战略收效甚微。那些营造高品质企业文化的公司，员工犯错更少，纠错成本更低。








对


 大多数行业，产品品质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拜新技术所赐，顾客能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和对比大量的产品。轻点鼠标，就能找到《消费者报告》杂志（Consumer Reports）和市场资讯公司J.D Power等机构的专家收集的客观数据，也能在亚马逊之类的网站上阅读用户评价。这类信息源构成了一种预警系统，警示产品可能会出现的品质问题。当顾客对产品或服务不满时，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宣泄情绪。调查中，26%的消费者表示，他们曾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过某公司及其产品，75%在B2B网站上买东西的顾客说，他们会根据产品口碑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做出购买决定。

然而，尽管企业对错误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但是出错几率反而升高。这是因为很多行业都在不断压缩生产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期，产量增长超过了就业增长，为满足市场需求，员工们不得不倾力投入生产。

鉴于上述种种压力，管理者必须找出一条确保产品品质的新途径。传统的全面质量管理工具诞生于20多年前，现在也已过时。两年来，CEB咨询公司一直致力于探索公司如何才能创造出一种全新企业文化。在这种企业文化里，员工会将产品品质落实在一言一行中，把其视作个人价值，而不仅是上级的指示。“真正的高品质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氛围，一种员工都认同的企业价值观。在这种氛围下，员工不仅会遵循产品质量标准，而且会因为耳闻目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采访了60多家跨国企业中负责产品品质的相关领导，调查了各行业不同岗位的850多名员工，对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和实践研究，得出的结论令人十分惊讶。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金钱奖励、培训及分享最佳实践等提高品质的传统战略收效甚微。相反，那些从底层抓起，靠同事互相鼓励，营造高品质企业文化的公司，员工犯错更少，纠错成本更低。







决定产品品质的4要素




在研究中，我们考察了让员工注重质量的常用方法，包括培训、分享最佳实践以及金钱奖励。



得出的结论是：只有4个因素能决定高品质企业文化。










领导层的重视



管理者们被告知，产品品质是领导层的头等大事。

管理者们要以身作则，保证产品品质。

管理者在给员工做出评价时，应强调产品品质的重要性。









信息可信度



信息来源权威可靠。

信息沟通能够投员工个人所好。

信息应明确易懂，保持前后一致。









平级同事参与



大多数员工拥有强大的同事支持网络。

同事经常在团队讨论时提出关于质量的话题。

与体育运动团队成员类似，同事互相对彼此负责。









员工自主权



员工明确了解产品品质对工作的意义。

员工有权做出关于产品品质的决定。

员工乐于对有损产品品质的问题提出质疑，且能够勇于挑战上级的错误指示。








打破成规




如何能让高品质追求植根于公司文化？公司如何从中获益？这些问题是我们进行“高品质企业文化”调查的核心。

我们的调查中，只有小部分员工认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高品质。约有60%的人表示，在他们的工作氛围中感受不到高品质企业文化，尤其是对那些希望“超越自我”的同事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所在的公司收益表现也很不理想。在追求高品质方面，与员工评分排名比较靠后的公司相比，排名比较靠前的公司在日常工作中错误率要低46％。

参与调查的员工表示，处理一个错误平均需要2小时。假定时薪为42.55美元（取CEB客户公司的中值），一家拥有26300名员工（取中值），排名比较靠后的公司，每年的纠错成本大约是7.74亿美元，其中很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同等条件下，排名比较靠前的公司每年可省下逾3.5亿美元。尽管费用的多少取决于不同的行业和公司，但有一条通行的规律：以一家5000名员工为规模的公司为例，如果其排名从比较靠后上升至比较靠前，每年可节省6700万美元。

我们还研究了8种质量改进措施，并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这些措施与员工对公司注重品质程度的评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那些标准工具对企业达成高品质企业文化的帮助微乎其微。我们并不是建议公司放弃使用这些工具，公司可以考虑将这些工具用来辅助那些企业规章制度中的质量保证措施，而不是将其作为高品质企业文化的基础。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让追求高品质成为企业文化价值观的4大要素：领导层的重视、信息的可信度、平级同事的参与和员工的自主性和授权。做到这4点能大幅提升公司在追求高品质上的表现。近半数受访员工表示，领导层对产品品质重视不够；只有10%的员工认为其公司关于产品品质的信息可信。38%的员工认为同事在品质管理上参与度较高；仅有20%的员工认为，其公司员工在处理质量问题上有自主权。

为了帮助公司改善上述每个领域的表现，我们建议公司采用以下措施。

保持领导层对产品品质的重视无论高管的想法多么完美，他们的言行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在产品品质是否重要这一问题上，员工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错综复杂的。

希捷公司（Seagate）是一家市值达140亿美元的硬盘和存储解决方案供应商。这家公司善于利用一系列领导层参与机制，帮助高管们发现他们的行动或决定与理想的企业文化不一致的地方。企业领导会先就理想的企业文化组成部分进行讨论，达成一致后，再探讨如何付诸实行。接下来，质量团队和人力资源团队就管理者对“理想的企业文化”的定义以及员工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对比，发现两者间有待改进的差距。然后，高管们会举办研讨会，找出那些可能阻碍他们实现目标的不足之处。研讨会上，他们会通过模拟练习来加深记忆。

希捷公司通过向管理层揭示企业文化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让他们认识到问题所在，并就此达成共识。“高管的参与是改变企业文化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希捷一位负责企业发展的高层如是说，“如果领导层表现出热情和责任感，整个公司都会效法。”尽管希捷没有透露具体数据，但这家公司表示其质量指标从项目一开始就有所上升，而且预计仍会持续增长。





与高品质企业文化尚未成型的公司相比，

具有成熟高品质企业文化的公司

在改正错误这一方面，

每年平均可节省



3.5亿

 美元









确保信息可信度




大多数公司都在积极推广信息，强调产品品质的重要性。但如果没人相信这些信息，再多努力也是枉然。坐拥尊尼获加（Johnnie Walker），皇冠威士忌（Crown Royal）和添加利金酒（Tanqueray）的酒业公司帝亚吉欧（Diageo）就是成功传达可靠信息的表率。帝亚吉欧的一大挑战就是公司2.1万名员工分布于不同地区。于是，该公司按照努力工作的不同动力，将员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4类，并因人而异，定制出不同信息，来推行高品质。例如，该公司发现，有些员工对减少生产和流程中不必要的成本方面很积极，有的员工则对强调顾客满意度更感兴趣。

不同地区的地区主管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选择最合适的信息推广活动。这种定制方法让公司推广的信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明智的领导会意识到，推广强调产品品质的信息与其他宣传活动无异，需要随时更新。管理者应定期征求员工意见，并根据反馈，确保信息长期有效。








鼓励同事参与




鼓励平级同事参与需要把握好度。如果领导过度干涉事务编排，会破坏这种平级参与的气氛，但如果他们的支持不够，会错过很多重要机会。

西部数据集团（Western Digital）旗下的HGST公司（前日立环球存储科技公司（Hitachi Global Storage Technologies））打造的平级同事关系网十分有效。这家公司很好利用了人际上的压力，鼓励员工提高产品品质。HGST有一条人来人往的走廊，上面贴着很多展示员工想法的海报，时刻提醒着公司每一位员工，要为高品质而努力。管理者会对员工的质量改善项目公开做出评估，评估标准不仅包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会考虑到参与者的积极性等软指标。该公司还组织质量竞赛，利用集体荣誉感，而不仅是物质奖励来激发员工创意。








赋予员工更多自主性和授权




真正高品质企业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员工能对工作中的意外状况有发言权。关键是，管理者要给予适当的指导。如果限制太多，会扼杀员工的创造力和自主行动权；放任过度，会让员工不明确他们的决定和执行权。

著名口香糖制造商箭牌糖果公司（Wrigley）编写了《质量行动指南》，帮助员工理解公司期望达到的标准。公司经过仔细筛选，最终确定了一份精简版的质量改善条目，有10条左右，每条都要付诸于每天的工作实践。公司也尽力将信息明确传达，同时避免事无巨细的微管理。此外，箭牌还为员工创造机会，让他们观察和发现规章制度之外可以提高质量的举措，组织小组讨论，发现造成差错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从依赖公司规章制度提高产品品质，转变为拥有真正高品质企业文化，公司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因公司而异。但第一步是相同的：管理者必须决定，追求高品质企业文化到底值不值得。我们的研究显示，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高品质企业文化需要员工在不明确且又至关重要的领域中施展技能，做出决定，同时这样的文化氛围也会引领他们更深入地思考自己言行所带来的风险和收获。在顾客对品质问题容忍度越来越低的大环境下，拥有一支以高品质为核心价值观的员工队伍，无疑是一大竞争优势。






 阿什维尼·斯里尼瓦桑是CEB（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布赖恩·库瑞是CEB咨询公司的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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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性广告有风险。贝纳通（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的出位广告曾给其招惹诸多抵制和官司；卡夫公司（Kraft）去年宣传其新推出的万用沙拉酱时，特地邀请肌肉猛男近全裸出镜，结果掀起轩然大波。尽管如此，公司始终没有屈服于压力，停播广告。但是，题材煽动性过强的广告往往达不到营销目的，而且制作这种广告的门槛很低，很多商家都可以仿效。所以，使用挑逗性广告须谨慎。根据我们的研究，争议性太强的广告会增强不适感，并降低人们关注和讨论该广告的可能性。

我们对新闻网站Topix上的208篇文章进行了研究，邀请第三方人士从“完全没有争议”（1）到“争议性很强”（7）对所有文章进行打分。如果一篇文章在人群中引发“争议、辩论和意见分歧”，我们就将其归为争议性文章。然后，我们记录下文章发表后15天内获得的读者评论。结果发现，稍具争议性内容的文章比中等争议性的文章拥有更多读者反馈，当文章争议性得分接近4.6（尚不及一半）时，读者的反馈就会减少。由此可见，文章的争议性即使只达到中等程度，也足以抑制对其的讨论。

我们随后的实验也证实了这点，但是一些因素可以减弱争议性广告的杀伤力。我们让实验参与者想象他们正在下述情景中进行在线交流：一是匿名或实名环境，一是与陌生人或朋友交流。结果发现，匿名交流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不适感，让人们更愿意谈论中等争议程度的话题；但在和朋友交流时，他们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即使讨论争议性很大的话题，也会畅所欲言。









广告营销应寻找到平衡点，其中图片或内容既能引起读者兴趣，又不至令人不舒服。






对那些想通过争议性广告提振销售额的品牌经理和市场营销人员而言，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广告营销应寻找到最佳平衡点，让广告图片或内容既能引起读者兴趣，又不至令人不爽。营销者可以根据其理想的渠道和用户寻找到最佳平衡点。例如，如果是在线沟通，基于互联网的匿名性，商家可以使用具有中等争议程度的广告激发人们更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象是家人和朋友圈，则可以考虑投放争议性更大的广告。

总体来说，稍具挑逗性的广告能带来不错的效果，但如果煽动性过强，则几乎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正可谓物极必反。






 乔纳·伯杰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著有《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
 
Contagious: Why Things Catch On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3年）。



佐伊·陈是迈阿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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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德国员工进行的调研显示，高学历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在一周中能保持在7.2（总分为10），但在周末会跌至7.0。这是因为他们担心下周即将出现的压力。学历较低的员工则不太容易有这种周末困扰。这项研究是德国汉堡大学沃尔夫冈·门尼戈（Wolfgang Maennig）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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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指责董事更替的随机性太强，变动比率往往由董事长退休决定。有人认为应该每年举行一次董事选举，让董事的提名过程更加透明。这意味着，有些股东希望董事会能更频繁地换血。是否有证据表明，为董事会注入新鲜血液能给公司和股东带来实在的好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最佳高管流动率应为多少？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研究了标普500公司从2003年到2013年间董事更替和股东回报情况。通过Equilar公司提供的数据，我们跟踪记录了3年内独立董事加入和离开董事会的时间以及高管变更次数，依此将公司划分为4类。然后，我们对董事会换血后3年内的公司表现（股东总回报对比行业平均水平）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非常有趣：









根据公司连续3年内的高管更替情况，我们将其划分为4类，再将它们3年后的年度股东总回报与行业平均水平作比较。结果显示，适度的高管人员更替，公司业绩和投资者回报会比较好。






♦ 3年内更换3到4位董事长的公司表现超过其他公司，表明高管流动率最好在这个范围内。

♦ 大部分董事会的流动率都不在最佳范围。

♦ 表现最差的公司要么3年内没有任何董事会人员变动，要么变更次数超过4次。





董事会换将十分复杂，需要谨慎处理。我们并非建议更换高管的比率需要符合某种标准，或单单依靠董事变动就能提高股东回报。我们只是通过分析研究证实，组织内适度的高管更替，能提高组织的领导力，优化治理行为，为股东带来长期收益。任用新人能为董事会带来新想法和新技术，而且他们比现任更勇于突破，大胆创新。

认清高管更替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有助于决策者做出最佳决策。例如，公司董事长、CEO及其他高管应该对自己公司的董事流动率做到心中有数，对比我们得出的最佳流动率，定期讨论董事长任免。当高管流动率不在这个范围内时，应反思其原因并找出说服投资者的理由。在处理延长退休年龄和调整董事会规模等方面，也应考虑到董事会的最佳流动率。

董事会已慢慢成长为更加重要、独立和高效的机构。管理好董事会人员更替，认清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将使董事会日趋成熟。






 乔治·安德森是史宾沙管理咨询公司（Spencer Stuart）北美地区董事会与首席执行官事务部的联合负责人。戴维·川是薪酬研究公司Equilar的创始人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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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道题中他们平均答对了7道



一项在线逻辑测试发现，参与者中得分最低的那些人会严重高估自己的实力：一道题也没答对的人认为，10道题中他们平均答对了7道。据研究显示，考试能力欠佳的人，往往对考试结果的判断力也很差，这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考试。这项研究由科隆大学的托马斯·施勒塞尔（Thomas Schlosser）和康纳尔大学的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发起。但这并非铁律：让低分者学习逻辑推理能帮助他们正视自身缺陷，从而正确评估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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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程度大比分



（比较所有测试者的平均值，调整标准差。）







研究：
 阿努克·范思杰女士和同事为一家服装公司做了一项“客户调查”。邀请一些女性大学生为男士平角裤或T恤衫的面料材质打分。随后，让她们回答一些与购买决策相关的问题。调查发现，触摸过平角裤的参与者比只是触摸了T恤或只看了一眼平角裤（一种“性暗示”）的参与者更愿意冒险，也更迫不及待想要获得奖励。












挑战：
 触摸男士内裤真能令女性更愿意冒险、更想寻求奖励吗？


范思杰女士，捍卫你的研究吧！







范思杰：
 长期以来都有研究表明，性暗示（比如模特或者女士内衣图片）会让男性改变自己的购买决策。但是，由于早期研究中视觉上的暗示并不能让女性产生类似的反应，所以没有对女性进行后续研究。据一项实验表明，女性通过触觉获得性暗示后的反应跟男性比较相似。这项研究是我与鲁汶大学的塞布丽娜·布鲁内尔（Sabrina Bruyneel）和齐格佛里德·德维特（Siegfried Dewitte）共同发起的。因此，要激起女性对奖励的渴望，触觉似乎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想到性时，女性一样会渴望得到其他奖赏，比如金钱、巧克力和葡萄酒。我们还发现，触摸平角裤的女性比触摸T恤衫的女性更有消费冲动，而且在掷骰子的游戏中也愿意下更大的赌注。






HBR：
 为什么触觉会是一个更有效的激励手段？


范思杰：
 因为它可以缩短你和刺激源之间的距离，你离刺激源越近，就越渴望得到它。《美国经济评论》曾刊登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类似的效应。这篇文章是由本杰明·布松（Benjamin Bushong）与其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同事合作完成的。他们发现，人们购买士力架等零食的意愿随着他们与食物的距离缩短而增强：只看到“士力架”三个字的顾客消费最少；看图片或者在橱窗外看到士力架的顾客买得稍微多一些；在托盘上近距离接触士力架的顾客消费最多。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反应（和动物一样，人类的需求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条件反射”过程——译者注）。






HBR：
 所以更近一步的研究就是让测试者触摸客体？


范思杰：
 是的。我们引用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琼安·派克（Joann Peck）与肯特大学的詹妮弗·约翰逊（Jennifer Wiggins Johnson）合作进行的研究。他们的调查显示，如果人们在慈善宣传册里看到志愿者发给流浪汉的毛毯的面料样品，他们就更愿意投入金钱和时间去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当然，我们的调查只考虑性暗示中触觉对男女经济行为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触觉在其他情况下是否也会发挥相同的作用。






HBR：
 为什么视觉上的性暗示能激发男性冒险的兴致，却对女性无效呢？


范思杰：
 进化论心理学家认为，男性拥有无限生育的能力，他们的天性就是“以貌取人”：喜欢身体健康、年轻貌美的伴侣。他们把财富作为吸引女性的资本，这恰恰是女性挑选最佳男性伴侣的标准，因为女性的生育能力有限，而且亲代投资（意指亲代为增加后代生存的机而进行的投资——译者注）更大。对女性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她们本能地寻找有身份有地位的伴侣，并且把吸引伴侣的能力与自己的相貌挂钩。事实上，得克萨斯大学的克里斯蒂娜·杜然德（Kristina Durante）和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莎拉·希尔（Sarah E. Hill）已经证明，女性在做与美相关的决定时，视觉上的性暗示会对她们产生影响，比如她们更可能购买减肥药或者日光浴沙龙优惠券。但是要影响女性的经济决策就需要更强烈的刺激因素。






HBR：
 平角裤真有那么性感吗？它们让我想到要洗的脏衣服。


范思杰：
 我们也听到一些人是这样评论的。不过我们的测试对象是女大学生，她们还不像年龄大一些的女性习惯了清洗男士衣物。我们采用的平角裤的材质跟T恤衫一样，都是灰色或黑色的棉布。用平角裤是为了和之前的测试做比对。那个测试要求男性评估胸衣，我们就是参照它来制定这次测试的。

以前没人质疑过男性是否会被胸衣激起购物欲。我们的研究发现，男性在接受各种形式的性暗示后，不管是视觉还是触觉，购买各种产品的欲望都会大幅度增强。对女性来说，这其中的关系更复杂。那些摸过平角裤的女性比在橱窗外看平角裤或摸过T恤衫的女性更愿意在嗜好上花钱，比如买葡萄酒和巧克力。但是有意思的是，所有类型的性暗示都不会激发人们购买电脑键盘或者椅子等中性产品的欲望，倒是摸T恤衫会产生这种效果。






HBR：
 这个研究对商家有什么启示呢？实体店击败电商是因为女性顾客能够摸到产品？应该把内衣区设在店的入口处来吸引顾客，尤其是男性顾客，刺激他们消费？


范思杰：
 我们还没研究过这些问题，但要我预测的话，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在商店入口处放置顾客能摸得到的具有性暗示的产品可能会激发顾客的消费冲动。实体店或许会因此具有一定优势，尽管这会被价格和便利等其他方面轻易盖过。事实上，研究表明网店也可以靠触觉暗示获益。一系列实验都显示，人们利用触屏购物，会比用台式电脑购物更能发现商品的好处。






HBR：
 如果我是管理者，想要避免贸然做出冒险的决定，那我可以从你的研究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范思杰：
 心理学家认为人有激动、情绪化的状态和冷静、善于分析的状态。性暗示和其他与奖励联系在一起的暗示会让我们进入激动状态；它们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失去耐心，变得冲动、甘愿冒险。而人在冷静的状态下才能做出正确、理智的决定。我没有数据证明怎么能让人变冷静，只是凭直觉认为，满足一切让人冲动的欲望就行了：吃、喝、享受性爱（当然是在非工作时间）。如果你正在做重大的决定，你就要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






 阿努克·范思杰（Anouk Festjens）是比利时鲁汶大学（KU Leuven）一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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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大买家




视觉和触觉的性暗示都会刺激男性测试者在奖励型的商品上花更多钱，比如葡萄酒和巧克力。相比之下，女性测试者只有在触摸具有性暗示的物品后才会更愿意在自己的嗜好上花钱。



前沿 Idea Watch / 新视界 Vision Statement






管理词汇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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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折射。那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能反映出我们关注重点的转换。因此，我们求助书籍词频统计器谷歌Ngram Viewer（试用谷歌Ngram Viewe工具，请点击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
 ），来了解管理世界的变化。这个工具记录了1500年到2008年间已出版的逾500万本书中单词和短语的使用频率。真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是伴随工业革命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由此，我们将关注范围缩小到20世纪之后出版的书籍上。

如图所示，Y轴表示某个单词在谷歌书籍数据库中出现的百分率，X轴表示该词出现的年份。












这些数据显示出常见词汇的流行趋势（有时使用频率很高，有时使用频率很低）——这反映我们的关注点和议程在不断变化。









扫描查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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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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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营销起源可以追溯到100年前，最早营销概念是经济学家提出，但那些经济学家谈论的话题其实是市场供应链，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营销。

概括地说，营销的任务就是要创建、沟通和传递价值给目标人群。因此，营销需要有市场细分专家、分销渠道的管理者以及定价专家，企业的营销部门基本上都具有这些功能。

但是，如今营销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两个巨大的转变。

其一，营销管理的核心在变。营销自身的演进过程是这样：20世纪50到60年代，企业营销多以产品管理为核心，80年代开始注重客户管理，以客户为中心。然后，营销进入品牌管理阶段，凯文·凯勒的《战略品牌管理》让企业知道如何建立品牌和进行品牌管理。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可称之为营销3.0时代，它的核心是价值管理。

最初人们对营销的理解多是销售产品，但现在营销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营销3.0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产和销售，它需要企业能够把用户的思想（Mind）、心灵（Heart）和精神（Spirit）联系起来。如果企业能创建一种围绕其产品的生活方式，再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去营销则会事半功倍。

未来营销要结合人们的信念与企业价值观，公司需要先与用户建立同感和共鸣，然后再从人们的情感中获利。我们总是喜欢亚马逊、苹果、百思买这类公司，因为它们与很多人分享价值、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同时公司也能从这种青睐中盈利。

其二，营销的互联网化。互联网改变了整个营销的基础，以前消费者只能获得少量信息，也只有很少的购买途径，但是现在他们通过互联网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变成更有力量的消费者。所以，新的营销需要极其重视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而且这种重视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营销部门，整个企业都需要以消费者为核心。












虽然目前很难断言传统媒体的未来，但新媒体营销一定会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如果企业不用花10分钟面对面来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这对公司来讲也是节约。另外，企业如果通过互联网联系供应商，也能省去很多面对面的交易过程。

在互联网时代，我给企业建议是可以先雇用一些年轻人，一些对数字技术非常熟练的员工，然后给他们相当于传统营销10%的预算，尝试进行更好的营销，如果效果好再增加预算，让他们去发展、验证新的营销模式。现在，宝洁公司品牌预算的25%~35%已经用于互联网了，我觉得未来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50%。

归根结底，营销的核心应该是创造。这点在互联网时代将更加明显，营销者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保守，如果你想赢得年轻人的话，就一定要跟他们建立联系。






 （本文节选自菲利普·科特勒教授在腾讯Mindstorm和Connector活动主题演讲）菲利普·科特勒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科特勒咨询集团（KMG）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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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麦库姆（William L. McComb)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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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改组董事会，那就更好了！董事们比任何人都更倾向于认为变革关乎的只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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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年入主丽诗加邦公司时，我没料到将会主导一场大变革。公司当时的主要批发品牌过于繁杂，有45种之多，董事会聘请我来对其进行优化。所有迹象显示，通过品牌“重组”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我就任后的第6个月，公司业绩严重下滑，我们不得不发布消息称，收益低于预期的65%。由此可见，仅仅依靠调整战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变革才是惟一出路。

7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发现，我们并非惟一专注于变革的公司。过去，对企业来说，“不变革就会死”堪称灾难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很低。而如今，这正成为常态。但尽管如此，极少企业明确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因此，我们开始从以往变革实例中整理经验。

我们整理出的经验有10条左右，其中最至关重要的一条是：不要以为变革只是公司历史中令人震撼却短暂的一段时期。变革关乎的并非只是一件事情，而是一个时代。乔布斯第二次回归“苹果”一直被认为是该公司的一次重大变革。事实确实如此。但“苹果”的这场变革从1997年一直持续到2006年。由此可见，变革关乎的是一个时代。

如果你想用变革来定义一个时代，你的管理就要有所不同。首先，你得知道如何维持公司愿景，了解如何应对月复一月的那些具体问题。对我们而言，变革意味着将20个品牌分拆出去，专注于其中3个潜力最大的：Kate Spade、Lucky Brand和Juicy Couture（后面两个后来也被出售——译者注）。因此，公司采用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战略：建立零售店，提供在线销售服务。我们对收益进展的时刻关注能不断提醒我们，奇迹正在发生。

同时，你要现实一些，不能一味空想。商界最大的变革败笔源自变革者过于天真，不切实际。例如，2012年，JCPenney公司主管秉持的观念是：相比产品不断打折，消费者会更青睐其保持一贯定价；JCPenney可以通过淡化公司自有品牌，吸引到更多高端消费者。如此噱头般的理念可能奏效一时，但从长远来看，是不现实的。

你要让公司上下做好先苦后甜的准备。尤其是在变革的初期，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出错。变革的每一步都是根据既有模型的指标作评估，因此公司上下要有心理准备。此外，你必须反复审视所依赖的成员。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逆境和前途不明的情况下保持斗志。你要不断改组团队，推进变革。

如果你能改组董事会，那就更好了！董事们比任何人都更倾向于认为变革关乎的只是一件事。他们会为此设置重重障碍，最终酿成一场危机。董事们惯用的做法就是终止变革。在这方面，我是幸运的。即使更换公司名（公司不再拥有丽诗加邦品牌），董事会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决定。最终，我们在Kate Spade品牌上大获成功。在变革中，你需要给董事会更多指导。






 威廉·麦库姆2006年至2013年担任Fifth & Pacific公司（前丽诗加邦公司(Liz Claiborne)）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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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上市公司的失势》的文章，堪称经典。文章分析了早期杠杆收购行为，确定了一种称之为“杠杆收购联盟”的新型商业组织。詹森认为这种新型商业组织优于传统上市公司，因为它的薪酬制度基于绩效，大量股权归经营者和董事所有。此外，所有者及债权人的合同协议限制了杠杆收购联盟内部（成员基金、母子公司）之间的交叉补贴，避免了自由现金流的浪费。对詹森来说，这种商业组织先天优势明显，一定会在未来取代上市公司的地位，成为新的主导。但是25年后的今天，上市公司仍然主导着商业前景。在这个变化速度空前的时代，为什么詹森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












显然，巨变的发生通常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德鲁克早在1959年就宣称，“知识型员工”将成为现代企业的核心人力，让体力劳动者黯然失色。企业最好现在就开始学习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源管理。事实最终证明德鲁克是正确的，但这种人力转变直至半个世纪后才发生。

我相信詹森的观点是有根据的。随着掠夺性对冲基金的崛起、股票分析师权力的不断增大和最高管理层人员的快速流动，上市公司的弱点自詹森于1989年发现以来，也逐渐变得更为严重。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管一味追求短期业绩，不惜牺牲公司的长期利益。

我认为，詹森关于杠杆收购模式会取代上市公司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的根源就在于，杠杆收购模式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过去，杠杆收购公司从有限合伙人那里获得资金，承诺在5至7年内给与他们回报。为了实现这种回报，它们需要将收购私人股本公司再次公开上市。因此，杠杆收购机制的运转离不开一个健康的公众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杠杆收购模式很难取代上市公司。

但杠杆收购联盟并不是实现公司私有化的惟一途径。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采取大型公司私有化战略。此前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会”为首财团的一项尝试。它在2007－2008年试图以517亿加元的价格将加拿大领先电信提供商贝尔电信（Bell Canada）私有化。

这项交易最终因贝尔电信债权人的阻挠而失败，但它为2009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将伯灵顿北方公司（Burlington Northern）私有化奠定了基础。这并非沃伦·巴菲特第一次收购一家完整的公司，但这项交易总价值达到了440亿美元，是他此前最大一笔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价格的两倍。2013年，巴菲特再次出击，以280亿美元价格将美国亨氏公司（H.J. Heinz）私有化，不久之后，迈克尔·戴尔就以250亿美元的价格将戴尔公司私有化。尽管后来的这些交易涉及私人股本合作伙伴，但他们都不打算让被收购企业重新上市。

因此，我认为詹森的观点未来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可能跟德鲁克的预言一样，需要50年的时间。巴菲特和迈克尔·戴尔开创了避免将收购公司上市的投资先例。聪明的机构投资者会跟随他们的脚步，继续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到2039年，我们甚至会很惊讶为什么上市公司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商业组织形式。






 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是多伦多大学洛特曼商学院生产力与竞争力研究主席，《战略制胜》（
 
Playing to Win

 ）作者（《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




2013 年麦肯锡奖获得者






2013

 

HBR McKinsey Awards




麦肯锡公司和《哈佛商业评论》1959年共同设立麦肯锡年度奖，奖励那些极具开创性和实用性的管理思想。评审团由商界和学术权威组成，评选出每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最佳文章。详情请登录hbr.org/mckinseyawards.
















第一名





专注造就卓越领导



2013年12月刊






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分析领导者应该如何运用他们最宝贵的资源：注意力。戈尔曼是罗格斯大学组织情商研究协会（Consortium for Research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Organizations）副主席。著有《注意力：成就卓越的隐形驱动器》（Focus: The Hidden Driver of Excellence
 ）。








其他入围文章












解码创新“特种部队”



2013年10月刊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DARPA）是历史上持续突破性发明时间最长的机构。雷吉娜·杜甘和凯汗·加布里埃尔曾分别任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和副局长。发表文章时，杜甘任谷歌下属的摩托罗拉移动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加布里埃尔是摩托罗拉移动业务的全球高级副总裁。

















医改大战略



2013年10月刊






迈克尔·波特是一位杰出的战略思想家。托马斯·李曾是Partners HealthCare公司的网络运营总裁，他提出一个全新的方法解决就医成本居高不下、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波特是哈佛大学Bishop Lawrence教席校级教授。李是Press Ganey的首席医疗官。

















独创新不如众创新



2013年4月刊






凯文·布德罗和卡里姆·拉哈尼在文章中讲述了如何充分发挥众包的作用。布德罗是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创业助理教授和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IQSS）研究员。拉哈尼是哈佛商学院劳伦斯教席工商管理学副教授和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哈佛-美国宇航局锦标赛实验室主要研究者。











评委










贝斯·康斯托克



通用电气公司首席营销官







鲍里斯·格鲁斯伯格



哈佛商学院教授







琼·玛格丽塔



哈佛商学院战略与竞争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罗杰·马丁



多伦多大学洛特曼管理学院院长，马丁繁荣研究所生产力与竞争力主任和教务主任







迈克尔·莫布森



瑞士信贷全球金融战略家和常务主管







克里斯多夫·梅耶



Nerve LLC公司首席运营官







维内特·纳亚



Sampark基金会创立者，印度HCL科技公司副董事长







阿历克斯·彭特兰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人类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媒体实验室企业家项目主管







保罗·波尔曼



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







埃里克·莱斯



企业家，著有《精益创业》（The Lean Startup）







唐纳德·萨尔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大思路 The Big Idea







员工越成长


 
企业越成功




罗伯特·凯根（Robert Kegan）




丽莎·莱希（Lisa Lahey）




安迪·弗莱明（Andy Fleming）




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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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更在意企业业绩，还是员工成长速度？“主动成长型组织”相信，二者相辅相成：让员工从思维方式和心理方面找出犯错的原因；帮助员工不断成长，进而带动企业业绩提升。








核心观点






问题

 　当代职场人普遍有一项“副业”，即隐藏自身弱点、维护个人形象。














解决方案

 　建设主动成长型组织，鼓励员工坦承弱点和不足，并借此实现个人成长，同时为组织创造更大价值。














成果

 　我们调研了两家非常不同的公司：一家对冲基金和一家影院公司。他们的成功显示，卓越绩效与员工发展不但不冲突，而且相互助推。









当


 代职场人普遍有一项“副业”，即隐藏自身弱点、维护个人形象并建立优势地位，即使高绩效企业的员工也是如此。这项副业耗费员工大量精力，占用大量资源。管理者对此认识不足或不愿承认，但这种办公室生态已成为组织的最大内耗。

如果员工感到不再需要自我掩饰，而是坦承弱点并积极改进，组织生态能否改善？企业能否建立一种文化，使员工解除防御，将错误和不足转化为进步契机？

3年来，我们动用学界、咨询业、人力资源和C级高管中的广泛人脉，全球海选理想中的“主动成长型组织”（Deliberately Developmental Organizations）。这类组织高度重视每位员工的成长需求，力图使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实现个人进步。我们寻找的公司规模必须在100人以上，成立至少5年，但对是否上市没有要求。

经初步搜寻，仅有20家企业符合标准。我们最终锁定Bridgewater Associates和Decurion Corporation，前者是位于美国东海岸的投资公司，后者位于美国加州，经营房地产、电影院和养老院。两家公司行业完全不同，都连续10年以上达到主动成长型组织的标准，且愿意接受深度调研。

这两个组织遵循以下指导思想：坚信员工能够像成年人一样自我提升；公司业绩和员工个人成长相辅相成；盈利能力提升和员工成长有赖于细致、合理化的管理结构；为实现员工进步，组织需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支持，帮助每个人认识并超越自身盲点和局限，突破内心阻力，实现转变。为此，员工必须放下平日自我保护的面具，主动坦承工作中的不足；组织相应要营造相互信任和坦诚的氛围，提供必要的安全感。

不用说，这一过程不会太轻松愉快。但通过持续努力，主动成长型组织正逐渐接近上述目标。在个人和组织层面上，这类企业主动设置挑战，使员工不断寻求突破，更具灵活性、创造性和韧性。随着员工持续进步，企业业绩也将稳步提高。








两家公司




Bridgewater Associates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西港，旗下有两家国际对冲基金Pure Alpha Strategy和All Weather Strategy，规模约为1500亿美元，为外国政府、央行、企业和公共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和慈善组织等机构提供投资服务。该公司成立于1975年，最初在一间两居室公寓办公，至今仍为私人公司，雇员约有1400人。

成立不到40年，Bridgewater被公认为顶尖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仅过去5年就获得40多项行业奖项。旗下的Pure Alpha基金1991年成立，截至本文写作时只有1年亏损，年均收益率达14%。稳健型的All Weather基金1996年成立以来年均收益率为9.5%。2009年至2011年，对冲基金整体跑输标普500，该基金逆势取得34%的总回报（据《纽约时报》，All Weather 2013年出现亏损）。Bridgewater 2010年、2011年连续被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pha杂志评为全球规模最大、业绩最佳对冲基金管理公司。2012年《经济学人》杂志撰文称，Bridgewater超越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成为史上最赚钱的对冲基金。

Decurion位于洛杉矶，在加州、夏威夷和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开展零售业务和其他商业项目，员工约为1100人，旗下有Robertson Properties Group等子公司、Pacific Theatres和ArcLight Cinemas两个影院品牌，以及新近营业的Hollybrook Senior Living养老院。2011年5月，Robertson Properties入选Retail Traffic杂志评出的全美百大零售物业公司。影院方面，Pacific和ArcLight平均银幕票房北美第一；ArcLight营收从2009年的4700万美元增至2013年的8100万美元，4年增长72%；2012年ArcLight旗舰影院ArcLight Hollywood入选《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全美十佳影院。

Bridgewater和Decurion未对调研设置任何禁区，我们在每家公司的停留时间超过100小时，实地考察运营状况，并对上至高管下至新人的各级别员工进行了采访。从收集到的大量信息中，我们总结出这两家公司创造卓越业绩的关键，并与它们分享了我们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认真听取了管理者的反馈，他们均未对研究结论提出异议。

正如耶稣会并不是虔诚基督徒的惟一选择，或者说，将才并非只有在海豹突击队才能大显身手，企业并非只有成为主动成长型组织才能达到卓越。本文希望以Bridgewater和Decurion的卓越表现证明，公司业绩和员工个人成长非但不冲突，还能相互助推。








具体实践





随着反复见证和参与坦诚对话，自由讨论利益冲突、同事的不足等敏感话题，人们感到主动坦承弱点不再危险，反而可能带来益处。


人们极少承认自身缺点和不足，通常只对信任的人吐露心声。Decurion和Bridgewater则营造强大氛围，使员工从错误中发现成长潜能，即使搞砸任务也能保持自信，并努力将自己的劣势当成“成长契机”，通过不断改进来提高业绩。

提升境界。Bridgewater鼓励员工“提升境界”：不纠结也不回避，直面内心深处的情结，从而超越自身局限。普通组织会绕开员工的内心世界，因此无力找出问题根源。在Bridgewater，出现投资决策失误后，管理者会详尽分析相关数据、复盘决策过程，但并不止步于此，而是深究当事人的心理：“你的思维方式和心态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决策失误？”

Bridgewater员工约翰·伍迪（John Woody）曾在CEO雷·达里奥（Ray Dalio）的引导下直面“信任危机”（参见2013年哈佛商学院案例，作者杰弗里·波尔策(Jeffrey Polzer)和海蒂·加德纳(Heidi Gardner)）。达里奥直言不讳地告诉伍迪，大家普遍觉得他不够可靠。伍迪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反驳，但事后他没有自怨自怜或无所谓地接受，而是冷静下来反思对话过程，自我检讨：“我们崇尚理性和实事求是，但我上来就说‘你错了’，这太不理性。即使他说得不对，我也应该听完他的解释。”

经过持续反思和与多位同事沟通，伍迪认识到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可以追溯到童年”，例如拒绝他人监督、受质疑时易怒等。伍迪发现，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与他想树立的形象相差甚远。

先前，包括入职前极度向往公司文化的员工在内，几乎所有人都对这种程度的坦诚无所适从。达里奥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在一封标题为“我每天都很失败”的邮件中，他要求全体员工回答一个问题：“你更在意已取得的成绩，还是成长速度？”把关注点从前者转移到后者，员工表现和公司业绩将显著提升。

研究小组成员因娜·马库斯（Inna Markus）问伍迪，信任状况是否有所改善，他直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无疑进步明显：“我现在纪律性更强，对他人作承诺前更深思熟虑，工作计划更直观和细化，也更明确知道要寻求团队的支持。对平时问题较多的下属，我会更关注其工作进展。”

Bridgewater建立一系列制度，帮员工自省并从错误中发现成长机会。例如，公司设置“事件日志”记录问题和失误，要求所有员工详细分析自己出错的原因。主动录入错误的员工会受到表扬和奖励，拒绝参与的员工则被视为严重失职。公司还在发给每位员工的iPad上安装一款名为“痛苦按钮”的App，允许员工（尤其是防御心理强的员工）倾吐郁闷、表达不满。

员工公开表达负面情绪会促使当事各方后续沟通，还原“真实场景”并找出问题根源。公司一个项目团队有一次开会时严重跑题、未形成实质结论。一位高级经理召集团队成员探讨原因，所有人都贡献了思路。团队负责人承认，他只顾掩盖自己和团队的拙劣表现；经过进一步检讨，他承认根本原因是自己喜欢做表面文章，对工作没有全力以赴。在大多数公司，这类讨论很少涉及员工的思维方式和深层心理，即便有也只能在个人反馈中悄悄说。Bridgewater则将这类讨论公开化、日常化。

拒绝分裂。我们经常为自我保护而适度分裂自己，不在职场中表露“真实自我”：说一套做一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茶歇时说真话，开会时打官腔。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与他人缺乏沟通、默契不足，更是因为我们担心自己利益受损。

为鼓励员工表露真实自我，提高业务讨论效率，Bridgewater和Decurion设计讨论流程，促使员工坦诚评价彼此的工作表现。上文描述了Bridgewater团队如何批判性讨论领导者的工作思路。Decurion则组织“玻璃鱼缸式讨论”，当事人须坐在一圈同事中间接受质询。在我们旁听的一次讨论中，影院业务IT、市场和运营部门负责人要向同事说明，为什么新推出的客户忠诚度计划停滞不前。影院业务运营总裁怀疑3人间沟通效率不高，要求他们坦诚说出对彼此的感受。

“玻璃鱼缸式讨论”足够透明和开放，影院业务所有管理者都能旁听和参与，并有所收获。在一位高级经理的巧妙启发下，3位当事人终于敞开心扉，坦白彼此的隔阂嫌隙，承认这阻碍他们分享信息、高效决策。他们还分析了自己误解他人的原因，最终在同事见证下达成谅解。Decurion员工对这样的对话习以为常，他们不会担心自己地位不稳，而是借此共同反思和进步。

随着反复见证和参与坦诚对话，自由讨论利益冲突、同事的不足等敏感话题，人们感到主动坦承自己的弱点不再危险，而可能带来益处。主动成长型组织甚至可能创造全新的价值观，把以往员工观念中的“祸”（“如果暴露缺点，我就惨了！”），转化为“福”（“如果主动坦承缺点，我不会倒霉，反而可能学到新东西，最终提升自己”），缩小甚至消除员工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差距。

颠覆自我。主动成长型组织不仅接纳员工的不足，还为他们设置挑战，主动培养他们。Bridgewater和Decurion都非常重视员工的岗位契合度，但他们的“契合”是指员工能力离岗位要求尚有一定距离。我们将这种挑战称为“建设性颠覆”。在工作中感到茫然无措会令部分自我被颠覆，克服困难、完善自我则是建设性的。在这两家公司，如果你表现得完美无缺，那么现在的岗位显然不适合你。如果只情愿干驾轻就熟的工作，你会被视为惧怕挑战，不符合公司风格。

很多公司都有拓展任务，有些组织会安排高潜力员工持续参与拓展任务。在Bridgewater和Decurion，所有任务都是拓展任务。按达里奥的说法，“每项工作都像一条拖曳索，你只需牢牢抓住它就会被带到山顶”。

Decurion的ArcLight影院实行精细化管理，各级管理者都可为手下员工和团队的建设性颠覆创造条件。在每家分店，影院经理每周根据员工表现和公司业务需求，为每位员工量身订做新任务。管理团队每周开会总结所有小时工的绩效达标情况，讨论是否有人可以承担更多职责，例如将检票员提升为巡视服务员，职责是在各放映厅之间巡视，随时帮助有需要的顾客，需要有足够的主动性、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一定的外交手腕。

每家分店办公区显著位置都设有“竞争力公示板”，用不同颜色图钉标示每位员工15项业务能力表现，记录他们的进步程度。管理者利用这些信息安排工作班次、建立互助小组，并为员工设置发展目标。这套管理体系将提升员工技能与实现组织目标相结合，每个人的进步都清晰可见，并直接体现在团队绩效中。ArcLight总部十几位高管和各分店经理每周开会，分析各影院和整体院线数据。他们不仅关注传统的上座率和票房数据，还关心哪些一线员工可被提拔到初级管理岗位。

仅将拓展任务分配给员工还不够；管理者必须保证员工和岗位足够契合。Decurion致力于帮助员工从日常工作中找到意义。例如团队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员工有机会评价当前任务契合度及同事间默契度。管理者也会与团队分享他或她的进步，例如提高与某位同事的沟通质量而使合作更有成果，或克制自己充当救火队员的冲动，让团队自主完成任务。

Decurion各级别员工都经常有机会与上司进行一对一“接触点”谈话，在公司业务框架内创造机会实现个人目标。例如一位影院员工告诉我们，经理了解到她想将来离开公司成为专业布景师，破例安排她参与影院活动的现场布置，让她的个人兴趣和组织目标有效结合。

在Decurion这样不断对人员和岗位进行精确再匹配的组织，没有任何职位非某人莫属，这意味必须打破对资历和经验的惯性依赖。一位高管告诉我们：“拥有知识和经验的最终目的是分享给后来者，虽说根据经验，现实中我们很难达到这种境界。”尽管如此，如果不断设置挑战、带动员工持续进步，组织不仅能更有效执行当前战略，还会变得更灵活、更具韧性。

全员参与。在Bridgewater和Decurion，如果流程设计有缺陷，所有人都有责任指出问题。Decurion各影院定期组织“诊断会议”，团队成员分析讨论前一轮放映情况。在我们旁听的会议中，一些年仅17岁的员工也和同事、经理一起互评，讨论如何改进设备操作、提升服务质量。这些年轻人刚入职时就学会读利润表，理解分店运营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影响公司短期和长期盈利能力；他们能着眼于客户体验和组织财务健康，就食品售卖或3D眼镜发放等细节提出改进建议。

每次推出新业务前，Decurion都有专门团队花大把时间精心设计管理流程。公司相信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因此对组织设计精雕细琢，如办公室布置、会议频率、合理搭建项目团队等。与精益6西格玛等传统管理工具不同，Decurion和Bridgewater的流程改进不仅关注生产中的错误和异常，更关注员工的“内在错误和异常”，力图纠正员工错误的思维方式和对组织规则的误解。

在ArcLight影院的一个主要流程改进项目中，总部的营销专家和分店经理组成小组，研究改进各分店的营销策略。公司认为，如果双方能克服摩擦和误解，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各分店设计营销活动，将会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增长。这些小组定期开会，总结有效合作方式和工作中的不足。

我们旁听了几次讨论。各分店经理提供的信息使总部营销人员认识到，各地观众人群差异很大，应因地制宜制定社交媒体营销策略。双方创造出新的合力，带动业绩再上新台阶。ArcLight有人说设置营收目标是为了挑战员工，也有人认为重视能力拓展是为了业绩，这表明在Decurion，组织绩效和员工发展是一体的。

长期主义。外人听闻上述事迹的反应通常是：“真不敢相信他们会在员工管理上投入这么多精力！”言外之意是：“这是疯了！做这些能得到什么好处？”但Decurion和Bridgewater不仅是优秀员工的孵化器，也毫无争议地取得了商业成功。很明显，两家公司从人才管理中收获了巨大的好处。

简单说，这两家公司的时间观念与众不同。一般组织希望越快解决问题越好，未能找出导致问题产生的个人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从而令已经“高效解决”的矛盾换种形式重新爆发。Bridgewater一位高级分析师总结道：“公司经常指出你的错误，但前提是相信你能够完善自我，并且告诉你，你的进步会让所有人受益。”















组织生态建设




充分暴露不足能促使员工进步，组织要为此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与很多高绩效组织一样，主动成长型组织职责清晰、高度透明，并为员工提供有力支持。但Bridgewater和Decurion有些做法达到极致，可能超乎很多组织想象。

职责清晰。Bridgewater和Decurion都不是扁平化组织。这里层级分明，汇报线明确；如有必要，业务会关张，员工会被炒。但高管绝不会因为职位高就能垄断言论；他们对下级的不同见解和善意提醒敞开大门，并为实现组织和个人目标不断完善自我。

普通员工遵守的制度同样适用于高管。Decurion高管参加团队会议，分享工作中的困扰和失误；Bridgewater高管和普通员工的绩效评估全部公开，且明确指出需要提高的地方——如果某位领导者的评估报告没有写明缺点，说明他不适合这个岗位。

BridgewaterCEO达里奥明确要求员工，要经过自主判断后，再接受他下达的指令。Decurion总裁克里斯托弗·福曼（Christopher Forman）参与设计了一项为期10周的“自管理实践”课程。员工自愿参加，很多人上了好几次。主讲人包括福曼和其他高管，其中有房地产业务总裁。他告诉我们：“同事们觉得我没完全掌握课程内容，所以让我自己讲一次。这是典型的Decurion风格。最后我更深入理解了课程介绍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并能将其应用于业务。”

高度透明。2008年，Decurion管理层决定裁掉65%的总部员工。外部专家建议公司，为留住关键员工、防止士气受损，应尽可能晚公开消息。但公司第一时间宣布了裁员计划。

公司未对严峻现实作任何隐瞒，公开财务细节，说明被迫裁员的原因，并设置缓冲期，努力让每位员工实现平稳过渡。福曼解释说：“我们选择相信员工能冷静面对。”为什么没人辞职？“我们让员工相信，无论是否留下，所有人都为公司做出贡献，并有所收获，”福曼说，“我们给予信任，也收获了信任，员工相信这次裁员经历会让他们成长，对现在和将来的雇主更有价值。”

在Bridgewater，只要不涉及专有客户信息，所有会议都会被记录；所有办公室都配备录像或录音设备。如果被领导评价时不在场，员工会收到提醒，拿到会议录音或录像。员工从不需要操心别人在背后说什么。

这项制度实施之初，公司法律顾问曾强烈反对，但在不久后的三起诉讼中，正因为能够提供相关视频音频记录，Bridgewater均获得法庭支持。一位高管对我们说：“如果证据显示我们确实有错，那我们理当败诉。”

“另类”支持。在Decurion和Bridgewater，从新人到CEO，每位员工都有专属“支持小组”，帮助他或她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进步。普通组织当然也很重视团队建设，鼓励员工构建关系、增进信任、加强沟通；但员工间的“支持”通常仅限于排解压力。主动成长型组织的支持小组则帮助员工，通过建设性颠覆自我获得进步。两家公司员工中不乏名声在外的业界领袖，但很多人自感“能力不足”、“进退维谷”、“如履薄冰”、“难以胜任”、“屡战屡败，前途渺茫”。如果支持小组只是帮员工减压、恢复平稳状态，会被视为没有尽责。

很多优秀企业无意成为主动成长型组织，也创造出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在组织成员间培养深度关联感的方式不止一种。但主动成长型组织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同时感到被集体接纳、被他人需要，并且发现周围同事无不如此。这一切激活了我们同情和欣赏他人的能力，赠予我们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培训项目或支持小组中，主动成长型组织的员工通过分享成长经验，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关系。这种新型组织形式未必一成不变，也未必适合每个组织。Decurion和Bridgewater的组织生态独树一帜，并取得了成功。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一点：卓越绩效与员工发展不但不冲突，而且互为前提。







主动成长型组织：领导篇



如果你希望把你的企业建设成主动成长型组织（DDO），你不能只要求别人，必须从自己做起。作为领导者，你必须完全准备好自揭短板，甚至率先示范。你的出发点不应仅限于提升业绩，关注员工发展同样重要。你需要有耐心：让员工真诚面对自己和彼此，打造这样的组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你还必须不断支持和维护这一新型组织。

高效DDO招募员工时需留意，他们是否习惯自我反思、检讨自身局限。你可能需要12至18个月确定新员工能够融入组织文化，因此离职率可能高于一般水平。但通过磨合期的员工通常会展现惊人的投入度和敬业度。

DDO文化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员工关系。员工需要长时间相处才能共同成长，并结成同盟。如果你的企业经常外包工作、为保持灵活性大量雇用兼职员工，从而离职率高、员工忠诚度低，那么DDO可能不适合你。









主动成长型组织：员工篇



本文作者之一罗伯特·凯根和雷·达里奥一起参加了哈佛商学院Bridgewater案例的首次讲座。讨论结束前，案例作者之一海蒂·加德纳问：“谁想去Bridgewater工作？”现场80名学生只有三四人举手。“不愿去的人能否给出理由？”她问道。一名一直非常活跃的女生答道：“我希望同事看到我最好的一面，而不是最真实的一面！”

想加入DDO的人必须愿意展示他们最糟的一面；之前再成功的人加入DDO后，也必须考虑重塑自我。Decurion和Bridgewater都有老员工告诉我们：“来这里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我经历的一切仍然超乎想象。”

工作对DDO员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希望工作和生活保持严格界限，DDO可能不适合你。

DDO式幸福感源自艰苦斗争后获得的自我提升，你可能误以为自己能承受这种幸福。很多人完全无法想象，工作中的痛苦挣扎可能会拓宽你的人生。

没有完美的DDO。如果你期望组织能百分之百实现它主张的价值，你会很快失望。DDO为员工留出成长空间，员工对组织也要如此。






 罗伯特·凯根是哈佛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HGSE）成人教育和职业发展威廉·米汉和米莉亚姆·米汉（William and Miriam Meehan）教席教授。丽莎·莱希是HGSE讲师、Minds at Work咨询公司创始人。安迪·弗莱明是Way to Grow公司CEO。该公司致力于打造主动成长型组织，本文其他3位作者也是该公司成员。马修·米勒是HGSE讲师、教务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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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柯达前任董事长兼CEO







彭安东：“减法”转型





李茂　施智梁 | 文



李武 | 编辑






















被数码技术颠覆的黄色巨人柯达，在经过10多年“战略失误”之后，选择性利用自身技术优势，找到一条异于富士胶片的瘦身求生之路。这种“减法”思路和竞争力选择，或可给面临类似挑战的中国企业家以启发：死法有很多，生路也不少。








正


 如“颠覆性创新之父”、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所预言，基于既有市场的大企业很难迅速转型，颠覆性创新往往使行业龙头遭受致命的打击。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影像行业出现了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转向，柯达作为全球最大的影像公司，却未能赶上潮流，反而一步步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最近10年来，柯达的经营业绩一降再降，这家百年企业的市值蒸发超过9成，不得不于2012年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巨型企业在变革时代被颠覆的典型案例。

就在十几年前，这个黄色巨人曾占据全球胶卷市场2/3的份额，在中国一度整合了全部胶卷产业，风光一时无二。这种压倒性优势，来源于柯达在上世纪数十年里几乎每一轮胶卷技术革新的浪潮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

但在全新的数码影像技术应用潮流席卷之下，柯达的领先地位很快被颠覆。令人叹息的是，柯达自己也是数码影像技术的发明引领者和率先应用者，只是这些来自研发领域的创新，在面对胶卷业务的最后辉煌时，对其决策层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当其他没有类似历史包袱的市场参与者加速运用数码影像新技术攻城略地时，残酷的游戏规则终将这个黄色巨头轰然推倒。

在无数旁观者的叹息声中，一份名为《失控点》的研究报告曾指出，95%的企业在增长率达到某一固定点时，即会停滞不前。柯达当时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公司规模很大，增长难以实现，随着市场发生根本变化，传统核心业务日薄西山，新业务无法马上取代既有的、被颠覆的业务，公司必然陷入窘境。

如何挽救这家面临生死大关的百年企业，即使侥幸存活，未来柯达又将何去何从，均是近几年全球企业界和管理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就在一年多前，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柯达完了”。

正当围观者四散而去，就在2013年下半年，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和业务瘦身，柯达似乎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渡过了破产保护的命门，并以劫后余生的姿态重出江湖，只是在规模上，新柯达已难与昔日相比。

带领柯达完成此次绝境求生的，正是在CEO任上已经数年的彭安东（Antonio Perez）。他也是这10年见证柯达衰落并勉力推动其瘦身的关键人物。2014年新春，他在上海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采访，详解柯达10年转型路，其间虽谈及诸多曲折艰辛，但仍称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

行业巨头在技术革新和市场变局时如何求生，从来不是易事，九死一生几成铁律。在全球企业史上，因此而消失的巨型企业比比皆是。柯达最终没有进入这串名单，可谓不幸中之万幸。不过在彭安东看来，这并非所谓幸运，而是柯达在错失无数良机之后，终于抓住了属于自己的生存契机。

柯达的生存契机首先基于它在三个交叉科研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其次也迎合了新的市场需求。彭安东总结说，颠覆是一个相对的术语，它是创新者的窘境，也是被颠覆者开拓的起点，上一代的被颠覆者只要坚持技术创新，即使原有业务无法继续，仍有可能成为相关行业或其他行业的颠覆者。

这位现年67岁的西班牙裔美国人自信而从容，他认为柯达这10年来的失利主要在于战略决策失误，而非技术研发落后。他迄今对柯达的研发能力和技术优势高度自信，认为只要找准未来发展方向，柯达就能成为该领域的技术领先者。

至于规模的缩小，相对于企业机体是否健康，则是次要问题。在彭安东的蓝图里，柯达会首先转型成为一家“小而美”的科技公司，未来能否发展壮大，一是需要时间，二是要看其后任者表现。

就在彭安东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采访后两个月，柯达3月13日宣布了新任CEO人选：在线旅游代理巨头Orbitz的全球主席杰夫·克拉克（Jeff Clarke）接替彭安东。52岁的克拉克在美国科技圈颇有名望，被业界认为是“领导柯达前进的正确人选”。彭安东将作为柯达董事会特别顾问，帮助克拉克适应新角色。至此，柯达完成新一轮领导层交接。

回顾在柯达10年，彭安东坦言他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极不轻松的使命。这位惠普老将获得柯达前任CEO邓凯达赏识，在两年内升任柯达最高领导者。上任后，他重组胶卷业务，摒弃非主营业务，随后收购多家企业，为柯达构架数字印刷产业链。批评者认为他模仿老东家惠普，将柯达带入了一个夕阳产业。

彭安东对此不以为意：“倘若印刷已死，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会面就会非常有趣了，我们都要赤身裸体了。”他说的印刷，超乎多数人的想象。他强调，过去柯达也不只是一家胶卷公司，也是一家拥有技术优势的创新公司，它在包装、功能性印刷等领域拥有颠覆性技术，未来柯达完全有可能颠覆这些传统产业。

而在两年多前，当胶片主业被颠覆且负债68亿美元的柯达申请破产保护时，彭安东的上述选择颇遭非议，这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背负骂名。

事后来看，申请破产保护是一步险棋，也是彭安东盘活柯达死局的理性选择。经过破产保护，柯达得以摆脱各种债务，实现了业务和债务的多重切割，迅速变身为一家“小而美”的公司。现在柯达专注于商业印刷、包装印刷、功能印刷与专业服务市场，去年实现销售收入26亿美元，微有盈利。

因受数码影像技术冲击而转型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柯达老对手日本富士胶片公司身上，只不过富士胶片选择了与柯达不同的转型道路。10多年前，因柯达压倒性的“九八协议”，富士胶片几乎被排挤出中国市场，但恰恰是在传统胶卷领域的失利，反而让富士胶片加大在数码影像等新领域的投入，并基于在胶卷时代积累的高端技术，延伸进入医疗生命科学、印刷等领域，转型成为一家跨行业的、以尖端技术为核心的多元化公司，富士胶片在全球500强企业中的排名不降反升，创造了新的增长奇迹（参见《富士胶片CEO古森重隆：变革需要强势领导力》
 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比较这对胶片时代全球双雄的变革起落，一个主动转型，一个被动转型；一个做加法，走多元化道路，日益风生水起；一个做减法，变身小而精，不惜摒弃一些短期的高利润业务。它们看似迥异的路径选择，本质上却有着相似的基因：两者都看到数码行业利润微薄，都对技术执着迷恋，转型也都是从各自技术优势出发，坚持技术领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

彭安东推动的柯达瘦身转型战略是否有效，柯达能否运用互联网思维拓展新的商业领域并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它能否像苹果那样，在特定领域扮演技术研发领先者和服务模式开拓者的双重角色，目前尚不能下最后结论。但是，彭安东坚持技术领先的“减法”转型思路和竞争力选择，或可给面临类似挑战的中国企业家以启发：死法有很多，生路也不少。







人物小传




   


彭安东（Antonio M.Perez）



柯达公司前任董事长兼CEO。






出生时间：1947年

简介：出生于西班牙，曾经在西班牙和法国接受教育，拥有马德里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士学位。2003年4月加入柯达，担任首席运营官，2005年升任柯达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带领柯达完成转型，并于2013年9月走出破产保护。

在此之前，他曾在惠普公司供职25年，担任过惠普喷墨打印业务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离职前担任惠普公司副总裁。












   


杰夫·克拉克（Jeff Clarke）



在线旅游代理巨头Orbitz前全球主席，柯达新晋CEO。






出生时间：1962年

简介：克拉克在B2B科技圈颇有名望，他在加入柯达之前，是私人投资公司Augusta Columbia Capital的管理合伙人，2006—2011年间担任旅游技术公司Travelport的董事长，成功带领该公司上市；2004年—2006年间担任企业软件公司CA的首席运营官，2002年—2003年间担任惠普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在惠普收购康柏的案子中，克拉克扮演过关键角色，当时他任康柏CFO。







迟到的自我颠覆




HBR中文版：
 你在柯达已经10年了，在作为CEO执掌柯达的过去8年里，公司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彭安东：
 柯达从一家老态龙钟的传统胶卷公司，脱胎成一家小而美的印刷公司。它的业务结构变了，体量也大减。我喜欢把它比喻成蝴蝶，穿破生命轮回之茧，飞越黑暗的隧道，由蛹化蝶，最后以蝴蝶之态重生。对所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柯达人，那都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






HBR中文版：
 当年你加入柯达，董事会给你的使命是什么？需要解决哪些大问题？


彭安东：
 2003年我以首席运营官（COO）的身份加入柯达，两年后出任柯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当时董事会给了我三大挑战：第一，重组胶卷业务。当时胶卷业务已经衰落，事实上20多年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第二，建立一个以数码技术为基础的新公司，为公司开启美好的未来和长远的成功；第三，公平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






HBR中文版：
 当时全球影像行业已经发生变革，柯达再去重组胶卷业务，代价是不是太高？


彭安东：
 是的。在数码浪潮来袭后，胶卷需求急剧下滑，彩色胶卷的总需求量在200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每年平均以30%左右的比例在下滑。胶卷业务下滑速度很快，以至于柯达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重组胶卷业务和建立新业务。

在此后的两年里，我不得不关闭13家生产效率极低的制造厂（柯达当时一共有15家制造厂），同时关闭130个加工实验室，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地区。重组计划执行得十分艰难，柯达为此花费了34亿美元。






HBR中文版：
 现在反思，柯达的战略重组是不是晚了一点？


彭安东：
 岂止晚了一点，晚了整整15年呢。这是柯达历史上的一大战略失误。早在1975年，它就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管理层们知道胶卷总有一天会消失，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胶卷一直都是柯达的摇钱树，胶卷的制作成本只有40-50美分，但是能卖4美元，所以柯达很难抛弃高利润的胶卷业务。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古代帝国、公司和个人都是如此，一旦创造出一件美好的事物，机制或者身体内部就会产生一种免疫功能，自动保护它免遭破坏。






HBR中文版：
 2013年秋天我们曾采访富士胶片公司的全球CEO古森重隆先生，他总结说，作为影像行业的追赶者，他们很早就开始为数码时代的战略转型做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富士胶片的转型效果不错，公司规模也没有受影响。为什么同样作为胶卷时代影像行业巨头的柯达，反而没有早些开始战略转型呢？


彭安东：
 富士胶片在20年前就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尝试进入LED、医疗等领域，在当时的情形下，富士胶片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富士胶片可以很快转型而柯达没有，我想原因可能是富士胶片在胶卷方面并没有柯达那么成功，当时它只占约30%的市场份额，而柯达占据了近70%的胶卷市场份额。柯达在胶卷领域获得了太大的成功，以至于它觉得不需要做其他方面的尝试了。






HBR中文版：
 你主导的柯达转型，淘汰了许多非主营业务，你们的瘦身策略是什么？


彭安东：
 柯达在大刀阔斧削减非主营业务上颇有技巧，无论是出售医疗业务还是个人影像业务，都是选择卖给财务投资者而非同行竞争者，这样既能保护员工不被裁员，又不会增强对手实力。






HBR中文版：
 柯达还是裁减了5万员工，处理这样棘手的事，你们具体的解决方案是如何设计的？


彭安东：
 在裁员方面，我们选择了一种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柯达确实在两年半时间里裁掉了5万员工，但是它在裁员方面做得非常周全，我们先去做员工的思想工作，赔偿一大笔费用，有时候还为他们找好下家，比如当时柯达在法国查隆有一家美丽的工厂，为了解决员工的后续就业问题，我们跟当地政府协商，共同建立了一个工业园，邀请20多家公司入驻，为它们免费提供土地、设施和能源，惟一的条件就是保留下柯达的员工。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对柯达而言，虽然代价昂贵，但是保护了柯达品牌的美誉度。






HBR中文版：
 柯达重组过程中最难的，恐怕是胶卷业务的重组吧？


彭安东：
 是啊。重组胶卷业务极其艰难，因为这是柯达最出色的业务。为了能够让社会接受，柯达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到2007年，这项任务最终完成。我们的胶卷业务变小，胶片业务占整个业务比重仅为5%，数码产品和传统输出类产品各占一半。胶卷的全球需求量依旧下滑，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仍然保留的那一小部分胶卷业务反而开始盈利了，这部分业务主要是专业胶卷的使用。







转向 “小而美”




HBR中文版：
 从一个世界500强大公司瘦身为一个规模更小的新公司，你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彭安东：
 选择方向。确定新公司的前进方向对柯达性命攸关，如果方向对，柯达就能活下去；如果方向错了，柯达就会走向死亡。董事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直到2008年2月，才最终达成一致，确定了我们要前进的方向。






HBR中文版：
 确定前进方向也就是制定新的战略，你的决策依据主要是什么？


彭安东：
 其实很简单，找准柯达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于2003年4月加入柯达，从4月到8月之间，我和团队一起审视柯达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和辩论，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提交董事会。从8月到次年2月，柯达召开了大量董事会会议，探讨方案的可行性。






HBR中文版：
 当时你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柯达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胶卷或影像？


彭安东：
 没错，并不是某种具体产品。我们发现柯达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它在三门科学的交叉优势：材料科学，数码影像科学和沉淀方法。在这三个行业，柯达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之一；而在这三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中，柯达是数一数二的。

比如材料科学，这是柯达100多年来一直从事的领域，是柯达根本立足点，在全世界，柯达也是材料科学领域最领先的5家公司之一。在数码影像科学领域，柯达拥有大量的创新技术，它最早发明了这一技术，虽然数码技术最后颠覆了柯达，成为它的掘墓者，但是我们在数码影像科学领域积累了大量技术。在沉淀方法领域，柯达也拥有一些颠覆性技术。比如，我们在胶卷时代发明出来的卷筒式印刷技术，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高效的一种可持续印刷技术。






HBR中文版：
 柯达有数不清的技术研发和专利成果，你如何从纷繁复杂的技术中理出头绪，制定出大家认可的新战略？


彭安东：
 领导者需要具备把点连成线的能力，发现未知的或者别人错失的盲点，然后找出点与点之间的联系。在综合考虑了柯达的技术优势后，我设想未来它将立足于以上三门科学的交叉专业优势。我坚信，在商业印刷、传统和数码出版、传统和数码包装、功能性印刷等领域，它虽然还不是收入最高的公司，但却是技术水平和利润率最高的公司。









柯达与富士转型前后的业务比较



（数据来源：柯达、富士）






接下来，我们就围绕这些核心业务开发和拓展柯达现有技术。比如，柯达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连续喷墨技术和流程的公司，该技术曾是很多企业孜孜以求的一项技术，但是包括惠普、佳能在内的企业都没有研发成功。它原本存在于柯达的影像领域，我来到柯达后，对它做了改进，把它用于数码印刷、可变数据印刷、包装（纸板箱包装和其他智能材料包装）等领域。






HBR中文版：
 有选择地收购新业务公司，也是新战略的一部分吗？


彭安东：
 是的。柯达收购加拿大印刷设备厂商克里奥、全球最大印刷板材生产商宝丽光等5家公司，主要是为了获得柯达尚未掌握的一些关键技术，从而构建起数码印刷领域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柯达收购克里奥，是为了掌握方形曝光点技术。这项技术具突破性，但是克里奥并未将它的功能扩展到我们希望到达的领域。收购克里奥后，我们将这项技术应用扩展到触摸屏领域。






HBR中文版：
 在制定瘦身战略时，你们是否清晰地规划了柯达未来的业务版图？


彭安东：
 坦率地说，我很希望能够清楚地知道柯达需要做哪几项业务，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在现实中，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投资组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看哪些符合预期，哪些不符合预期，然后剔除那些不好的项目。每个公司的投资组合中，通常都只有40%-50%的项目比较好，而其他的项目必须要剔除。

我当时向董事会递交的方案包含13条产品线。我坦白地对董事会讲，其中一半是不可行的，但是目前我还不知道哪些不行。有时候，实验室里有很多看似前景很好的技术，但是还需要进行包装和应用推广；有时候，很多技术看似具有突破性，但是两年后你会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HBR中文版：
 这是否就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决策失误而走弯路？


彭安东：
 没办法。柯达在转型过程中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柯达选择进入个人喷墨打印机硬件领域，以至于和供应商变成直接竞争对手，该业务最终在2012年停止，但已烧掉柯达大量资金，加大了公司转型的难度。






HBR中文版：
 你当时如何说服董事会接受你的瘦身方案，这是否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彭安东：
 我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柯达实验室里世界领先的技术一一列出，同时也列出柯达不具备的技术和优势，比如制造数码相机所需要的技术，即镜头、快门和光捕捉传感器。柯达不生产镜头，也不生产快门，也没有传感器，所以不可能成为一家成功的数码相机公司，顶多生产跟别人相似的产品而已。






HBR中文版：
 原本都做胶卷的富士胶片和柯达，在重组转型后进入了不同的领域，柯达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彭安东：
 柯达的选择首先是基于自身的优势，即三种技术的交叉优势；其次是基于市场的选择。柯达在审视了自身优势之后，选择最有利的市场和技术应用，目前对柯达最有利的市场是B2B市场。

起初，我们的投资组合非常庞大，既有B2B业务，又有B2C业务，但是那些B2C业务很难赚钱。

面向消费者市场的欧美企业很难竞争得过新兴国家的企业。柯达提出重组方案后，最终确定公司要利用专利技术赚钱，再不会去涉猎硬件，这直接导致柯达退出民用市场。现在柯达完全是B2B。






HBR中文版：
 重组后的柯达看起来几乎是全新的，与过去似乎完全割裂了，你们以前的各种积累还有用吗？


彭安东：
 在外界看来，新柯达从B2C转到B2B，从胶卷生产制造转到商业印刷、包装等领域，变化很大。实际上，新柯达与过去有着紧密的联系，柯达在胶卷时代累积的知识和技术，在今天同样得到了应用。

很多人以为老柯达是一家胶卷公司，其实不然，胶卷实质上是一张印刷了色彩的塑料纸，所以可以说老柯达是一家采用模拟技术的商业印刷公司。它还是世界上第一家功能性印刷公司，所谓功能性印刷就是在视觉沟通之外通过印刷体现功能，比如打开一张胶卷，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灯光一开，它的功能就产生了，所以胶卷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功能性印刷制品。






HBR中文版：
 但是许多人认为，印刷业是夕阳产业，这会不会把柯达带入死胡同？


彭安东：
 说到印刷，大家想到的多是传统纸张印刷。纸张上的印刷只覆盖了7%的墨，对柯达而言算是“小儿科”。对柯达而言，印刷是材料科学和影像科学的最佳组合，它是将有机材料和无机材料以任意速度和小于5微米导电线的精确度印到纺织品、纸张、塑料、金属和其他任意材料上。柯达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生产触摸屏。

虽然传统纸质印刷在萎缩，但数码商业印刷前景仍广，柯达致力于为变革中的传统印刷企业提供最新数码印刷的机器、技术，并为它们在新的商业印刷领域提供市场营销等解决方案。






HBR中文版：
 就以印刷为例，老柯达也有这块业务，新柯达与老柯达有什么不同？


彭安东：
 不同之处就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老柯达是一家采用模拟技术的商业印刷公司，新柯达现在掌握了可变数据印刷技术，除了能够生产胶卷之外，还能够生产触摸屏、能源设备等各种各样的物品。新柯达的定位是一家科技公司，在产业链上和商用客户协同合作，不再介入终端消费市场。

所以，与以往相比，我们更加重视与外界的合作关系。我们将重心放在技术研发和核心技术上，在技术应用方面则选择与其他公司合作。柯达的愿望是成为行业第一，但是我们不会选择所有的市场，只会选择那些柯达技术占绝对优势的市场，然后选择最好的合作伙伴。






HBR中文版：
 看起来这的确与过去有了很大差别，这种变化基于什么考虑？


彭安东：
 过去柯达为了制作胶卷，会买地种草养牛，然后杀牛取骨，从牛骨中自行提取用于制造照相明胶的物质。但是现在柯达所处的行业市场规模很大，其中数字打印市场到2015年增长率为60%，市场容量为1550亿美元；包装市场容量到2015年为3000亿美元；功能印刷市场容量到2015年为500亿美元。柯达不可能只依靠自身力量占领这些市场，我们发现，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发技术应用更具优势。






HBR中文版：
 老柯达可以说是“大而全”，新柯达看来是“小而美”。在“大而全”和“小而美”之间，你的选择很明确。


彭安东：
 对。小而美，毫无疑问！






HBR中文版：
 这一巨大变化，在公司组织架构上有什么新的体现？


彭安东：
 重组后的柯达在组织架构上实现了扁平化和精简。我们围绕技术和合作关系重新设置了企业组织架构。我们先设计业务，再设计为业务服务的组织架构。在设立组织架构时，我们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我们未来期望成为的公司，然后再探索最有效的组织架构。

目前在柯达直接向全球CEO汇报的共有15个人。以前，柯达亚太区总裁路易（Lois Lebegue）与全球CEO之间隔了至少三个人，现在他可以直接向我汇报了。







柯达在数码印刷领域技术的发展




数据来源：柯达








可持续解决方案

 







2004


柯达整合了柯达保丽光，海德堡数码印刷，赛天使和克里奥






2007


推出柯达Stream喷墨技术







2008


推出柯达Flexcel NX柔印制版系统







2010


首台柯达鼎盛印刷机发售






2012


推出柯达Sonora XP 免冲洗版

推出柯达Flexcel直接制版系统


功能性印刷









柯达持续投入




以帮助客户成长






凭技术领先

在商业影响领域拥有



7500项



有效专利和各类领先技术







被误解的“破产保护”




HBR中文版：
 我们再详细谈谈柯达的艰难岁月。你刚到柯达时，当时遗留的公司债务问题有多严重?


彭安东：
 我来到柯达时，公司已经无力支付高达6亿美元的员工全球养老金计划了。所以，董事会给我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公平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坦白地说，这是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






HBR中文版：
 如此庞大的债务来自哪里？


彭安东：
 美国公司，尤其是像柯达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公司，一般都存在三种遗留债务问题：全球养老金计划、环保债务和公司员工的医保债务。这是由美国独特的医保模式所决定的。在美国，员工医保由公司承担，政府不直接承担任何费用。对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型公司来说，退休员工数量庞大，医保费用自然大得惊人。






HBR中文版：
 2012年你们选择申请破产保护，还有其他的偶然性因素吗？


彭安东：
 有。贴现率是计算养老金债务公式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2008年全球经济走低，贴现率大幅下降。当2009年重新计算柯达养老金债务时，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仅受贴现率下降的影响，柯达养老金债务就升至28亿美元，数目庞大得令柯达再也无力承担。






HBR中文版：
 现在来看，申请破产保护是柯达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彭安东：
 它不是柯达当时唯一的选择，我们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可以变卖业务偿债，要知道，当时柯达还有相当大的业务资产和庞大的专利组合可供偿债。但是权衡下来，我们认为申请破产保护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说，柯达选择申请破产保护是一种主动选择，因为它可以借机解决掉长久以来的债务负担。

柯达向纽约破产法院提交了重整方案，与英国柯达退休金计划KPP和解，完成个性化影像和文件影像业务的分拆，以6.5亿美元现金及非现金对价将上述业务分拆至KPP。与KPP和解是柯达重组方案的奠基之举，它让柯达忍痛割让了非主营业务，帮助柯达摆脱了全球养老金的负担，并且获得了部分救命的现金流。






HBR中文版：
 外界似乎至今并不理解你们的选择，质疑和批评很多，这困扰过你吗？


彭安东：
 对我而言，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不得不一遍遍地对成千上万的客户解释柯达的现状：柯达不是在走下坡路，也不是不再投资新产品了，而是要先解决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不理解或者不相信。

原因是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并不为人所知，它只存在并适用于美国。破产法第七章则全球通用，广为人知。当时，不管我们如何解释，外界都以为我们处于破产法第七章阶段。

中国一位高管对我说，他以为柯达消失了，媒体上不是说你们破产了吗？我西班牙家乡的媒体上也刊登了柯达消失的新闻，我跟他们解释了，可他们还是不理解。






HBR中文版：
 柯达原本计划18个月走出破产保护，最后用了20个月才走出来，主要的麻烦和意外因素是什么？


彭安东：
 这一过程异常艰难。当然，在申请破产保护之初，我也不确定柯达能否最后走出破产保护。每一项决策都有一定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是柯达可以接受的。庞大的历史遗留债务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一直困扰着新公司的正常运营，所以柯达必须要先解决掉这个问题。

这一过程耗资巨大，但是遵照这一流程，柯达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有效地解决了三方面历史遗留债务。在破产保护程序结束后，柯达彻底摆脱了所有的债务。






HBR中文版：
 如果没有经历破产保护的艰难过程，柯达现在的主营业务会不同吗？


彭安东：
 柯达依然会是现在的柯达，差异不会很大，但是对我们来说会更轻松。在破产保护的20个月里，我们的客户非常紧张，媒体对我们也非常残忍，事实上，柯达的历史遗留问题是早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我们只是清理这些问题的人。







转型后的柯达主要为核心市场






提供差异化方案




专注于影像业务，致力于向客户提供颠覆性技术和突破性解决方案；提供专业服务，为商业企业利用柯达技术、专业化和行业网络创造独特的能力去重新定义、提升和管理信息流程和安全性。










颠覆性的产品包装



通过突破性的FLEXCEL 柔印技术和STREAM喷墨印刷技术提升柜面陈列，提供定制化应用，整合智能包装和品牌保护来实现提高效率、控制浪费、增加销售。









转型商业影像



通过突破性的拥有产能和品质双重特性的STREAM喷墨印刷技术，和免冲洗的SONORA腾格里版材，为印刷企业和出版商向数字化转型提供最优厚的回报，在混合、多媒体发展的领域提高印刷的价值。









颠覆性的功能印刷市场



利用我们印刷、方型激光技术和成像技术，结合特殊材料的处理方式，从而提供更低成本、更环保、可持续生产制造的颠覆性的方案。已将开始涉足触摸屏制造领域。







未来的关键是执行




HBR中文版：
 你即将离任CEO，柯达如何确保现在的战略得到贯彻落实？


彭安东：
 柯达走出破产保护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柯达董事长和CEO这两个角色的职责分开。

柯达去年任命James V. Continenza为董事长，在过去的3个月里，我们同进同出，我帮他适应新的工作角色。接下来，我们还会挑选一名新的CEO，柯达管理层的交接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

我会工作到今年9月份，负责完成董事长和CEO的交接，9月份后我会继续以顾问的身份，协助柯达新领导层的工作。






HBR中文版：
 在你看来，柯达需要一位什么样的新CEO？


彭安东：
 新CEO首先要有很强的执行力。目前柯达拥有大量的技术和对技术的长远规划，这些技术正处于生命周期的婴儿期，市场需求旺盛，所以在接下来的5年里，最重要的是执行，就像游泳一样，要先埋下头，往前游。5年后，他可以考虑接下来的路如何走。






HBR中文版：
 从目前来看，柯达还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彭安东：
 从外部看，新兴国家能否继续保持增长，从内部看，柯达新老领导者和管理团队能否顺利交接，都有可能影响柯达未来的发展。






HBR中文版：
 从公司生命周期来看，现在柯达处于什么阶段？


彭安东：
 柯达现在处于新的最美的阶段。在生长周期之初，公司投巨资进行技术研发，困难重重，也很容易被对手扼杀在摇篮里。而公司一旦变大，就很难再实现增长，没有增长，公司就面临巨大危险，难以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

新柯达已经渡过了这两个阶段，我们去年已经实现了1.76亿美元的净利润，关键是柯达的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业务开始盈利。现在的柯达小而美，就像一个新生的处于黄金年龄段的少年，充满能量，前景美好。






 李茂是HBR中文版撰稿，施智梁是《财经》杂志驻上海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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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杰夫·克拉克“跨界”担任柯达CEO




李茂 | 文






美国时间3月13日，柯达宣布在线旅游代理巨头Orbitz的全球主席杰夫·克拉克（Jeff Clarke）成为柯达新晋CEO，他将同时出任柯达董事。由此，一个老问题再次浮现：柯达能否转型成功？新领导人如何引领变革？

柯达盛极而衰的故事令人唏嘘。21世纪伊始数码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柯达无法维系此前依靠传统化学影像业务的滋润生活，当全世界的摄影爱好者都拿起了数码相机，告别了黄盒子（即胶卷），柯达就面临无法回避的痛苦转型。

摆脱债务，获取现金，大力削减非核心业务，引入新的投资者，柯达确定的这些重组方向，为其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也是柯达选择破产保护想要达到的效果。

去年，柯达在前董事长兼CEO彭安东的带领下走出破产保护，成功地转型成为一家B2B科技公司。随着彭安东任期已到，寻找一位合适的接班人，就成了摆在柯达董事会面前的一大挑战。

柯达声称克拉克是能够“领导柯达前进的正确人选”。在发布会上，克拉克首先肯定了前任彭安东的努力，认为柯达在过去几年的重组非常成功，他坚信能够带领柯达成为一家全球B2B技术领导者。据称，克拉克在担任柯达CEO期间将获得100万美元年薪和价值300万美元的受限股，此外还包括一份激励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克拉克说他的首要任务是走访公司上下，与柯达员工、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见面，倾听他们的声音，从而全面地评估柯达的经营情况、市场机会以及未来制胜之道。

彭安东卸任之后，将继续担任柯达董事会的特别顾问。在他看来，克拉克极富天赋，能够带领柯达进入一个创新和增长的新时代。








本期聚光灯的艺术家







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聚光灯里搭配几件作品，每件作品均出自一位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之手。我们希望这些摄影师、画家和装置艺术家鲜活、理性的作品能赋予杂志更多活力与信息，更细致地阐释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本月我们展示的装置艺术出自艺术家朱莉·多德（Julie Dodd）之手。她出生于英国，是一位雕刻及装置艺术家。她说自己的作品“是一个平台，体现了我对消费世界和环境责任的担忧”。多德经常以再生纸为媒介，灵感来自“大自然的图型和纹样”。更多作品，请关注juliekdodd.moonfruit.com
 。



聚光灯
 
Spotlight








环保战略 致胜未来















艺术家：朱莉·多德（Julie Dodd）



作品：纸蛋，杂志再生纸，3”×2.5”×2.5” 年代：2011年











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inste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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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环保战略需要放眼长远，进行突破性创新；还应重新定义价值评估方式，统筹考虑无法定价的成本和利润；最后通过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利益。








核心观点






问题

 　在全球变暖和资源稀缺形势下，企业需要彻底改变战略、运营和商业哲学，才能创造出新价值，求得新发展。














战略

 　企业要转变思想：对抗短期主义，以科学为依据制定目标，大胆创新；企业要为自然资本定价（比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改变ROI的评估方式；要和政府、NGO、同行甚至竞争对手、顾客以全新的方式展开合作。














结果

 　这些战略将使企业更具韧性，在极端多变的情况下保持秩序并且从中获益。企业将致力于解决社会最棘手的难题，为人类创造出更加繁荣的世界。








极端天气给世界各地企业和居民带来重大损失，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超级挑战”。



2011年下半年，泰国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由于众多汽车核心部件供应商聚集于此，汽车供应链受到沉重打击——丰田、本田等汽车制造商减产几十万台，丰田的营业收入因此减少15亿美元。2012年10月，飓风“桑迪”给纽约带来重创，海潮达到创纪录的14英尺，造成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的变电站爆炸，曼哈顿下城地区陷入长达4天的黑暗。灾难中公共设施遭受5亿美元损失，整体总损失高达60亿美元。一年后，超强台风“海燕”洗劫了菲律宾，官方确认6000余人罹难，预计经济损失140亿美元。

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一极端天气事件与全球气候变化直接相关，但科学界公认，随着全球变暖，破坏性气候现象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会持续加剧。随之而来的是大宗必需品价格的上涨，这与上世纪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趋势完全相反。（见
 图表《飙升的物价》
 ）。重大风暴、干旱和洪水切断了包括粮食和饮用水在内的可再生产品的供应；而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和某些金属，也变得更加稀缺。

上述资源虽不会立即枯竭，但人们获取它们的难度和成本都大大提高。同时，一些地区的人口和财富增长迅猛，正处于需求增长期，特别是中国。这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例如棉花价格在最近两年内上升了3倍，致使服装公司和零售商陷入两难：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会牺牲销量；而保持价格不变，则会损失利润。






 




飙升的物价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上世纪的物价下跌，被过去10年间的物价上涨拉平。资源价格波动剧烈，会出现短期大幅下跌，但长远看来价格攀升是主流。（
 
返回阅读原文

 ）






企业如今需要应对很多全球性的挑战，比如由于人口结构转变引起的震荡，以及预防全球金融系统崩溃。在所有挑战中，威胁最大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资源困局，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效益和全球经济。面对这些“超级挑战”，企业须从根本上调整战略战术。在这场全社会的战役中，政府、公共机构、私营单位以及公民都要动员起来、同心协力。其中，企业拥有财力、物力和创新能力，必须成为领军者。







整体转型战略






新框架



我花了10多年时间对全球大企业进行调研，试图找出它们应对环境及社会压力的方式，并提供相关咨询。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企业都倾向于通过简单直接的项目来改善环境，例如节能项目。这些容易入手的项目虽然能快速获得社会回报，但无益于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

不断恶化的现状要求企业更大胆的行动。一些行业先锋已经开始了我称之为“整体转型”的变革。这是一种在战略、运营和商业哲学上全方位的深刻变革，会让企业变得更具韧性，在环境变暖、资源稀缺的世界中创造新价值。整体转型要求企业在塑造愿景、定义价值和寻求合作时，抛弃以往做法，采取颠覆性的方式。（见
 图表《整体转型战略》
 ）






 




整体转型战略




企业要从三方面彻底调整战略：首先，重新思考愿景，进行突破性创新，眼光放长远；还要重新定义价值评估方式，将无法定价的成本和利润算进来；通过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利益。（
 
返回阅读原文

 ）






在极端事件和“黑天鹅”面前，那些主动推行整体转型战略的公司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些事件有可能是资源供应的突发状况，也有可能是前文提到的飓风“桑迪”以及台风“海燕”这样的罕见风暴。我们无法避免这些事件的发生。研究不确定性的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到：最优化的系统不仅能让企业在面对挑战时幸存，还能让其更强大。

从这个角度说，企业如果能极大提高运营效率，减少材料及能耗，降低“三废”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变得更灵活，同时增强企业对抗成本和风险的韧性，甚至达到“反脆弱”。因为资源依赖度较低的公司在物资缺乏、成本高涨的世界中会更具竞争力。举例来说，如果输电网络出现故障，那些将能耗压缩至最低、并通过可再生能源自给自足的企业就不会受到太大冲击。沃尔玛的一位主管说，沃尔玛承诺将在2020年以前，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增长6倍，这将让公司“不受天气或电力供应影响，稳定运营”。

企业还能通过整体转型提高“收益韧性”，保护它们不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如今消费者已经有意识地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的行动，将来他们对产品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企业若能及时反应、积极创新，满足消费者变化的需求，就能确保销量的稳定和增长。部分生产清洁“可循环”（废弃物接近零，稀有能源无限循环使用）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正在率先开垦这块潜力巨大的处女地。随着企业加强自身韧性，降低成本、风险和资源依赖，建筑、能源、快消、交通等领域将产生数万亿美元的市场。

气候变化及资源稀缺将对价值链（从原材料到产品回收利用）产生重大影响。如公司能提前做出应对，它们就能保障运营，甚至扩大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它们还将解决当今社会最严峻的挑战，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

企业的这种整体转型不同于慈善活动和企业公民责任，因为企业自身利益与其紧密相关——如果世界崩溃，企业也将不复存在。此外，解决人类危机也是填补市场需求的一个重大商机。

下面介绍的转型框架包含三个方面，整体来说，它们将帮助企业提高绩效、增强韧性、推动公益发展——企业也能从中获利。过去，企业看重短期收益的最大化（环境和社会问题被视为利基问题）；转型后，企业将在运营中优先解决棘手的世界性难题，并通过市场、竞争等资本主义工具从上述过程中获利。很多公司已经在使用下述方法，虽然实践起来有一定难度，但绝非不可能或不实际。







愿景






打破常规的思考





阿迪达斯和耐克大胆提出是否可以实现布料的无水印染。



企业愿景须清晰具体，阐明气候变化和资源稀缺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公司对策。愿景的勾画离不开最优的环境数据。（见
 《以科学为依据制定企业目标》
 ）。公司只有把目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才是真正眼光长远。

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会在短期内影响公司，解决这些问题需长久之计。创新和改良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专注于季报这样的短期目标只会抑制构造韧性所需的投资和创造力。企业高管要敢于打破华尔街常规，以联合利华CEO保罗·伯尔曼（Paul Polman）为榜样：他顶住了季报压力，让公司得以专注长达数年而非几个月的价值。

企业在对抗短期主义、构建完备的长期战略时，必须提出“打破常规的问题”。无论来自哪个部门或涉及多大范围，这些问题对公司内部的常规做法提出挑战。它们覆盖从商业模式到具体运营的方方面面。比如物流业著名的例子：几年前UPS的一位经理提出了一个非常规的问题：“我们能否通过限制左转弯来达到降低油耗？”如今，UPS和其他大型物流公司都在使用路线规划技术，包括避免左转弯，来减少行驶里程和弯路损失，一年节省燃油3200万升。

非常规问题还能激发企业进行创新，降低生产对核心资源的依赖性。布料印染本是十分耗水的工序，在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家公司，有创新者提出是否能够实现无水印染，后来两家公司都找到了解决之道。在金佰利公司，有人提出“纸巾和厕纸必须带卷筒芯吗？”之后，公司旗下价值1亿美元的品牌Scott Naturals在这一问题的启发下生产出了无芯卷纸。

对常规突破越大，创造的价值越大。比如，一些公司实行“反向创新”战略，逆转了传统的产品开发流程。企业为满足新兴市场需求，生产出成本很低的产品，相较于西方市场用料更少、能耗更低，然后再反过来卖到西方市场。通用电气推出过一款这样的产品——针对印度和中国市场的手持心电图仪，之后又销往美国，价格比同类产品低80%。

公司要鼓励员工挑战常规，并不局限在产品和运营层面，可以涉及整个商业模式，甚至对经济学的假设提出质疑。美国户外用品公司Patagonia提过一个著名问题：“我们能让顾客学会只买真正需要的东西吗？”（见
 《资源稀缺时如何保持增长》
 ）

从打破常规的问题中衍生的创新能让公司更具韧性。水资源一旦紧缺，阿迪达斯和耐克等使用无水工艺的工厂仍可无障碍运行。纸浆涨价也不会对金佰利公司无芯产品的成本结构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其他企业就不一定了。那些借助反向创新，生产低价产品的公司，消耗的资源更少，在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打破常规”说起来容易，但是想要找出解决“超级挑战”的创新，却无法仅仅依靠提出这些问题就能达到目的。

真正切中要害的问题要突出企业在全球变暖和资源紧缺的环境下所面对的压力，着眼于流程、战略和商业模式。在运营中，我们能不能不使用水或者不产生二氧化碳，能否将这些经验教给客户？我们如何将产品变成对环境危害较少的一项服务？产品能否在使用后回收或者100%重复利用？我们的生意能否不产生负面影响，变成可再生的？









以科学为依据制定企业目标






如果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增幅超过两摄氏度，将对人类生活和经济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人类应该如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从而避免这种情况？科学家已经给出预测数据。



普华永道利用这些科学数据计算得出，到2100年，人类的碳强度（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降低6%。只有这样，碳强度的减少速率才会超过能源需求的增长速率，从而降低碳排放的绝对值。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研究（基于麦肯锡的报告），认为每年碳排放量的绝对值要降低3%。研究表明，为实现这一目标，仅在美国，高能效领域及屋顶式太阳能系统的投资，就将产生高达7800亿美元的净现值。

部分企业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定下了具体目标。在2005年前后，福特汽车发布了新产品组合计划——包括发动机效能改进、新燃料、混合动力和电动车——正式加入全球变暖保卫战。东芝的目标是到2050年，将能源和材料效率提高10倍。这遵循了科学界最重要的建议——到本世纪中叶让全球碳排放量减少80%-90%。

上述企业都将目标和科学研究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还有很多公司也志存高远。我的研究团队收集了世界上最大公司的环境和社会目标（可以在www.pivotgoals.com
 上查到）。

在财富全球200强中，超过1/4的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目标符合前述的碳强度或绝对排放要求。第一组公司，包括苹果、宝马、德国联邦铁路公司、本田、雀巢、宝洁、联合利华和沃尔玛，终极目标是彻底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有两家公司还规定了截止日期：宜家（2020年）以及乐高（2016年）。第二组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劳埃德银行、圣戈班、大众汽车在内，计划将运营中能源强度的减少率从之前的25%提高到75%（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浮动）。迪阿吉奥公司北美部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将运营排放量降低了75%。相信通过不断努力，企业在能源和碳排放方面的成本韧性将会增强。

第三组多数是科技公司，这类公司可以通过减少产品能耗来增强收益韧性，因为这顺应了顾客节能减排和省钱的需求。索尼计划截至2015年，让产品单位能耗降至2008年的70%。英特尔预计到2020年，计算机和数据中心产品的能效比2010年提升25倍。

尽管这些计划只针对碳排放和能源使用，但其他环境指标也同样重要。如果你是干旱地区的用水大户，那么地方用水限制将对你的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无论是自身还是同行、社区以及当地居民的用水需求都将基于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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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稀缺时如何保持增长






企业在资源有限时，增长也会受限。企业如何一边保持增长，一边从整体上缩减资源需求呢？以下五种创新方法可供参考：





1 

 把现有产品打造成市面上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占市场份额。







2 

 在目前企业未涉足的领域，研发出能够降低顾客对环境影响的可持续产品或服务。尽可能用服务取代产品，或者找出降低原料需求的生产方式。







3 

 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主动投资汽车共享市场是在被颠覆前自我颠覆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等这么做的原因。







4 

 弱化业务增长和它对资源的使用以及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尽管雀巢公司自2000年以来，生产规模的增长已经超过了50%，但从水资源的使用到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值都下降了。







5 

 让产品具有“可再生”属性：使用安全，有利环境。比如美国铝业公司（Alcoa）发明了可以清除雾霾的建筑面板。而欧洲最大的住房改善零售商翠丰集团立志要做到对环境“零危害”，让家居更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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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






让投资更明智



企业会善用每种资源。管理层为了获得最大回报，会定期合议，决定人员、金融和资本的去向。他们会使用量化投资回报率（ROI）工具。此类耳熟能详的工具能帮助企业将最看重的收益最大化。

工具只有在信息充足时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而且计算时需要评估投入和产出。可问题是许多能创造（或摧毁）价值的东西没有价格，或者无法计算。它们共分两类：（1）经济学家称作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事项、公司外部的利益或成本；（2）公司内间接产生利润与价值却难以量化的东西。

不利的外部因素包括污染和企业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有利的外部因素包括公司为社会无偿做的事，比如创造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大自然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了很多在市场上无法估价的服务，比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相对稳定的气候、用于食物和医药的动植物等。这些资产叫做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企业常常会忽略它们的价值。

基础经济学预测，当人们无法量化某项资源的价值时，就会对其疏于保护。更糟的是，如果某项资源很有价值，却是免费的，这种资源就会被大规模滥用，很快变得稀缺。比如人们将大气层当成免费的碳排放垃圾场，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陶氏化学、彪马等公司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Trucost（一家咨询服务公司，帮助客户了解自然资本对经济后果的影响，进行风险管理——译者注）、普华永道，对环境系统进行评估，找出自然资源如何为其业务创造价值。这些机构预言，未来自然资源将成为稀缺资源，而政府很可能在市场上标价出售这些资源。这些举措都是未雨绸缪，或者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现阶段的大多数公司而言，想让它们把时间和投资花在管理自然环境等外部性上缺乏让人信服的理由。对它们来说，公司日常运营中常见的是那些间接的、无法估价的价值创造者（或者摧毁者），简称“无形资产”。这些资产包括：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社会各界的支持、低风险高韧性、客户忠诚度和品牌资产等。尽管这些资产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严重低估。企业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绩效会增强或摧毁这些资产。尽管它们中大多数无法反映在财报中，却是公司市值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一项投资的回报（一般是收益）很难量化，无法通过ROI工具计算，就很难获得公司的青睐。比如，在工作场所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项目，由于其回报周期太长，难以达到公司内部资本回报率的要求，因此在分配资本时，公司通常不予考虑。企业因此丧失了该项目能够带来的“成本韧性”，不得不继续依赖昂贵的燃料和电网供电。传统的ROI工具还会忽视间接成本。以一种自然资本为例：在开发海边的房地产项目时，如果土地的防洪性能不被算入成本，那么疏浚滨海湿地看上去稳赚不赔。但是土地一旦遭到破坏，所有沿海资产（从冶炼厂到民宅）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都将受到牵连。算上这部分成本，开发土地的投资回报率就会大幅降低。

因此，企业需要特定的方法或工具来估算投资决策的长期和间接收益。一些投资周期较长的企业，比如制药公司和公共事业，已经开始使用相关方法了。环境和社会领域的一些项目也用到了同样的方法。尽管方法尚未成熟，但企业管理层仍然能通过改变现有ROI计算方式，更准确反映那些价值无法量化的项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3M、宜家、英特尔等公司会直接降低投资在污染防治、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等领域的最低预期资本回收率门槛。其他公司则划拨出绿色投资的预算，强生每年在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的项目上投入金额达4000万美元。

通用电气和泰华施（Diversey，希悦尔公司的清洁产品部）目前在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启动一系列效能项目组合。与能源相关的项目收益较快，能够轻松达到内部投资回报率的要求。其他项目则需要较长时间兑现收益。但是加在一起，这些项目总体能够满足投资回报率。这有点类似于美国的退休金组合计划——整体可能跑赢大盘，但并不一定每只股票都能。

此外，一些公司已经领先于监管者，自行给难以估价的项目定价。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碳披露组织最近宣布全球最大的29家公司将碳排放交易成本纳入长期的金融计划中。这些公司将之称为“影子价格”，它仅存在于公司的内部数据中。在评估长期投资回报时，公司用“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虚拟碳排放带来的现金成本。这些公司试图让管理层看到，有朝一日碳排放会被贴上价签。一些长期投资，例如火力发电厂可能很快贬值甚至成为负债。在这29家公司中，包括微软和迪士尼在内的几家公司，甚至开始对部门运营的碳排放收取费用，之后将这些资金投入到提高能效的项目或碳补偿项目上，例如再生林项目等。

上述方法并非创新之举。企业在运营中很多情况都无法精确计算投资回报率，比如研发、营销或者拓展新市场，但这些领域的投资一直不少。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公司开始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处理跟环境社会问题相关的项目，而这些项目以前在公司内部的审查相当严苛。







伙伴






合作方式创新



除了全球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还引发了其他诸多问题。公司难以靠一己之力解决，必须通过合作寻求战略性的解决方案。它们要和政府、其他公司和顾客三大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想让政府有所作为，企业要率先行动，甚至在必要时和竞争对手合作，共同游说政府制定相关措施，包括为碳排放定价、制定高能效标准、加大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这不仅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是为了构建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如果你在业内是环保方面最优秀的，那么严苛的标准或者碳排放定价将对你有利。

清洁能源业务一旦融资成功，将带动能源、交通、水资源等基础设施行业。但政府一般后知后觉，企业要冲在前面。目前，部分企业已经对供应商提出了高于监管标准的要求。沃尔玛提出，将在2015年要求其供应商公开产品中10种有毒化学物质的使用情况，之后逐渐停止使用这些物质。惠普公司则要求供应商将制造和运输过程中与碳排放相关的活动减少20%。

为了解决问题，企业有时需要和极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合作。可口可乐做出了示范。目前冷藏用制冷剂主要成分是氢氟烃类化合物——一种超级温室气体，威力比二氧化碳强数千倍。为此，一些企业正在寻找冷藏食物和饮料的新方法。可口可乐和供应商联手投资新技术，开发替代品，并为此成立了一个联盟，成员包括Consumer Goods Forum、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利华，以及宿敌百事可乐。

这就是“竞争前合作”的意义——在别处竞争，却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合作。企业必须清楚，“我们和对手在竞争什么？产品差异何在？”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在口味、分销网络以及营销上存在竞争，但没人会根据贩售机的冷藏方式来选购可乐。

新技术在大规模应用前成本高昂，所以资源共享对合作双方都有利。部分大型零售商共享降低储藏能耗的方法，是为了让更多人一起使用节能照明和建筑节能管理系统等新型环保服务，并降低相关成本。这种方法也可用于解决其他环境问题。我正在着手筹建一个名为“能源转型共同体”的高能耗企业联盟。联盟成员是那些对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技术需求巨大的企业。这些技术包括太阳能动力、微型电网、储能技术等。

该联盟成员将共同培养绿色技术市场，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使用可再生能源，这样做会为它们赢得许多难以量化的环保利益，包括低廉且可控的能源成本、不受天气变化和电网故障影响、雇员参与度和士气增强、客户忠诚度、销量的增长等。此联盟也许还能带动公共事业伙伴，帮助它们完成史上最大的转型：告别石化燃料，用新技术替代那些收益不断下降的过时工艺。

企业需要和价值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多数企业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并非来自本身，而是源于上游的供应商或者下游的消费者。以汽车燃料和清洁剂为例：汽车燃料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车辆使用，清洁剂的影响则体现在烧水洗衣服时对循环能源的浪费。主要企业已经开始和B2B伙伴合作，或借由营销活动鼓励消费者改变行为习惯，通过这些方式来减少资源消耗、缓解环境压力。







韧性、信任和成功





能源公司可以通过开发提高能效的咨询服务，应对石化燃料需求萎缩。



社会各界在这个多变的时代要精诚合作，才能构建真正的韧性。韧性不光指受创后的恢复能力，而是从源头规避风险。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企业会遇到很多看似矛盾的问题：在构建韧性过程中，企业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多样化和冗余投资，这与精益和成本控制的商业哲学相悖；快速迭代及转向与缜密计算相矛盾；高风险、小规模的实验项目与公司整体业务的避险天性不符。这些问题充满挑战，但却并不矛盾。

因为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实验开发出突破常规、颠覆市场的创新，收益因此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业务则避开风险，稳定运营。在《反脆弱》一书中塔勒布提出，企业应该将90%的资金用于风险较低的现金投资，剩下10%则放在环境震荡时，预期回报将在10倍以上的高风险领域。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不同产品线或不同业务，公司可以推出与自身核心产品竞争的新业务，在顾客需求发生巨变时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比如一家能源公司可以通过开发提高能效的咨询服务，来应对石化燃料需求萎缩的问题。这就是一种反脆弱。

践行上述战略的企业不但能构建成本和收益韧性，更能赢得品牌韧性——深化顾客忠诚度，吸引人才，增强与顾客、合作伙伴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如果企业保持姿态开放，言行一致会加深这种信任。开放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营销策略。在这个技术不断革新、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企业所有的活动都被放大。顾客越来越看重商品信息，他们想知道自己买回来的商品产地在哪、制造商是谁？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产品成分是什么？是否会对社会及环境造成影响？生产商的价值链是如何运作的？是忽视可持续发展，还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切都将和品牌及企业的未来融为一体。

整体转型战略进可攻，退可守，除了能构建商业优势，也符合全人类的福祉。在资源紧缺、气候多变的世界中，整体转型是企业赢得未来的必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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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合作模式是以小规模团体为起点，引进项目管理专业知识，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鼓励良性竞争，以求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本文分享了最有效的四种合作模式。








核心观点






问题　

 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也无法以一己之力应对包括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分析　

 为应对这些问题并创造新价值，公司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必须找到新的合作模式，同时关注运营流程和环境影响。














解决办法　

 最佳合作以小规模的团体为起点，引进项目管理专业知识，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鼓励良性竞争，以求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和保持互信。










艺术家：朱莉·多德（Julie Dodd）



作品：血细胞 5″×7″ 年代：2012年









谈


 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商业合作”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合作强调多公司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最复杂的挑战——气候变化、能源消耗、生态系统退化等；商业活动则强调收益。过去，有太多的公司曾为此做出巨大的努力，但最终因为公司间的利益冲突、缺乏共同目标和信任基础，以失败告终。为了避免这一情况，一些“明智”公司选择从跨公司层面退回到公司内部，虽然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当务之急，但只在可控范围内单独主导可持续发展项目，比如，精简制造流程、减少运输工具排放等等，结果亦相当不错。但到了合作层面，提出跨公司、跨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时，则乏善可陈。

也有好消息。在询问了政府、NGO和跨国公司之后，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相关方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也发现能同时为公司创造价值并推动系统变革的创新合作模式成形。此类合作往往由几家重要公司牵头组成一个小组织，将公司的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联系起来，鼓励良性竞争。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和维持互信。

我们选择了乳品业、服装业、垃圾回收业以及市政水管理作为样本案例，分析了跨公司、跨领域系统性合作最有效的四种模式。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系统性解决方案



地球上的共享自然元素——大气、天然能源以及生态系统——为商业和社会提供了巨大价值。然而，由于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当利用这些复杂脆弱的系统，很大一部分价值已经而且还在遭到破坏。我们认为，在释放自然元素无尽潜能的同时保护自然元素，这是下一个蓝海。

以热带雨林为例，面积超过了19亿公顷的雨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环境系统之一。它为生态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调节气候，提供并过滤水源，循环养分；也提供了包括食物、纤维、淡水、药材、矿藏等各种原料在内的自然资源；为地球上50％的陆地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热带雨林与海洋合起来，构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碳汇：它们好似天然蓄碳池，转化和储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按人工方式复制雨林所需的成本计算，雨林每年产生约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过去一个世纪，超过一半的雨林消失殆尽，大部分都变成了农田和商业用地。这是一些公司为了一己之利而牺牲系统价值的典型案例。尽管从长远看，商界和社会如能保护雨林，最终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个体公司和机构为了短期利益，在极短的历史时间里毁掉了大片雨林。其他重要的自然元素——大气、海洋、水域、湿地、珊瑚礁以及河流，也都受到了类似的严重破坏。保护共同的自然元素，充分开发其长期价值，我们需要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开发创新的合作模式。







新合作模式



在和沃尔玛、微软、耐克、美铝公司（Alcoa）、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以及很多NGO和政府机构的合作中，我们发现了应对系统挑战同时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四种合作模式。这些模式有两大明确特点：（1）精心挑选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方；（2）注重运营流程或商业结果。（见下图
 《可持续合作的四种模式》
 ）






 




可持续合作的四种模式




在该矩阵中，按参与机构的范围和期望目标分类，每个方块代表一种不同合作模式。多数合作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所需和环境变化，善加利用不同模式的不同方面。（
 
返回阅读原文

 ）






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方。尽管可持续性合作通常有NGO、学界、政界等多方参与，但要想产生系统性全面变革并取得成功，参与方数量的多寡并非关键，而是需要合适的参与者。参与者必须是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发展项目可以影响和改变它们的商业实践和商业行为，从而保护和捕捉系统价值。这样的合作分为两种：


♦
  企业合作
 。合作方包括制造商、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整条价值链上的其他核心参与者。非企业参与者包括有直接贡献的NGO、学界、政界等，在这种合作模式中，非企业参与者起到一定作用，但它们的作用并不是整体所必需的。引领创新以带来改变的发起者必须是企业参与者。


♦
  延伸合作
 。企业或非企业参与者，包括当地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过程和结果。第二个特征是明确地改善商业流程或针对性关注影响环境的结果。


♦
  协同过程
 。利益相关方确定并共享新的运营流程，减少资源的消耗并保护自然资源。


♦
  协同结果
 。利益相关方一起合作，明确理想的结果，设定测量环境影响的统一标准，并据此标准评估工作表现。

大多可持续性合作需要也应该随时间推进而演变，从一种模式演变成另一种模式，或显现出多个模式的特点，就让我们依次了解这四种模式。






 
企业合作——注重流程






案例研究：乳品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最有效地释放生态系统价值的方法之一，是为了改善运营而达成合作。这一合作针对供应链上某一特定节点而改善流程，或改善贯穿整条价值链的流程。

以美国乳品业为例，2007年，业内领军公司意识到来自NGO、零售商和消费者要求减少碳足迹的压力，尤其是乳品厂积累的碳足迹和沼气排放。这种压力已威胁到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为了改善这一状况，美国乳品开始合作找出整条价值链上的问题点，推动运营变革。例如，他们意识到碳排放的一大主要来源——牛粪，既是减排的关键，也可为奶农持续提供新收入。

然而，合作障碍重重。奶农们认为，“可持续性”只不过是政治辞令和增加成本的代名词。在衡量碳足迹或应对碳足迹问题上，业内既无经验也无技术。此外，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奶农、加工商和零售商间自发合作的先例。相反，这些关键参与者将彼此视作竞争中掠夺利益的对手。

奶农筹资建立的乳业集团——乳品管理有限公司（Dairy Management Inc.，简称DMI）——发起一个项目，计划到2020年将整条价值链上的碳排放量减少25%。为执行这一计划，DMI建立了美国乳品业创新中心（Innovation Center for U.S. Dairy），成功让多家乳品公司CEO参与其中，这些公司占据全美75%的乳品市场。

为打消业界领导者的疑虑，DMI重新解读了这一挑战，让奶农理解可持续发展一直是该行业核心价值：奶农们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块土地上经营家族牧场，已经具备应对眼前挑战的能力。DMI还指出，奶农的客户——乳制品公司，越来越关注碳排放，因此减排是当务之急。DMI向参与者保证，本计划只会考虑对行业有利的行动。

在奶农的支持下，DMI与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可持续发展应用中心”合作，研究得出牛奶碳足迹生命周期分析报告，其中包括数百名奶农提供的一手资料。因此，业内有了价值链中碳足迹分布的惟一一份共享信息。DMI还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召集270名业内领导者和利益相关方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峰会，找到合作机会。会议上，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运营项目，包括改善种植饲料作物的方法，将牛粪变成可再生能源、提高沼气池使用率的方法，提高农场和乳制品加工厂能效的办法。DMI估计，这些项目的潜在商业价值超过2.5亿美元。

企业合作增强了零售商、牛奶制造商和奶农之间的互信和使命感，7年以后，合作成效显著。很多创新项目得到了全面落实，业内继续研发更精细的测量方法，持续改善农牧、物流、加工等环节的流程。美国农业部（USDA）向美国乳品业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政府补贴，支持这些项目的落实。DMI成为2010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榜样案例，用以说明如何在农业领域开发跨公司的系统价值，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创造商业价值。






 
企业合作——注重结果






案例研究：美国可持续发展服装联盟



改善公司可持续性的最佳方法之一，是为理想结果制定明确的目标，然后衡量进展。同理，推动系统合作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制定业内考核标准。在竞争激烈的服装行业，耐克是创新方面的先行者，该公司在几年里斥资数百万美元，研发内部工具用以衡量服装采购和制造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然而，耐克意识到，仅凭本公司一己之力，无法使该测量工具对整个系统起到很大作用，除非其他服装品牌和零售商也应用这些工具，并且要形成一定规模效应。

2010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和一流户外用品品牌Patagonia发起合作，召集10家服装公司应用统一的标准化指数，提高整条价值链的效率和创新能力，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和供应链风险。

这项合作即“美国可持续发展服装联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简称SAC），其开发的测量工具被称为Higg指数。这一指数可以用来比较各家公司对环境的影响，比如能效、废料、用水以及可持续性原料使用率等方面的表现，为公司、产品和工厂提供了参照标准。参照耐克和户外产业协会（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已经完成的前期工作，SAC很快建立起测量模型，并于2011年秋，在50多家服装品牌、零售商和供应商中测试该工具。SAC制定的标准在业内起到了“力争上游”的动员作用。根据该指数，得分比竞争对手低的公司会努力改善。

Higg指数不仅促成了更好的结果，也影响投资决定，改变运营方式。Target和其他大零售商已将该指数纳入其供应商的计分卡，使用该标准选择供应商。服装品牌也使用该指数，改进产品设计，帮助减少面料浪费。制造商使用该指数决定投资废水回收和改善能效的项目。该指数甚至提高了公司内部的业绩表现，比较公司部门之间的得分，形成良性竞争。

更重要的是，Higg指数促成了公司与公司之间在创新实践上的系统性合作，以期能获得理想结果，比如旧衣回收机制已被业内普遍采纳。SAC目前已经吸纳了超过100家公司，它们占据了全球服装市场30%的份额。该联盟使竞争激烈的对手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互信、公开及合作精神。正如一位联盟成员所说，SAC像奥林匹克训练营：“我们挑战彼此、挑战自我、改善自我表现，然后走出去参与竞争。”






 
延伸合作——注重过程






案例研究：回收促进会



在延伸合作模式中，非企业利益相关方，比如当地社区以及代表社区利益的NGO，是发展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倡议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回收促进会（Action to Accelerate Recycling，简称AAR）是延伸合作的典型。回收业的潜在价值巨大，却没有公司能独立完成。2012年，AAR应运而生。在此之前，美铝公司和其他龙头企业多年来致力于提高铝回收率，但收效甚微。美国每年的铝罐回收率只有54.3%，剩下价值9亿美元的铝罐都被填埋在垃圾场里。玻璃和PET塑料瓶的回收率更低，分别为33%和29%。

废品回收显然需要更广泛的系统性合作。铝回收主要是商品包装和各类印刷材料的回收，因而AAR的回收倡议必须将各行各业的利益相关方都纳入其中：美铝公司（主导者）、饮料品牌、消费品包装公司、材料制造商、包装公司、零售商以及废品搬运工和消费者。由于回收的成效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行为，因此当地社群、地方政府、NGO必须在AAR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延伸合作造就了6个项目，包括路边回收，回收饮料罐的自动售货机，酒吧、餐厅、工作单位的签约回收，宣传活动以及与收集重要回收数据的贸易协会合作等。合作的目标十分宏大：在3年内将PPM，即铝罐、玻璃和塑料瓶、纸及纸板和钢铁回收量提高20%。制定这一艰巨目标正是为了帮助参与者寻找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非仅针对价值链上某个部分的解决方案。每个PPM分类增加的回收量相当于制造了约价值27亿美元的材料，减少37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并且能增加数以十万计的绿色环保岗位。

延伸合作引起了各公司热烈响应。比如，美铝公司向AAR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助，致力于增设教育项目和改善回收流程。






 
延伸合作——注重结果






案例研究：拉美水基金合作计划



公司总是为了使用森林、水域、河流、海洋及其他生态系统组成部分而竞争，但一种新合作模式通过聚焦改善的结果，协调公共生态系统的投资和使用。该模式的目标是让公司与当地社群合作，长期、稳定地获得关键的自然资源。

最有效的延伸合作模式之一，是生态系统付费模式（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简称PES），比如向提供来自水域、森林和其他生态栖息地的淡水和木材付费，以获得稳定的服务。公司把费用付给当地社群，不仅仅作为使用生态系统的补偿，也是保存当地生态系统的一种投资。

拉美水基金合作计划（Latin American Water Funds Partnership，简称LAWFP）是在2011年6月开展的一项PES计划。该合作计划的组成成员是：可口可乐FEMSA（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乐罐瓶商）、美国自来水公司、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世界最大的支持公共环境项目的基金）和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所有参与者一起资助水域上游农民、农场主以及当地政府，以保护整个水域，采用的举措包括植树造林、改变放牧方式、发展降低水土流失的可持续性农业、加固堤岸以减少泥沙沉积和改善水质等。

目前，LAWFP由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32个当地基金项目组成，已募集2700万美元。这些基金寻找回报最高的项目（或成本节约最多的项目）进行投资，例如，提高饮用水和灌溉用水的水量和水质，有效提高水电利用率，降低洪水风险之类的项目。这一合作将惠及5000万人，改善300万公顷的生态系统。

此类基金通常设计为长期的托管基金，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几十年的投资。企业投资方可以获得以下几种形式的回报：生态系统的质和量均获得保障，从而降低了未来用于补救生态系统的高额成本。例如，价值15亿美元的纽约市用水基金（New York City water fund），为农民、农场主和其他上游利益相关方维护卡兹凯尔斯-特拉华水域（Catskills-Delaware watershed）提供支持，该水域为纽约市供水。正是由于这一基金的支持，纽约市不再需要增设滤水厂，节约了80亿到100亿美元的成本，投资回报率高达600%。







合作成功的七种实务





为防止目标不一的利益相关方造成僵局，合作可以从成立“创始人小圈子”开始，分享共同目标，提升互相信任。



从设计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开始，很多合作模式就力求吸纳各类的利益相关方。但问题在于，这种设计不利于很多工作的开展。如果从一开始就接纳意图相左的参与者，往往在良好势头出现之前，合作就会停滞甚至失败。即使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合作带来经济利益，由于复杂的人员和组织问题，合作也很难开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缺乏信任是合作的大敌，哪怕立意最好的可持续型发展计划也无法抵御不信任的破坏力。如果缺乏信任，参与者需要费尽心力才能达成目标共识，不断协商管理模式，在投入和回报上争论不休，担心其他参与者只是坐享其成地“搭便车”。更糟的是，很多可持续性合作的积极努力都会因缺乏独立、全面项目管理而夭折。

已故管理思想家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率先提出了“未来实务”的概念，推动组织中的突破性创新（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9月刊文章《为什么可持续发展是创新的核心动力》，Why Sustainability flood Is Now the Key Driver of Innovation
 ）。让我们来看看能促成可持续性合作成功的七种“未来实务”。

从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小团体开始。为防止目标不一的利益相关方造成合作僵局，可以从成立“创始人小圈子”开始。小圈子的创始人必须从一开始就有同样的动机和互信基础。这样的小组逐渐构筑项目愿景，并随着项目的发展，有选择地邀请下一层级的参与者。最终，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NGO、政府、大学、当地社群都会加入。

在每一阶段，都要谨慎挑选参与者——这至关重要。例如，前文的乳品业案例中，DMI挑选受邀者需先考察6个月，该过程确保吸纳的参与者能够为合作带来最丰富的知识、最佳的能力和领导力。SAC的核心成员是已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颇具领导力的公司。沃尔玛发起第一次会议，邀请其他成员（包括几位直接竞争对手）参观其服装部门，请Patagonia创始人兼CEO依文·乔一纳多（Yvon Chouinard）为沃尔玛员工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演讲。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一反常规，以致于很多受邀者怀疑其真实性。最初的小团体在管理和操作上都取得进展后，核心成员可以邀请更多的公司加入。如此一来，随着SAC愿景、目标方向以及互信文化得到越来越多认可，其他行业试图改变的公司也受到吸引期望参与其中。

将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为获得成功，合作必须从一开始就确保每个参与者明确各自可获得的商业利益，前提是共同利益得以达成。可口可乐FEMSA罐瓶商明白，水是关键——只有投资上游农场主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才能保证下游高品质的供水。

货币化系统价值。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联系起来的关键是量化合作降低的成本或为每个参与者带来的收益。例如，FEMSA从水基金的投资中节约了相当数量的成本——它无需再修建昂贵的水处理厂以保障水质。

数据分析和商业流程分析可以货币化系统价值。在拉美水基金合作计划的案例中，先进分析软件识别哪些保护和修复项目能最大限度地造福水域和利益相关方，可以按轻重缓急做项目排序。

立竿见影。成功的合作能将共同愿景和个体热情变成实际行动。然而，很多可持续性合作设计了宏大的长期目标，却与短期利益没什么关系。为了激发合作的动力和个体的使命感，行动计划必须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直观且迅速的成果是调动公司积极性的关键。即使开始取得的成果并不重大，比如节约成本或增加收入，但也能向参与方的高管证明，他们的投入物有所值。







大规模可持续合作必须能够推动合作者间的良性竞争。



乳品业峰会给出了各类项目方案，既包括降低沼气排放量的长期计划，也有能迅速带来经济收益的短期项目，比如能耗审计和能效提高都能让农场主和加工商在一年之内减少成本。

独立管理项目的专业知识。可持续性合作会因参与者各自考虑的优先选项不同而变得复杂。因此这类项目需要独立的项目管理专家设计和监督，这些专家应具有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互信基础的能力。另外，所有参与者都要认可项目管理专家职能的中立性，以及其对项目获得成功的必要性，而项目管理专家不能仅对某个体参与者负责。NGO比较适合扮演该角色，但它们必须保证设计适合所有参与者的解决方案，而且项目经理必须具备专业能力。

合理的竞争。创始人小圈子必须从一开始就找到一种方法，能让参与者保持对最终宏大目标的关注度。良性竞争通常对发展的长期动力十分有效。和打击合作热情的利己竞争不同，大规模可持续发展合作中，竞争必须经过明确的合理安排，才能为共同目标服务。SAC的Higg指数推动了合理竞争。评分低的参与者努力改善现状，而评分高的参与者努力保持现状。该指数还带来了高透明度，而透明度正是很多合作成功的关键。

互信文化。鉴于信任对成功合作起到的关键作用，建立并保持互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合作项目进行期间，支持任何行动的基础（见下文
 《建立和保持互信》
 ）。

最后，最好规模合作方式要通过市场检验，让正确激励措施就位。我们期望，本文中所描述的合作模式一旦被实践就能得到广泛应用。当市场能开发和承载环境系统释放的价值时，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源将真正成就商业上的共赢资源。









建立和保持互信






有两种做法能帮助组织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打下信任的基石：以欣赏的态度询问，挖掘参与深度。




1．以欣赏的态度询问。
 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大卫·库伯莱德（David Cooperrider）是Blu Skye的学术合作伙伴。他牵头的“欣赏性询问法”以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为基础，有助于专注某一特定领域。如果我们专注于问题，往往会发现更多问题；但如果我们专注于强项和可能性，就会变得更有灵感和更具创意。设计这一方法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让参与者建立起真正的合作创新精神。

我们应用此法应对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挑战。本文中描述的若干项目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都应用此法，此法也被应用于协助参与者交流和会面的流程。例如，美国乳品业可持续发展峰会的重点是一个让承诺双赢的明晰问题：“我们如何合作才能减少乳品业价值链上的碳足迹，并为我们的公司创造商业价值？”






2．挖掘参与深度。
 为让来自不同组织的成员培养起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建议每个成员都能参与更广泛的体验小组，将理智与情感结合起来。高管们可以参与漂流、登山等户外活动，并将之与分享故事和其他经验结合起来，以此加强合作者之间的联系，并强化他们对目标的集体责任感。

这种深度参与的好处是，其效果甚至可以保持到项目的最初目标实现之后。正如美国可持续发展服装联盟执行董事杰森·克比（Jason Kibbey）所言：“这种文化让SAC的成功经验延续到我们完成了最初使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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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责任利用自身资源服务社会，怎么做效果最好？UPS的成功经验是依靠“借势”理念，把自己的强项和与企业战略相关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再找到合适的NGO伙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最大效益。








核心观点






问题

 　许多企业领导不知道如何证明可持续发展投资的合理性。你或许可以从总体上强调可持续性的价值所在，但具体项目的必要性却很难说清。可改善的问题太多，企业领导该从何入手？














原则

 　UPS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我们的成功经验建立在“借势”理念之上。把已有的强项和与企业战略相关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再找到合适的NGO合作伙伴，企业就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最大效益。














回报

 　企业可以借鉴UPS探索出的流程：（1）评估你的优势；（2）选择着力点；（3）找到“势”；（4）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5）聚合多方力量。









作


 为UPS公司的CFO和可持续控制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我一直倡导可持续发展，但发现许多同行对此意兴阑珊。他们不感兴趣的原因，很可能是不知道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如何为企业带来回报。我和其他CFO一样，一直在探索如何更有效配置资源、创造价值。我知道如何让可持续项目产生收益。大多数企业都有可持续项目，财务人员也认同这笔开销，但突出的难题是：如何让可持续项目投资流程更具说服力？选择项目的理由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我的经验是要把握组织动态，接纳“开明的利己主义”。我的方法建立在两个信条之上：一是企业有责任为改善社会和环境作贡献；二是企业每一笔投资都应带来价值回报。

这两个信条之间并不矛盾，不过，要想二者并存，可持续项目必须采用不同以往的财务评估模型（见下文
 《ROI分析为何失效》
 ）。事实上，最有影响的项目既要符合企业战略，还要与企业的活动相结合。

找出自身与合作方各自的优势、制定能结合各方优势的路径，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如果把握机会，借势而动，你将在各个方面获益良多。这一指导思想将贯穿于下文介绍的项目选择流程中。这一理念并非UPS一家之言。一些受人尊敬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活动中也大都体现了类似的想法。它们都找到了实现目标、提升能力和智慧、推动积极转变的方法。









ROI分析为何失效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走在前列的高管们大都不愿提及商业利益，更遑论做正式的成本收益分析。他们认为，直接问收益回报率不仅显得很粗鲁，还会让外界质疑他们做公益的初衷。






即便面对内部人员，他们给出的追加项目资金的理由也只是“这是该做的事”或者“因为这是我们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身为死理性派财务官，我希望所有可持续性方面的投资都带来可观的财务回报。可惜，投资回报率（ROI）分析并不总是万能的。有三个原因：


你无法获得全部数据。
 ROI分析必须以可信的数据为基础，但可持续项目的成效超越了公司界限，针对内部系统和流程的衡量标准无法获得相应数据。同时，NGO、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家与企业合作时往往不采取企业通用的标准会计方法、严格的预算制度。即便可持续项目引入了商业系统和流程、设定了衡量标准，各方对“什么是成功结果”的定义还是众说纷纭。


回报大多是无形的。
 传统的财务模型围绕可追踪、货币化的产出而设立。然而可持续项目带来的回报是模糊的、无形的：它们建立起了“商誉银行”，能有效保护企业声誉、强化品牌资产；它们激发员工和开发者的灵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因此，我们必须用与众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它们。而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人们已经证明，早期的研发工作不能以商业回报为基准，因为你很难知道最终结果如何；你应该考虑的是识别、管理风险与机遇成本。同样的，可持续性项目无疑也是针对未来的投资。要想以数字形式体现其回报，你必须考虑到它降低的风险、带来的机会、对社会关系的强化、环境效益以及社会参与对企业财务模型中“价值”元素的提升。


回报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段。
 即使你可以预测可持续项目的未来收益，它们还是需要比一般项目更长的回报“窗口期”。在UPS，我们为了鼓励它们成长、创新，延长了计算ROI的周期。

企业领导对可持续项目开支有回报要求无可厚非，不过他们应当调整预期，转变传统的财务模型。他们可能要一点点地找出可持续性项目和现有商业项目、理想和使命之间的关联。商业领导在选择可持续项目时，应始终不忘这些关联。

在我看来，这有点像广告的ROI衡量。我想援引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的话：“我知道有一半的广告都是在浪费钱，可问题在于我不知道是哪一半。”不过，这句大实话并没有阻碍沃纳梅克或其他营销人员继续投钱打广告。没人能否认广告的必要性，但人们又一直试图寻求衡量广告收益的更好方式——只是现在还没找到。

可持续项目亦然。虽然这些项目的ROI现在难以衡量，但试图去衡量它并不是错。当下我们应善用已有的衡量标准，把这个问题视为有待解决的挑战，而非无所作为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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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势而动





如果借势而动，你使出的每一分力都将发挥更大的功用。



2009年，海地遭遇强烈地震。UPS一如既往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将食物等必需品运往灾区。在太子港参与志愿救灾的UPS经理克雷格·阿诺德（Craig Arnold）遇到了问题：有人冒名顶替骗取救灾物资。太子港救灾点每天都有逾万名灾民排起长队来领食物、药品和卫生用品，于是救灾工作人员建立起一套系统以确保每个家庭都能分到救灾物资。这套系统很简陋，只是在纸质卡片上手写符合条件家庭的信息。有些人排了很久，最后却发现他们的卡片被标记了“已领取”。他们的那份物资显然是被人冒名领走了，而冒领的人很可能将物资拿到黑市上卖钱。

彼时救援工作才刚刚开始，物资短缺，冒领问题令阿诺德头疼不已。他着手和UPS同事一起研究低技术投入的解决方案。他们只花了一个周末时间，就设计出一个简单的自动识别系统，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带条形码的身份卡，以及一个原本用来追踪办公楼内包裹信息的“UPS追踪面板”（UPS Trackpad）。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给每户受灾家庭发放了一张身份卡。新的识别系统让冒领者当场现形，人们排队时又恢复了秩序，救世军工作人员也不必再为此苦恼。该系统至今仍在海地使用，而且还被复制到了其他受灾区域。

这个例子属于社会项目执行者最希望看到的一类：阿诺德的解决方案只花费了数千美元，但产生的巨大影响相当于UPS为海地救灾组织捐赠了100万美元。这个案例成功的关键在于两方面都已有“势”：救世军的基础设施、人员、人道主义使命已经存在；UPS原有的包括技术、专门知识、商业敏锐度、迅速解决问题的习惯，这些强项找到了用武之地。两个组织彼此的强项联手，有力推动了项目健康发展。读到这里，武术爱好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借用了柔道的基本理念。“借势”理念由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创立，强调利用对方的力量提升自己的优势，用最少的力实现最大的效果。柔道比赛中，你要依据对手的动作借力使力，而不是硬碰硬地对抗。此前也曾有人把这个理念用在商业博弈中：面对比自己庞大的竞争对手，你可以利用对方的力量扳倒对方。本文对它的引申略有不同，我们探讨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如何利用“势”推动积极的转变。“借势”是可持续发展举措取得成功的保障。

用划船来比喻或许更贴切：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逆水行舟吗？你肯定更愿意顺水而下，因为那样划得更快。我们该如何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上“顺水行舟”？以下是UPS采用的5个步骤：






1．评估你的强项。
 问一下自己：你的企业有哪些能力有助于解决问题？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你应当认清和评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基础设施与人脉关系，找出优势所在。你很可能会在自己组织中发现公益组织普遍缺乏的东西，比如：


♦
  资金。
 你或许有办法以低成本获取资金、物料、可持续的供给。


♦
  专门知识和经验。
 你的技术专家团队里或许有研发科学家、产品设计师，还有会计、IT达人和物流专家


♦
  关系。
 在你与其他企业和公民组织、监管机构、在职官员、供应商、消费者和市场打交道时，你的关系网络非常重要。


♦
  流程。
 企业大都经历了数十年的质量管理和企业再造，有着最具合理性的运作方式、衡量标准和流程。这些都可以移植到可持续项目中。


♦
  有形资产、人员和基础设施。
 即便你不是制造型企业，也一定在生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比如工厂设备、办公设施。某些闲置的设施或许可以跟利益相关方分享。


♦
  商业敏锐度。
 捐赠人越来越关注产出，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企业对资产负债表杠杆、资产和风险管理、营销、定价、战略规划等方面的知识中获益。

在“优势导向型可持续发展举措”方面，金宝汤（Campbell Soup）的Just蜜桃沙司项目是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位于南泽西的食物银行发现，当地农民每年扔掉85万磅表面有疤或有其他毛病的桃子，因为超市产品经理不收带有瑕疵的水果。食物银行的人嗅到了商机，于是把瑕疵桃加工后销售，收入用于资助食物银行。农民已经同意把这些桃子捐给他们，但是还缺专家和基础设施——这正是金宝汤的强项。金宝汤的烹饪和产品研发团队创造出美味的蜜桃沙司，额外捐赠了配料、生产能力，以及数百名员工来生产和包装沙司。

一个已经投资了可持续发展项目、在大力倡导健康饮食的企业，怎样才能更上一层楼？金宝汤公司给出的答案非常别出心裁：大多数消费品公司只是把产品捐给食物银行，而金宝汤却为南泽西的食物银行创造了新的现金流，每年带来10万美元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不仅避免了很多吨水果被白白浪费，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新的健康选择。

辉瑞公司也在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公众谋福利。2003年至今，辉瑞已在公司专业人员中委任了300多位“全球健康伙伴”。你可以在辉瑞的公司网站上找到这些人的信息，了解他们如何用自己的技能解决某种健康问题。比如，2011年，时任辉瑞全球健康经济研究员的安德里亚·库律卡（Andreas Kuznik），解决了乌干达长期以来的医护专家短缺问题。他和团队发现，造成医护力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增多的艾滋病人需要定期检查和更新药方。团队在乌干达一家诊所引入了“任务转移”（Task-shifting）商业理念，把提供药品的职责从医生转到了药剂师手里，因为药剂师通常不会像医生那么忙。团队还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转变建议，把药方通常的指导期限由30天延长至45天。这些举措让乌干达医生从不需要专业技能的事务中抽身，留出更多时间治疗病人。

利用自己强项的例子还有玛莎百货。玛莎百货有意支持乐施会的二手衣物项目：收集二手衣物，一部分给有需要的人，一部分循环利用制成商品。玛莎百货发现很多顾客家里的衣柜都塞满了衣服，而降低零售碳足迹和广告宣传是玛莎百货的强项。于是，玛莎百货发起了“换购”项目：鼓励顾客来玛莎百货买新衣时带来自己不想要的衣服，只要把旧衣服放入百货店的便利回收箱里，就可以获得优惠券，下次购物时享受折扣。各方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






2．选择着力点。
 要找到你的企业在提升可持续能力方面的着力点，首先应以某种方式缩小关注范围。你或许可以从外部利益相关者或内部管理者中寻找头绪。利益相关者包括顾客、股东、以及供应商（他们如今越来越乐于和负责任的企业打交道），还有活动家（他们可能构成潜在风险）。管理者非常清楚企业的能力、成本构成以及目标，也能判断哪一个可持续项目提案更契合公司战略。

我们认为利益相关者和公司内部这两个视角都很重要，因此我们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重要性矩阵”。（见
 图表《UPS如何选择着力点》
 ）图中纵轴代表着外部利益相关者眼中某个问题与优秀企业公民之间的相关程度；横轴代表高管眼中该问题对企业未来成功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公司需要找到的最佳着力点位于右上象限，对利益相关者和企业高管都非常重要。这个矩阵或许可以被视作创造迈克尔·波特和马克·克莱默提出的“共享价值”的可行方法。

UPS用上述方法找到了着力点——某些发展中国家司机的安全培训。这类安全培训对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都很重要。利益相关者担心越南、柬埔寨、南非等国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张会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路上增多的不仅是车辆，还有很多新手司机。他们将UPS视为道路交通和工作场所安全方面的专家；管理者认为这些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对UPS未来战略发展举足轻重。因此，UPS与非营利组织、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合作，传授经过验证的安全培训项目不但受到相关方欢迎，还得到了政府官员的支持。

环境项目同样应符合战略。众所周知，汽车和飞机造成很多污染物排放，我们有责任投资创建更清洁的世界。






 




UPS如何选择着力点（资料来源：UPS）




既能解决利益相关者最大的担忧、又能利用已有“势”的举措，让企业从可持续性投资中获得最大收益。结合利益相关者和企业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明的决策工具——“重要性矩阵”。



横轴代表着UPS对某问题的关注程度；纵轴代表利益相关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你的企业关注的问题肯定不同于UPS，不过你依然可以套用这个矩阵，在举棋不定时将它用作思维框架，做出最明智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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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者应关注势能涌动之处和你的企业能够改善的问题。




3．找到“势”。
 重要性矩阵能帮助企业锁定一个较小的范围，但很少会指向具体举措。比如，它或许会显示某个企业在对抗艾滋病或是保护原始森林方面表现卓越，但现实是这两个领域各自都有大量组织在不同地方从事种类多样的工作。你该从何处入手？

一旦你知道要“借势而动”，下一步就简单多了。这个理念会引领你聚焦于势能聚集之处和企业能够做出巨大改变的地方。理想情况是，你已有的运营和举措恰好吻合社会或环境需要。

比如星巴克于2001年决定按照“公平贸易”原则来采购咖啡豆。“公平贸易”原则大约40年前就已出现，而这一举动又适应了星巴克全球扩展趋势。在其发布的第一份年度 《全球责任报告》中，星巴克强调它希望拥有可持续供应高质量咖啡豆的稳定货源。星巴克由此走在了公平贸易浪潮的前列，获得公众关注度和商业回报双丰收。

企业寻求的“势”有时也会源自政府的重视。不积极改善政府重视的问题，可能会损害企业的运营资质。例如，很多发展中国家鼓励药企为弱势群体和政府医疗机构减免购买药品的费用，作为回报，政府允许它们在商用市场上以高溢价销售。如果政府重视改善环境，企业就可以在节能或是空气质量项目中利用这一已有的“势”；如果政府重视就业问题，那么设立学徒项目或社区大学、提供技能培训，可能会让你的投资事半功倍。






4．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
 包括UPS在内的一些企业已经与NGO合作多年，如今双方已建立起互信，在成效显著的项目中曾深度合作。可惜大多数企业只是挂名某个项目，盲目地认为它们可以想办法把企业的力量硬塞进去。

可能是因为专业财务背景，我对伙伴关系的看法有些不同。在商业世界，合作意味着你要承担一定职责。没有人愿意看到合同签署之后再出现变动，因此，即便有风险和监管，我们也努力去适应和调整，依然对未来合作前景充满期待。NGO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应如此。

清晰地阐明企业希望借势发挥自己的强项，这有助于在初期为未来的合作打下良好基础。这让合作各方进一步了解彼此强项、短处、共享价值所在，还有助于比较各自希望达成的结果。下一步他们便可以起草战略规划、定义目标，建立时间表、衡量标准和项目节点，在项目所需资源和对成功的定义上达成一致。

如果NGO极度抗拒商业世界，那么这很可能导致合作关系迅速瓦解。两个企业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和文化差异，但它们都会遵守商业基本原则、认同共同目标。NGO的世界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它们无法像企业一样忽略对方的政治立场，以中立的态度保持合作。如果NGO合作伙伴持“反公司”理念（Anti-corporate，反公司主义者认为大型企业的存在有损公共利益——译者注），企业单方面忽视这一点于事无补。商业伙伴必须了解并接受彼此的立场，不然就必须换掉合作伙伴。






5．聚合多方力量。
 在供应链上下游和其他行业中，大公司都有关系网络。它们有能力聚拢其他参与者的力量。它们如果以一个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由头聚合关系，就能更好地利用“势”。

UPS曾设立多公司参与的项目并大获成功，人道主义物流运输和救灾方面的项目尤其出色。最惹人注目的是，我们还联合了竞争对手——TNT和Agility两家物流公司，一同支持联合国的世界粮食项目。有人会说，竞争对手可能会因担心运营知识被偷学而不愿分享。但在这个例子中，每家企业都贡献出了自己的本地关系和基础设施，我们共同制定计划，让每家企业都能利用自己的强项发挥更大作用。

某些救灾项目中，UPS甚至还聚合了客户的力量，把他们捐赠的物资及时送往世界各地。我们采用多种方式运输顾客捐赠物，共享卡车、飞机，让员工做志愿者来打包紧急物资，以此降低运输成本。这些项目给我们带来了意外收获：我们的员工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远超一般合作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通常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业务。

为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我们还设立了实体机构，比如投资创建非营利组织Aidmatrix。Aidmatrix追踪捐赠物资，并负责将捐赠物和受捐慈善组织进行匹配。这种匹配在救灾初期极为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救灾人员需要的是水和毛毯，而人们却捐出了泰迪熊、旧衣物。此外，运送物资到救灾点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也是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Aidmatrix不仅帮助慈善组织锁定需要的物资、寻找运输资源，还可以追踪供应链中的库存变化，掌握物资使用和存储的动态信息。

UPS支持这个项目的原因在于，它不仅教会我们如何基于真实需要而非请求进行高效的慈善物资运输，还让救灾机构的工作变得更高效。对于某些我们无法提供运送服务的捐赠物，我们可以把捐赠人介绍给这个机构。近年来，我们把物流专家送到Aidmatrix的软件开发部门，并伴随着Aidmatrix走向国际。







有所不为



UPS的公司使命是：以物流业务助力全球商业。秉持“乘势而起”的原则，让可持续项目与公司使命协调一致，UPS在过去十年中的慈善举措重心转向了提供技能支持和实物捐献。更具战略性的路径让我们做成了现有的许多可持续发展项目。不过，检验好战略的标准不只是看它是否让你做得更好，还必须要让你决定不做什么。“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收效”这一目标，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哪些项目和理念不适合我们。

我们通常不会参与和物流工作无关的项目。我们鼓励员工在志愿活动中运用他们的商业、物流和运输技能。不具备技能的志愿者带来的麻烦往往比他们的贡献还多。事实上，NGO从业者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清理“热心”志愿者留下的烂摊子。

如今，企业捐赠已经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管理者的个人意志。按照个人意志捐出的物品虽然也可能会被受捐助的NGO喜爱，但这些捐赠并没有给双方带来战略价值，因此通常很难持续。管理者一旦离职，捐赠便戛然而止。

UPS较少进行一次性的捐赠。它把所有可持续相关问题都放入重要性矩阵中考量，找准趋势并推动趋势，聚合各方力量，创造可累积的成果。







额外收益



企业依据自身优势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做法，令价值创造（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和改善全球问题不再是泾渭分明的领域。据我所见，商业技能有助于探索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提升可持续性的努力可以反过来促进商业进步。

企业可以通过一些“小举措”实现双赢。这些小举措累加起来的效果不容小觑。比如，UPS总部的一位员工，在阅读了一系列与UPS基金在环境方面捐赠有关的内部文章后，他周末来了趟办公室，发现自动售货机灯光照明一直开着。要求维护人员例行公事关掉它只是小事一桩，但这个举手之劳带来了多少回报？——仅华盛顿州的UPS就节省了1万美元电费。







管理者考虑的多是制约因素，利益相关方则喜欢想象无限的可能。



企业也可以通过“大举措”——选择合适的项目来获得成功。竞争环境要求企业不断地创新，而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努力可以带来新的机会。通常企业会以固定的视角看自己的长处，而在“企业该提供哪些知识和技术支持”上，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不受既有的商业模式理念束缚，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管理者看到的多是制约因素，而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倾向于想象无限的可能。

我尤其欣赏克雷格在海地的低技术创新。令所有人吃惊的是，那套工具仍在运行。使用工具的NGO喜欢它又廉价又易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企业大张旗鼓捐赠复杂技术方案，却在受限的环境中根本不适用。这些解决方案包含的学习曲线以及它们对乡村环境的挑剔，都令其运行低效。我们在进行面向消费者的创新活动时，应记住这一教训。

人们把日常工作能力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时，员工参与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UPS的员工意识到物流和管理技能是珍贵的社会资产，值得与更多人分享。员工们不仅在可持续项目上表现出色，还从中收获了极大的自我满足感，与企业之间的关联也变得更加紧密。

最大的一点益处在于，若企业提升可持续性时能够乘势而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得以实现。这些项目若能融入运营、业务成果、员工互动的流程中，一线管理者就不会在实现商业目标和参与社会项目之间左右为难。参与社会项目并不意味着把员工从日常生产工作中强拉出来进行一份全新的工作。如果把可持续发展举措纳入他们的工作中，员工常常会在项目中发现新机会，然后创造性地将机会引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这样的做法对参与可持续性活动的中小企业尤其适用。项目与企业使命紧密相连，融入企业日常运作，企业也就不会被一个只想寻求金主的NGO牵着鼻子走。







理念在行动



在可持续性这样一个难以衡量效果的领域，如何运用有限的内部资源实现效果最大化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之所以分享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公司都面临这一问题。社会活动者、员工和社会都期盼企业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员工希望他们的老板能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上走在前列，如果职业路径不能满足其在改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心愿，他们会倍感失落。管理者知道，企业经营中仅仅遵纪守法地提供好产品已经远远不够了。

在上述心态变化中，CFO面临一个问题：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楚如何支持企业提升可持续性。不少人还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举措会分走为商业目的服务的资源，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些举措。

行胜于言，我鼓励其他高管们行动起来。尽管存在诸多限制，管理者要坚信企业有义务用自身资源服务于社会利益。很多企业都依据财务目标开发出商业关系、系统和操作规章，而这些资源可以为可持续项目作出贡献。将企业和NGO的强项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可持续项目的发展趋势，你愿意乘势而起吗？






 库尔特·库恩是UPS公司的CFO，曾荣获2013年度普拉哈拉德全球可持续领导力奖。琳内特·麦金太尔曾负责管理UPS可持续性方面的沟通事务，同时是百森商学院刘易斯研究所研究员、银桦公关公司（Silver Birch Communications）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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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无前例的风暴、洪水、干旱，到北极融冰和海平面上升，气候变暖导致的环境事件威胁着人类生存，也影响了企业安全。明智的企业正整固供应链、流程以及基础设施，大部分企业却麻木不仁、我行我素。《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评论》和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对全球近2000名公司高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3受访者承认气候变化已无法忽视，但仅有1/3领导者认为企业已准备好应对挑战。

气候变化的威胁近在眼前，但企业也可能“转危为机”。企业可参考本指南降低运营、合规和声誉风险，设法削减成本、提升绩效、构建或改善客户关系、增强竞争力和韧性。企业需结合自身实际灵活使用本指南。

为撰写本文，我调研了近600家企业，并采访超过200位高管，了解他们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的战略和运营调整。我曾为联合利华、可口可乐、雀巢北美公司、通用电气、欧文斯科宁等领先企业以及小型纸业、快消品公司提供咨询，实际检验并完善了指南中提出的建议。

和其他类似工具一样，这本指南并非万能。企业应重点考虑产品和服务类型、风险承受度、整条价值链外部依赖度、客户需求等相关因素。









艺术家：朱莉·多德（Julie Dodd）



作品：非法砍伐，书页、书脊，10″×5″×10″。 年代：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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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篇




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事件影响原材料供应稳定性，导致产品价格波动、缺货和失销。下列做法能帮助你的企业独善其身。记住，不仅要关注直接供应商，也要留意间接供应商。






总体注意事项



♦
  分析关键原料产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
  分析原料是否可能因影响气候被政府管制、被行业协会禁用或被消费者抵制。


♦
  培养采购人员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制定行为准则。


♦
  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通过调整薪酬方案激励员工达到目标。






原料采集



♦
  如原料产地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建立替代储备。


♦
  在较不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寻找供应商。


♦
  尝试使用替代原料和可循环使用原料，减少对来自环境脆弱地区原料的依赖。


♦
  遵守原料相关法律法规。


♦
  如某种原料被法规、行业禁用或被消费者抵制，寻找替代原料。


♦
  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发现监管部门、行业和消费者新动态。






资源使用



♦
  监测、管理原料采集过程中碳氢能源、农作物、金属和水资源的使用。


♦
  设置具体目标并加大相关投入，减少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使用。


♦
  计算原料采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费用，将其列入经营计划。


♦
  跟踪法规动态和排放税变化，及时调整经营计划。






规范供应商行为



♦
  制定供应商行为准则，规范废物废水产生、处理和排放。


♦
  如供应商未遵守行为准则，考虑终止合作。


♦
  将固定比例的业务分配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供应商。


♦
  定期评估，扩大上述比例。






埃克森美孚公司


包括该公司在内，越来越多企业在预算中体现碳排放的费用。






英国国家电力公司


高管薪酬与碳减排目标挂钩。






沃尔玛公司


建立供应商准则（Standards for Suppliers），要求所有供应商证明原料采集合法、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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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篇




能源和原料浪费会抬高成本，增加违规和可能受到消费者抵制。如果不为各类生产资料建立稳定储备，如遇突发环境事件，你的企业可能面临缺货和失销。建议你的企业和代工合作伙伴采取以下措施。






总体注意事项



♦
  判断工厂所在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
  培养雇员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在战略制定和日常生产活动中考虑环境影响。


♦
  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并调整薪酬方案，奖励发现隐患或提出补救方案的员工。


♦
  实施激励措施，鼓励工厂管理者和兄弟工厂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和举措。






设施保护



♦
  如果你有工厂在环境脆弱地区，建立备用工厂并设计员工迁移方案。


♦
  在预算中体现备用方案所需费用。


♦
  考虑将设施转移到相对安全区域。


♦
  设计一系列气候变化情景，对重要工厂进行压力测试。






资源使用和气体排放



♦
  建立能源和水资源储备。


♦
  统计温室气体排放量，积极设置减排目标。


♦
  每年向社会公布排放量。


♦
  统计生产中碳氢能源、水资源等使用量，积极设置节能目标。


♦
  预估排放价格，计入预期生产成本。


♦
  确保能源、水资源使用和气体排放合规。


♦
  跟踪排放法规变化。






循环利用



♦
  统计原料、能源和水资源浪费情况，计算相关成本。


♦
  统计原料、能源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情况，提高再利用比例。


♦
  研究废料利用，降低单位成本。






规范合同制造商行为



♦
  制定并完善行为准则，规范废物废水产生、处理和排放。


♦
  建立流程，评估合作伙伴是否遵守行为准则，帮助其发现隐患、提高应对环境事件能力。


♦
  进行实地检查，提出改进要求，强调风险控制，加强双方合作。


♦
  如制造商未遵守行为准则，考虑终止合作。


♦
  将固定比例的业务分配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制造商。


♦
  定期评估，扩大上述比例。






苹果公司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梅萨建设的工厂将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耐克公司


旗下一家工厂采用无水无化学物染色技术。






Burt’s Bees公司


这家个人护理用品公司旗下三家工厂最近实现零固体废物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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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篇




极端天气可能破坏道路桥梁、航路港口等运输设施，中断能源供应，严重干扰物流和产品销售。和生产环节一样，你也要考虑合作伙伴的设施和活动。






总体注意事项



♦
  培养物流员工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制定行为准则。


♦
  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并调整薪酬方案，奖励发现隐患或提出补救方案的员工。


♦
  调整物流管理者的考核标准和薪酬方案，鼓励与对环境影响小的运输公司合作。


♦
  要求物流管理团队定期分析运输受环境事件影响的风险。


♦
  向物流合作伙伴征询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分享成功经验。






海运



♦
  分析海运合作伙伴航路和港口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
  评估合作伙伴航路设计是否考虑气候变化因素。


♦
  确保合作伙伴对港口和航路关闭有应急预案。


♦
  评估合作伙伴是否使用弹性燃料（通常指混和多种油源的燃料，目前最典型为汽油及乙醇的混合燃料——编者注），以控制排放、降低成本、遵守法规。


♦
  将固定比例的业务分配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海运公司。


♦
  如你的企业高度依赖水运，且海运公司未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考虑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并增加公路和铁路运输比例。






空运



♦
  评估空运合作伙伴是否监测碳氢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


♦
  评估合作伙伴是否使用弹性燃料以控制排放、降低成本、遵守法规。


♦
  了解合作伙伴是否使用节能机型。


♦
  同等条件下，将更多业务分配给低排放的空运公司，激励合作伙伴积极减排。


♦
  要求合作伙伴通过使用轻质货盘等方法降低载重量，减少油耗。


♦
  考虑用海运和陆运（尤其是铁路）替代空运。






公路和铁路



♦
  分析关键基础设施所在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
  分析当地和所在国政府能否尽职维护基础设施。


♦
  如有需要，考虑对基础设施维护进行投资。


♦
  与当地和所在国政府代表长期合作，保证基础设施稳定性。


♦
  如政府无法对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维护，考虑改变运输方式（例如用铁路代替公路运输）或转移生产设施。


♦
  评估陆运合作伙伴是否使用弹性燃料以控制排放、降低成本、遵守法规。


♦
  评估合作伙伴是否监测、管理温室气体排放。


♦
  同等条件下，将更多业务分配给低排放的运输公司，激励合作伙伴积极减排。


♦
  将合作伙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写入年度排放报告。


♦
  评估合作伙伴的车辆维护情况，将对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线路维护



♦
  统计用于与客户沟通的能源和线缆设备总量，分析对其依赖度。


♦
  监测气候变化可能对线缆及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
  定期维护线缆，确保耐用。


♦
  增设检查项目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环境事件。


♦
  评估数据中心恢复能力。


♦
  不断投资新技术。






物流目的地



♦
  分析物流中心和零售商店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
  设计一系列气候变化情景，对仓储设施进行压力测试。


♦
  制定备用仓储方案并列入预算。


♦
  确保当地合作伙伴有稳定的备用能源。


♦
  用长期合同和价格让步激励合作伙伴积极减排、降低能耗。



公司可以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并调整薪酬方案，奖励发现物流网络隐患或提出补救方案的员工。




惠普公司　戴尔公司


出于保护环境考虑，包括这两家公司在内，越来越多企业开始用海运替代空运。






Ocean Spray公司　Tropicana公司


双方是竞争对手，但合作降低物流成本和碳排放，实现双赢：Tropicana运货车在新泽西卸货后不再空驶折返，而是将Ocean Spray的货物运至佛罗里达。






英国电信公司


参考未来50-100年可能出现的洪水等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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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篇




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导者，你的企业将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忽视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你将失去消费者和公众的支持。你可以采取下列步骤，让产品消费方式更绿色，并循环利用废料。






总体注意事项



♦
  培养销售人员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并通过调整薪酬方案激励员工达到目标。






产品销售



♦
  分析产品使用的原料是否导致气候变化，或被任何国家禁用。


♦
  评估该原料的重要性，并寻找替代原料。


♦
  如果你有机构客户，了解他们是否更愿与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供应商合作。


♦
  如果你有个人客户，了解他们做购买决策时是否考虑环境可持续性。


♦
  采取节能创新等行动，努力把你的企业塑造成可持续发展领导者。


♦
  在营销和企业宣传中强调可持续发展举措，不要说教。






产品使用



♦
  分析客户使用你的产品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及相关成本。


♦
  研究如何降低产品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使用成本。


♦
  及时了解客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让产品符合其利益。






废物回收利用



♦
  遵守垃圾回收和填埋相关法规。


♦
  分析可利用废料的数量和质量。


♦
  分析增加循环利用带来的成本下降和可持续性优势。


♦
  制定废料回收目标。


♦
  分析客户的废料回收系统。


♦
  研究如何让客户更便捷地循环利用产品，并从中获益。


♦
  与私人、公共和政府各机构合作，建设、强化循环利用系统。


♦
  进行情景规划，应对废物回收和处置相关法规可能出现的变化。






PATAGONIA公司


这家户外用品公司反对过度消费，开展“少买一件”宣传，方便消费者出售旧货。






欧洲议会


考虑通过法规推动“租赁社会（Lease Society）”：鼓励消费者购买服务而非产品，让制造商更多保留产品所有权、负责维护和再利用，推动绿色设计创新。






福特汽车公司


使用铝制车身和其他零部件，为最畅销的一款卡车减重318公斤，有效降低油耗。






 埃里克·洛维特是Nexus Global Advisors公司创始人，著有《合作经济》（The Collaboration Economy，Wiley出版社2013年出版）。




聚光灯
 
Spotlight







从社会责任到可持续发展 超越CSR战略




熊静如 | 文　李全伟 | 编辑






















中国企业是时候从CSR转到可持续发展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不是成本，而是价值创造。这种投资不仅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更重要的是打造核心竞争力。








可


 持续发展理念是对社会责任理念的演进，我们已经越来越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看到“社会责任”这个词，更常见的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CSR）有何不同？为什么它会取代CSR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中国企业如何把关注点从CSR转到可持续发展？

谈到可持续发展，人们容易先入为主地把它当作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责任，而非真正涉及切身利益的当务之急。在中国的商业世界，可持续发展往往与CSR和企业公民概念混杂在一起，许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只是CSR报告的别名。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CSR最终体现“责任”，而可持续性是一种能力。二是CSR可作为企业的一个职能部门，但可持续发展却必须上升到企业战略层面探索。可持续发展应当结合企业的核心业务，贯穿所有决策流程，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这不再是一个部门、一个小组所能驱动的事情。

商业世界中的可持续理念是对CSR和企业公民的一次扩展。它把企业应承担的底线责任，转换为企业为自身长远发展考量的经济行为；把企业为弥补经济活动为社会生活带来的损害而进行的投入，转换为与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合力进行的长期投资项目。









艺术家：朱莉·多德（Julie Dodd）



作品：非法砍伐，书页、书脊，10″×5″×10″　年代：2010年








CSR瓶颈



CSR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CSR在中国企业中扎根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却极为迅猛。如果从数量激增的CSR报告看，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举措活跃度上升明显。2013年CSR报告达到1231份，占到全球CSR报告的10%，而最初占比不足千分之一。

与数量上的大幅增长相伴的却是堪忧的质量。香港乐施会发布的《价值发现之旅2012-2013：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指出：个别行业关键定量信息披露比例有所下降。它反映了中国CSR报告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报告数量增长迅速，但质量明显不高。此外，定量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数据披露随意性强、计量单位和统计口径不一、数据之间缺乏可比性等方面。

与CSR热度的快速提升相映成趣的是，CSR报告制作费用逐渐下降。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很难找到CSR与业绩增长之间的关联，也看不到CSR信息披露真正能为企业带来多少价值。这正是本期聚光灯的《CFO看可持续之道》一文反复强调的问题所在。

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企业中的推进路径非常特殊，是由政府和监管部门推动的“自上而下”式。例如国资委要求所有央企发布CSR报告。根据日前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报告（2013）》研究结果，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指数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其中，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持续增长，目前居于领先地位。

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式发展路径下，企业执行迅速，社会责任领域热度显著提升。但这种快速发展，没有给企业管理者足够的时间沉淀思考，很多企业管理者没有弄明白CSR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导致项目高度雷同，为了完成任务而推动CSR工作。CSR报告制作价格的逐年走低，以及企业中负责CSR部门的萎缩，反映出社会责任在企业中被边缘化的尴尬现实。







如果说CSR是在给失控的科技浪潮与商业机器打补丁，可持续发展则致力于让这台机器成长为有机体。



企业管理者只需转换成可持续发展视角，将社会责任举措视为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自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持续性可让企业在动荡环境中获得更强大的抗风险能力，甚至实现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讲的“反脆弱”。如果说CSR是在给失控的科技浪潮与商业机器打补丁，可持续发展则致力于让这台机器成长为有机体。如塔勒布所言，反脆弱性是有机体和机械体之间的区别。有机体能够借助于伤害而进化，其强韧性或复原力在无序性面前既不会受损也不会受益，而反脆弱性则会从中受益，就像九头蛇——砍掉一个头，断处会生出两个头。（见
 图表《脆弱、强壮、反脆弱三元地图》
 ）






 



节选自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反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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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型的三条路径



从CSR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该如何转变？如果说让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是外部力量的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无疑需要内在驱动力——最好的内在驱动力便是利润的提升。

可持续发展战略会为企业带来现实的收益，最直接的收益是降低成本。我们处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水、电、燃料等资源供应越来越难以保障，中国的环境问题更加严峻，已成企业长久发展的挑战。随着能源价格的一路上涨，降低成本所产生的财务回报将愈加显著。例如，中国照明与动力公司建立分析模型来计算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最优的时间和地点，其股票比电力企业的标准普尔指数高出20%。

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企业带来的又一收益是更佳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由此形成更稳固的供应链、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星巴克加入公平贸易协定，为其带来了更加稳固的咖啡供应源。

从CSR到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需要做好如下三个方面。

可持续发展举措提升至战略层面。企业把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举措提升至战略层面，配套启动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模块的机制变革，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分解嵌入到各业务条线和管理部门，将责任理念与各项产品与服务相结合。

可持续发展举措融入风险管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可持续发展重点从努力提高生态效率转移到讨论如何减少或缓和风险。在融入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执行官的重要工作是语词转换，让首席风险官和首席财务官了解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反过来二者也应当帮助可持续发展执行官理解他们的工作手段和方法。

财务与可持续发展举措挂钩。企业找出可持续发展举措与财务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并在年度报告中呈现出来。通常人们会认为，企业在ESG（环境、社会、治理）方面所做的投入会损害财务业绩，比如，使用昂贵太阳能有利于环保，但却会抬高成本。但艾博思（Robert Eccles）在《表现曲线：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创新》（参见《表现曲线：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创新》
 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一文中认为，聚焦行业中最具重要性的一组问题，然后在产品、流程或商业模式方面进行创新，可以推升代表ESG表现和财务表现之间相关性的“表现曲线”，使其实现正相关。一旦企业能够成功将表现曲线变为上扬的正相关曲线，无疑便找到了内在的驱动力。正在兴起的整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倡导的就是财务和ESG举措的一体化呈现。根据艾博思的研究，2012年有12%的企业提供了至少一个例子说明某个社会或环境方面的举措如何降低了成本或是提升了收入。

企业认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念之后，将要面对另一道难题：如何证明可持续发展举措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正在创建一套行业标准，让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变得可量化、可比较。目前，国外有一些机构试图找出科学的衡量指标体系量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是RobecoSAM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CSA）、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等。

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在证券交易所的推动下发布“每股社会贡献值”。2008年5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通知，鼓励上市公司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收益+（纳税额+职工费用+利息支出+公益投入总额-社会成本）/ 期末总股本）。

兴业银行将可持续发展举措与业务规模提升数据相关联。兴业银行曾于2009年被《金融时报》评为“新型市场年度可持续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银行。根据公开数据披露，其每股社会贡献值逐年上升。据咨询公司Interbrand的数据，兴业银行的品牌价值在2010-2011年间增长了50%。

虽然CSR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领先企业的进步。如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位置一样，它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同样也是“先行者”与“后来者”的结合体。CSR方面表现优秀的中国企业是国内企业中的“先行者”，是全球竞技场中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利用研究机构依据其他领先企业做出的先行探索，积聚后发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表现领域的后来居上。

在本期聚光灯里，我们看到世界许多企业在打造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实例，这给埋头在CSR报告里作文章的中国企业以启示。从CSR到可持续战略的转变，中国企业应从“要我做”变到“我要做”，结合自身优势，找到自己的可持续之路，实现从“绿”到“金”的目标。






 熊静如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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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曲线：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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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tic公司CEO：好团队，“试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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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网页程序设计公司Automattic在创立早期也通过传统的简历筛选和面试方式招募人才。但是，穆伦维格后来逐渐专注于试用制——让最终的候选人带薪为某个项目工作数周，该方式令Automattic的员工在职时间更长，也降低了离职率和流动率。








我


 们公司有230个员工，遍布全球170个城市。虽然我们在美国旧金山有常驻办公室，但绝大多数员工并不在总部工作。有些人甚至会像游牧民族一样，在多个工作地点之间来回“流浪”。

这种方式看起来容易导致效率低下、管理不善和职权滥用等问题。但是，Automattic却一直盈利且成长迅速。此中缘由是我们给应聘者真实的工作和人际关系环境，通过筛选聘用到更加聪明和优秀的人才，让他们的在职时间更长，从而降低解约率和人员流动率。实现这点的关键就是试用制。







朝九晚五不灵了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根据我的经验，很多公司员工上班只是在走过场。如果他早上按时出勤，穿着得体，没有喝醉或是趴在桌子上睡着，就算是在工作了。如果他还能做些电子表格或者列出任务清单，就会被认为非常努力地工作了。遗憾的是，这些都不能表明员工在工作中有真正的创造，很可能他只是在桌子前坐了8个小时，摆放了一下文件或者是发了发e-mail，而且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在Automattic，我们不会在乎你是否符合“好员工”的所谓标准，而是专注你所创造的价值。我们用结果和产出说话。我不在乎你的工作时间，你可以晚起或者下午去学校接孩子，你也可以去打高尔夫，然后从凌晨2点工作到5点。关键的问题是你到底做了什么？很多人并不需要每天坐办公室，他们用其他方式也能创造出了不起的东西，Automattic的员工正是如此。最近，我们有位员工写了本关于Automattic工作体验的书，叫《不穿“裤子”的一年》——这个书名大概能告诉你，我们有多不在意职业着装。我们公司用开源软件工作，做一个分散式的产品，所以把员工从朝九晚五中解放出来在Automattic行得通。另外，弹性工作制的实现也因为我们有一支自觉的团队。

我们曾经也像绝大多数公司一样，通过简历筛选和面试来聘用员工。那时候，我们学微软和谷歌，问求职者一些脑筋急转弯似的问题，也看重他们过去的经历，特别在意他们曾在哪些创业公司工作过。候选人会被5名员工面试，我们都会带他（她）去吃面试午餐。在招聘过程中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尽最大努力严格筛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很多时候选错人，这会让你大失所望。当你决定聘用一个人，似乎就会对他（她）寄予全部期望。如果最终不成功，你会深刻反省：是我的错吗？作为管理者，这是我该做的事吗？我们怎么会漏掉一些不太好的信号呢？其他公司的管理者好像对此不以为意，认为三分之一的新员工流失是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却觉得这样的效率远远不够。

你在反思的时候会清楚地发现，面试这种方式中的某些特质确实影响到了我们：例如，求职者在餐厅的说话和行为方式，与他工作中的表现完全无关。有的人在面试时发挥惊人，能征服每位面试官。但是，既然实际工作与迷倒他人无关，那么面试技巧也不能等同于员工的表现。像工作一样，面试也可能只是走过场，而没有实际的“产出”。







试用远胜面试



聘用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思考得越多，就越发意识到除了和求职者一起工作之外，别无他途。所以，我们逐渐改变了方法。我仍然会亲自查阅收到的大部分简历，把没有相关经验，没有技术能力或者求职申请上有错误的人直接排除，这个淘汰率大约为85%。我不太会在乎教育背景，我自己就是休斯顿大学的辍学生，如果在意求职者的毕业院校，或者是否上过大学，那就太虚伪了。接下来，求职者通常会用在线聊天的方式参加初试。

我们最重要的转变是，要求每位试用候选人以合约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工作3到8周。候选人与未来可能的同事并肩作战，完成真实的工作任务。他们不用立马辞去现有的工作，可以晚上或者周末为我们工作。虽然时间灵活，但大多数人每周依然需要花10到20小时为Automattic工作。试用的目标并非让他们完成某个产品或者定量的工作，而是让我们能快速有效地评估，试用者和公司之间是否相互匹配。我们评价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给Automattic打分。

给试用者提供报酬非常重要，因为试用制不是为了获得免费劳动力。最初，我们尝试根据聘用后可能的工资来制定时薪，但这样的设计过于复杂，讨论非正式员工的工资也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让事情变简单，所以我们决定支付25美元的标准时薪，不管你是应聘工程师还是首席财务官。

如果你申请客服职位，就会直接与客户接触；如果你是工程师，就会去写真正的代码；如果你是设计师，就会做设计工作。有时候，出于某种工作性质的原因，需要我们灵活处理：比如候选人申请的是商务拓展工作，我们不可能把他派去和潜在的合作伙伴谈判，因此我们会准备与真实工作尽量接近的任务，他会被要求准备演示文稿，分析商业问题，或者评估潜在项目的财务回报。尽管试用任务不会与申请的工作内容100%重合，但还是能比一顿午餐让我们更加了解求职者的技能和对企业文化的适应性。我们格外重视一些能力，比如自我激励、书面沟通能力（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远程工作，所以非常依赖即时通信），和应对错误的方式等等。我们并不期待候选人表现完美，更重要的是他如何发现错误，就错误进行沟通，以及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







最终“文字”面试



只有极少数人会反对试用或者说他们没时间参与。试用听起来像是额外的工作，但是这点正好起到过滤的作用，留下了我们想要的人。他们愿意为成功付出、对Automattic充满热情，因而会把试用作为优先选择。试用制不是淘汰赛，如果试用的10个候选人都很有能力，我们也许会聘用所有人。求职者是在与我们的质量标准体系竞争，而不是在相互竞争。

我们会在试用过程中提供很多反馈。如果认定某个候选人不行，出于对彼此的尊重，我们会尽快结束试用过程，有时候应聘者也会提前终止试用。

同时，我们会把试用的协调列为更优先的工作。试用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我们发现，每个Automattic员工最多只能督导2－3个试用员工。我们现在有4个工程师在各自部门负责督导任务。在我们的公司文化中，督导试用任务优先于日常工作。如果有人因为督导任务，需要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对这点我们完全接受。

试用期结束后，所有参与员工对于是否愿意与候选人共事都有了清晰的判断，最后一步则是由我来面试。即便现在公司已经发展成熟，我还是会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亲自招聘。为了与我们的试用制一致，这几年我对自己的面试方式做出了很大调整。我的面试只会通过文字信息的Skype聊天或者即时通信进行，我并不知道面试者的性别或种族，只能看到屏幕上的文字。这个过程类似双盲测验，能让我集中关注面试者的工作热情和文化适应性。95%参加最终面试的人都得到了工作机会，这也证明我们的方法有效。

即使最终没有被聘用的那些人，他们也能从我们提供的优缺点反馈中获得价值。如果我们看到他们身上的潜力，会鼓励他们继续提升技能然后再来应聘。再次来应聘的人通常都很有竞争力，因为他们认真聆听了我们的反馈并努力改进。我们聘用了很多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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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着眼长期



试用制不仅能帮我们选出能在Automattic成功的人，还能帮助有潜力的员工避免未来职业生涯中可能出现的大问题。如果工作几个月之后双方发现彼此不合适，公司完全可以让这个人一走了事。但是，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最好的结局，我们需要处理流动成本，对员工而言更是糟糕。他们可能已经辞掉了之前的工作；可能从美国东岸搬到了西岸。他们的简历上还会留下一个短暂的工作记录，这对未来找工作并不利。

我们希望Automattic的雇用关系能够延续数十年。然而，大多数硅谷公司不这样运作（参见《新雇佣时代：联盟关系》
 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我们坚决认为，形成最具生产力的关系需要历经数年，而不是几个月。如果你在拍电影，拍的时候把演员集合起来，拍完后便各自离开，这能行得通。但是，如果你想打造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花的时间则要长得多。让员工的职业生涯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留在我们公司，这样能够创造极大的价值。

有人认为，现在的年轻员工对任职长短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想要更频繁地换工作。这或许是真的，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公司方面也变了。如果公司把所有人都视为短期员工，那么在员工的投入和保留上，管理者就会基于短期化形成全然不同的做法和态度。因此，忠诚应该是相互的。

总的来说，我们大概雇用了40%的试用者。2013年我们雇用了101人，其中仅有2人最终离开。Automattic有史以来一共雇用了270人，离开公司的只有40人。

弹性工作制理念是公司采用这一独特雇用流程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遗余力地寻找适合企业文化的人。外部人总在质疑，公司壮大之后，我们宽松的管理系统是否依然有效。他们说：“当公司只有10到15人的时候，该系统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人数达到30，它就会垮掉。”当我们发展到超过30人之后，这个神奇的数字又变成了100，然后是150。现在我们已经接近250人，仍然没什么大问题。

试用制或许不适合你的公司，但你可以用它对传统的面试程序进行补充，透过现象发现真正的潜力股员工。正确评估求职者的实际工作能力，才能获得最好的招聘回报率。评估的方式有很多种，也许是试用，也许是报告陈述，也许是一个下午完成的短期任务等等。

把员工放到最合适的岗位，对公司产生的影响胜过一切。老话说得好：“坏团队不会有好管理”。真正好的招聘，能够找到公司需要的技能以及与之匹配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组建一支好团队。






 马特·穆伦维格是Automattic的创始人兼CEO，该公司最令人称道的产品是WordPress.com.











   




Automattic一位管理者的经历











当马特·穆伦维格邀请斯科特·博克顿担任Automattic的“团队领导”时，这位微软的资深高管和管理学作家答应了，但条件是他想写本关于在这样独特文化的企业中工作的书。于是博克顿写了本书叫《不穿“裤子”的一年：WordPress.com和工作的未来》，并对HBR讲述了他的经历。







你怎么看试用制招聘流程？


我特别赞同，因为这十分合理。为什么招聘经理相信，让人们在面试中谈论工作是个反映工作能力的可靠指标，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果订婚礼蛋糕，你应该让烘焙师做个样品，而不是听他如何描述。判断谁能胜任工作并适应企业文化，试用制是好得多的指标。






作为管理者，




试用制是否会让你在做聘用决定时更自信？


某种程度上，会。我喜欢与团队成员讨论聘用决定。在Automattic，我们不会谈论应聘者如何回答面试问题，而是他如何应对具体问题给出直接的报告。这些第一手的资料让我们更自信。






其他公司是否也应该采取试用制？


很多公司已经在做了，只是说法不同。实习制与此相似，就是希望通过有限的雇用期获得长期的工作机会。学徒制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存在于艺术领域。






这种文化有什么难适应的地方？


我对远程工作适应得非常好。通过数字手段进行交流非常容易：即使你们在同一栋楼，与同事之间的交流一般还是通过电脑。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在Automattic工作。我的失望主要源于同事的进取心不足。我们的企业文化强调合作和逐步实现种种变革。我们的员工有充分的自由去冒险，令我失望的是，极少人会利用这一优势。






其他公司应该向Automattic学什么？


以创新为己任值得它们学习。很多企业高管都喜欢谈论创新，但是大多数人行动起来都很保守，马特·穆伦维格则愿意尝试新东西。而且他不怕失败，假如事情没做成，他会说：“现在我们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了更多了解。”如果其他公司也采取同样模式，CEO同时也是“首席试验官”，它们会变得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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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兴市场的挑战，欧洲制造商创造性地拓宽解决方案，为最终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包。这种新型协作关系要求开放专利数据，优化价值链整体成本，通过与供应商的整合快速提升生产能力，以及确保定制产品的品质。








直


 到10年前，精益制造还被认为是制造业保持竞争力的最佳路径。但是随着这种方法的普及，它在成本与质量方面的优势日渐消退。

这就使得欧洲与北美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面临巨大挑战。因为中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市场用工成本低廉，发达国家的制造商无法在价格上与之抗衡。同时，许多低成本的工厂能够保证高质量、大规模生产，制造工艺可以媲美世界先进工厂。

但作为欧洲年度工业杰出奖（Europe’s annual Industrial Excellence Award）的评审团成员，我们见证了欧洲制造业应对挑战的全过程。为评选出制造业中的最佳典范，我们与欧洲顶尖的商学院合作，每年参观位于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英国以及东欧同类型的工厂。在全球范围内，西欧国家在劳动力、设施以及设配使用方面的监管机制最为严格。但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获得杰出奖的工厂依然在竞争中获得了成功。

如何解释欧洲工厂取得的成绩？我们发现，这些工厂无一例外地沿用了下述4种战略的一种或几种：借助数据流整合供应链；优化整条供应链的客户价值；通过与供应商的协作，快速改进生产流程；善用技术，为客户提供高规格定制产品。简言之，这些工厂善于与合作伙伴齐心协力，不断探求制造业的解决方案。







“数”造供应链



如果联结两家公司价值链的仅仅是产品与资金流，那么供应商会轻易被取代。因为在中国或越南等工资水平低的国家，公司不难发现更廉价的选择。然而，当信息流联结起两家或多家公司时，一笔普通的交易便成为建立在信任和忠诚基础上的通力协作。与日本经联会（参见《丰田“经联会”过时了吗？》
 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类似，在复杂的“采购商—供应商”体系中，以信息为基础的整合使供应商充分参与到客户所在生态系统中。与经联会不同的是，有了信息的交互，互换员工或交叉持股就变得多此一举了。

从客户角度看，在全面分享信息的基础上与供应商建立合作互信关系，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劳工成本低廉的国家，与一家陌生公司合作无疑存在风险。通常情况下，公司出于对产品质量及产权保护的考量，更青睐与发达国家的供应商合作。因此，欧洲制造商把信息分享作为合作关系的一个部分，以此寻求发展契机。

德国的货车与拖车制造商Schmitz Cargobull就遵循了以上策略。这家公司的主要客户大多是位于欧洲的货车和拖车租赁公司。Schmitz Cargobull公司的利润越来越多地来自于辅助业务，包括金融服务以及涵盖车辆故障、常规车辆保养和零部件供应的全方位服务合同。

Schmitz Cargobull公司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利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实时监控每辆车的状态。司机、货运代理人、客户能够随时掌握关键信息，例如，查看常规检查何时完成，监控车辆载重、货物温度以及车辆定位。这样，该公司的客户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车辆，并将故障率降至最低。

公司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Telematics，远距离通信的电信(Telecommunications)与信息科学(Informatics)的合成词，指通过无线网络将车辆接入互联网，为车主提供驾驶、生活所必需的各种信息——译者注）充分渗透进产品，提供了现实的助益，而非噱头。此外，公司有选择性地使用信息技术。例如，在生产线上，工人手动进行质量统计监控。之所以没有完全依靠自动系统，全因公司发现，人工监测能增强员工参与度与业绩。管理层决定使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是因为实时信息分享能够令公司更加贴近客户。

这种决策的指引下，Schmitz Cargobull公司快速成为行业领头羊。2013年，公司占据德国冷藏半挂车市场份额的82%，以及近一半欧洲的市场。公司在运营层面同样成绩斐然：节拍时间（满足客户产品需求的必要生产时间）从2000年的120分钟降至2013年的12分钟（降幅90%），半挂车的内部故障率由2000年的35%降至2013年的3%（降幅92%），此外，生产事故由2000年的85起降至2013年的5起（降幅95%)。







SCHMITZ CARGOBULL公司




这家德国的货车与拖车制造商善于利用信息技术，提升产品，改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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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拍时间



（满足客户产品需求的必要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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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故障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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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事故减少




85

 起　　　　　　　　
 
5

 起













水表制造商Itron同样利用信息流，让自己变得不可取代。位于法国马孔的Itron研发中心开发了一种智能水表系统，利用无线设备实现远程读表。现在公司正与网络设备供应商思科合作开发智能电网解决方案，为市政供水系统提供数据。

使用Itron的水表系统，市政府能够辨识漏水问题以及用水模式的改变。这些信息有利于市政府安排维修，并迅速对任何由用户或供水系统导致的浪费作出反应。同时，利用这一系统，客户服务、缴费、用水分析等附加服务也得以实现。

因为漏水等原因，世界上超过30%的饮用水在抵达用户家中之前就已被浪费，也就无法带来经济效益。即便在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遗失”的水资源也占水总供给量的20%。因此，如果对用水量的监测更精准，政府就能有的放矢，无需一味扩大原水处理规模，从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澳大利亚中南部重要矿业城市卡尔古利（Kalgoorlie）的一个项目由于使用了Itron的产品，节约了10%的水资源。利用智能水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预计在20年内可节省16亿美元。成功的案例促进了Itron在数据传输领域的研发，它研发的通信模块产品自2000年起增长了15倍，水表产量翻了三番。







Itron研究中心




位于法国马孔。利用该公司研发的水表系统，某市政府水耗降低了
 
10%

 。















掘金价值链



如果供应商相距千里之外，就很难精确掌握买家的需求以及成本。虽然供应商能够尽量改善质量或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多数情况下，直接成本只是客户总成本的一小部分。聪明的制造商另辟蹊径为客户创造价值。如果能够帮助客户在价值链的其他环节创造价值，制造商就无需将自己的价值主张固着在产品质量和价格上。

法国制造商马肯依玛士（Markem-Imaje）生产工业打印机，该打印机专门用于打印食品、饮料、药品等消费品包装上的产品标示和使用日期。为增加产品附加值，同竞争对手一样，马肯依玛士拓展了一系列辅助性业务。它利用自己在打印和标记领域的经验，开拓了邮政服务和大幅广告牌印刷等新市场。此外，公司注意到，环境可持续性成为许多客户的重要价值来源。在与供应商热转移工业技术中心（Armor’s Thermal Transfer Industrial Expertise Centre）的合作中，马肯依玛士研发了一款使用无溶剂墨水的打印机，不但打印效果好，还能最大幅度地降低环境危害。欧洲客户愿意为此支付溢价。

法国德西尼布集团（Technip）旗下Flexi France的制造工厂同样找到了为客户增值的新途径。这家公司专门生产用于油气开发的海底输油挠性管。Flexi France的传统业务包括安装、检查、维护及修理管道，业务范围遍及从北极到阿拉伯湾的世界各地。而今，这家公司领先一步，与油田服务巨头斯伦贝榭公司（Schlumberger）合作，研发出可监控整条输油管道温度的智能管道。温度波动一直是输油管道的难题，因为温度波动可能会导致管径变化，使石油的流动充满变数，而且极可能威胁钻井效率，这就让石油生产商增加了巨额成本。使用智能管道不仅能够确保温度恒定，还能简化海底钻井布局，减少安装管道的工期。德西尼布在利用技术寻求解决方案的同时获得直观效益：海底小组的经营利润率比公司平均利润率高出50%，2012年中它的收入同比提高了36%。







德西尼布











位于法国Le Trait的德西尼布公司海底事业部生产智能油气管道。



2011年到2012年之间，其收入上涨了
 
36%




部门营业利润率比公司平均利润率高出
 
50%









与用户紧密合作





明智的欧洲制造商尽可能优化生产，提高灵活性。它们与供应商和客户紧密合作，以便及时对生产流程做出调整。



当需要改变产品规格时，制造商就会发现，距离遥远、成本导向的零部件供应商反应比较迟缓。因此，明智的欧洲制造商尽可能优化生产，提高灵活性。诸多案例显示，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制造商需要整合供应商以及客户网络，使之与己紧密联系。只有这样，制造商才能够及时调整生产流程，应对买家随时变化的需求。

荷兰公司ASML主要为半导体领域的制造商提供最前沿的成像解决方案。其所处行业波动性较大；在过去30年间，半导体行业的年增长率在-40%和+140%之间剧烈波动。即便如此，2010年ASML的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45亿欧元，当时芯片行业刚刚渡过投资低迷期，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新型电子设备的需求增长为该产业注入强心剂。2011年，尽管宏观经济形势充满不确定因素，ASML以56.5亿欧元的销售额再次打破销售纪录，这证明了ASML商业模式禁得起考验。

取得如此骄人业绩的关键在于，创新紧随客户需求。半导体公司时刻面对提高芯片制造技术的压力，以维持生产力增长，刺激经济。随着芯片制造技术变得愈加复杂，ASML不断改进光刻设备，满足了客户对芯片更小、更快、更强的需求。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半导体公司需要与消费者和一线供应商近距离合作。一般来说，任何新系统都由超过1800个不同组件组成。

改进生产流程需要巨额研发资金，根据2010年“欧洲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ASML在2009年中的研发投入达到人均7.8万欧元，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汽车与制药公司（欧洲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于2008年10月，由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和欧盟委员会研究事务部首次联合发布，是缩小欧洲同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研发投入差距而设置的监测活动的一部分——编者注）。为了加速下一代光刻设备的研发，ASML与三大客户——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达成协议，于2012年启动客户共同投资项目，规定未来5年内，这3大客户将共投入13.8亿欧元来推动ASML的光刻研发进程。










荷兰公司ASML




为半导体制造商提供最前沿的光刻系统，2011年的销售额达到破记录的
 
56亿欧元

 。






采取类似策略的还有位于德国兰茨胡特的宝马汽车外饰塑料部门。起初这个部门只为宝马供应模制塑料组件，但只用两年的时间它就变身为底盘供应商。该部门之所以能成功转型，主要因为它的采购部门毗邻生产部门。这种布局便于快速分配基础研发所需资金，开发新生产工艺，尝试新型生产设施，以及改进流程的推广。

宝马员工经常就技术问题进行交流的做法，缩短了创新周期。而较短的创新周期就对供应商在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Ultralightweight是诸多创新举措中的典范。它是一种由高科技塑料与碳化纤维制成的车身，目前被用于BMW的全新i系列车型和越来越多的传统车型。

为帮助供应商适应新的技术，这一外饰塑料部门还为供应商提供了一系列服务，这也成为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BMW将一个大型研发团队调到兰茨胡特，进一步缩短创新周期，并让研发人员拥有更多自主权。尽管电动车型的生产成本较高，BMW电动车却能够以较低价格面市，这归功于快速的制造工艺革新与技术普及。







宝马




为迎合客户需求，公司位于兰茨胡特的工厂仅用
 
两年时间

 就掌握了生产整个底盘的能力。















定制能力



一些欧洲制造商展现了高超的产品设计知识与技能，它们能供应小批量定制产品从而抢占商机。位于前东德城市里萨的BuSElektronik，主要生产中小型电子零部件和系统，尤其擅长批量定制不足1000件的零部件。这种订货量对亚洲的电子零部件生产商太小，不足以吸引它们进入市场。尽管BuS的客户需要为小批量产品支付溢价，但这部分开支可以通过压缩运输和物流成本来抵消。

与客户的高效沟通以及工厂的快速反应与高灵活性，使得BuS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占据绝对优势。BuS拥有自主设计权，设备制造商客户通常仅提供一个产品创意或几项产品规格要求，之后就把产品设计全权交给BuS。BuS的工程师与设计师在1989年前任职于一家从事机器人技术的合作企业，他们具备其他传统电子设备供应商缺乏的能力。BuS的工程师与设计师们利用独特的能力，管理复杂的订制化生产，每个产品可能由上千个零部件组成。所有产品设计都恪守简化生产过程和降低人工投入的准则。设计团队在分红机制的鼓励下积极提高效率，简化方法。

BuS的客户超过200家，且需求无季节性波动。这就使得在同一厂房内要同时调度小批量和大规模生产成为一项挑战。正常情况下，一周之内就能完成订单。但为了对冲调度风险，BuS与客户签订两周的订单交货期。此外，为增加生产的灵活性，20%的BuS生产设施长期处于待工状态。

戴姆勒旗下的Smart工厂位于法国的汉巴赫，它是定制化生产的另一极致体现。工厂需要协调7家供应商（包括Continental, Magna, Plastal以及ThyssenKrupp）生产智能汽车，只有当整车出厂时，供应商才能收到钱款。凭借与供应商的高水准整合与托管关系，Smart实现了多达1万种形式的个性化驾驶员座舱生产。座舱的组装线紧挨生产线，零部件能够被直接送到生产线上，实现准时化顺序生产（Just-in-sequence Production，是运用在制造业，特别是离散型制造业中的一种高效率的生产和组装产品的思维——译者注）。驾驶舱模块能够整体嵌入车身，因此只用一个自动操作台就能完成最后的组装任务。

在上述案例以及我们在工业杰出奖中观察到的不胜枚举的其他案例中，制造商不再单单关注从内部改善传统运营，而是同供应商建立起了积极与协作的关系。它们创造性地拓宽解决方案，为最终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包。

这种新型协作关系要求开放专利数据，优化整体价值链成本，通过与供应商的整合快速提升生产能力，以及确保定制产品的品质。低成本工厂很难达到这些条件，因此新兴市场的工厂难以复制这种合作模式。以上种种策略为欧洲制造商指明了成功的方向，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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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传统行业公司将成为新一批数字颠覆者，而那些固步自封的原颠覆者将沦为被颠覆对象。







商

 业即数字。这是我们去年对未来技术趋势发展的展望。去年我们曾预言，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你的公司终将化身为数字公司；今年，新的技术趋势将让数字化变革的程度大大加深，也许我们会看到工业公司化身为定制服务公司，快消品公司转型为O2O电商，能源公司转行销售信息。如果说过去一年是众多公司数字化转型的起步之年，那么在今年，我们有望见证一些数字颠覆者的崛起，借助技术的力量，它们会发现新产品、新业务、甚至新的竞争领域。

传统巨头的数字转型将是新的亮点。过去10年，互联网公司引领了数字变革，Twitter、YouTube、TripAdvisor和Airbnb的异军突起让传统公司的高管坐卧难安。但随着物联网、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线上线下的整合将逐步成为现实。凭借丰富的经验、雄厚的实力和严谨的业务流程，传统公司终将自己的线下实力带到互联网上。凭借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模糊，它们将为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曾经的数字革命跟随者也许将转身成为颠覆市场的数字化先锋。

每年埃森哲技术研究院的技术展望团队，都会发布未来3到5年内可能对商业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趋势。今年我们继续采取众包的方式，从埃森哲的顾问、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处征集技术趋势观点与评论。我们搜集到的观点与实例数量从2000多个增长到3000多个，参与到评选和收集的技术专家人数超过850名。根据商业研究机构的最新项目报告、学术研究、风险投资流向、IT分析人士关注的技术趋势，以及行业会议的关键主题，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认真筛选。最后，我们与内部专家合作，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总结。这些新的趋势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标准：

♦ 对公司影响巨大

♦ 技术变革影响的范围广，发展速度快

♦ 影响范围超过任何一个单独行业

♦ 有多种技术解决方案

♦ 公司能在12个月内采取相关行动

♦ 不受限于任意一家供应商或独立“产品”技术

最终我们总结出2014年的6大信息技术趋势，它们与2013年发布的7大趋势相互呼应（见下图
 《技术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这些新的技术趋势将迅速出现在绝大多数公司C级管理者的备忘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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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虚拟与现实的融合




365天内，你需要：

1．审视组织的边缘能力，统计组织的边缘设备。将它们与人工使用的设备进行区分。

2．理清组织收集数据的方式，掌握数据是如何改进组织日常运营的。

3．向先行者学习，看看不同行业的公司如何部署边缘设备，如何注入人工智能，如何通过这些设备改善用户体验。

4．建立一个跨部门团队，探索相关的设备创新，并对边缘体验和新用户进行测试。





从可穿戴设备到智能机器人，我们体验周边世界的方式正快速变化。随着各种器物、装置和设备的智能化，现实世界正逐步网络化。这不是简单的“物”联网，而是一种新型的智能互联层。在它的帮助下，数字辅助设备将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实体世界的洞察力和控制力将大大增强。

我们将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汇点称为“边缘”，任何决策，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商业运营都可以依靠个人的“边缘设备”（例如智能手机）、企业的“边缘能力”或“边缘系统”（例如远程传感器）来辅助完成。正是由于这些设备和技术，虚拟和现实世界的边界正不断模糊。这将给公司带来全新的机遇，尤其是传统企业，它们可以借助边缘系统，为客户带来综合线上线下的全新体验。要抓住这些机遇，公司需要重新思考消费者的体验方式以及自身的运营模式。







营造全新客户体验



在营造新型客户体验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数造自我”运动。例如耐克的FuelBand，阿迪达斯的miCoach和Fitbit这样的可穿戴设备让用户实时掌握自身身体状况和运用表现，让他们更迅速、更安全地突破身体极限。

边界技术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运动员或个人。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所采用的Osakidetza公共健康系统，该系统利用微软视频游戏主机上应用的Kinect动作感应套件，为多种慢性病患者提供远程理疗服务。通过Kinect捕捉的患者数据，理疗医生可以掌握更详细的患者病情，并随时掌握患者的康复进度。

除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消费电子设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品也将变得更加智能。在美国旧金山，所有的停车码表实现了智能互联。驾驶者可以看到一张数码图，显示不同地段的停车难度。在停车入位后，当停车时间即将耗尽时，智能码表会自动向车主的手机发送通知，车主可以用手机进行“虚拟投币”，延长停车时间。

上述案例有何共通之处？这些边缘设备都增强了用户在实体世界的体验，加强了他们获取的信息和行动能力。此外，消费者接触的智能设备越多，他们就越期待在其他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类似的体验。这为未来的颠覆者创造了广阔的机会窗口。







传统产业的机遇和挑战



要满足客户的新需求，传统公司应积极探索新技术，改进自身的经营模式。面对电商的威胁，有远见的实体零售商正不断尝试新技术，为客户提供在网上享受不到的独特体验。例如，英国特易购公司在所有旗下450家加油站设置了面部识别广告牌，可以根据顾客的购买记录提供独一无二的营销内容。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同样影响着许多传统产业。Kiva的机器人系统大大提高了库存管理效率。用更少的雇员和更短的时间，系统可以处理更多的库存指令。2012年，亚马逊以7.75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Kiva公司。在战争中活跃异常的无人机技术则被用于农林产业。携带红外线相机的无人机可以清楚地发现作物缺水的区域。

那些停滞不前的传统公司将遭到颠覆者的挑战。我们预计颠覆将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有远见的传统公司通过新技术不断改进运营效率。第二阶段，公司打造自己的边缘系统，大大提高用户体验，颠覆行业中的传统巨头；第三阶段，凭借雄厚的实体资产，公司进入其他产业甚至定义新的市场。例如通用汽车与拼车初创公司RelayRiders的合作就让租车公司如临大敌；AT&T则进军家庭安保市场，它提供的服务可以让用户随时控制家里的装置，包括电灯、门锁和报警器。

无论是高科技初创公司还是传统企业，边界技术的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商机。只有那些用数字技术撬动自身实体资产的企业才是最终的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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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二：众包打造无界企业




365天内，你需要：

1．检查组织在营销和创新等方面能否运用众包。

2．检查哪些流程能够细分为小规模、独立的任务。建立测试项目，让外部组织完成任务。

3．设计外部人员组织流程，让他们与内部人员无缝协作。

4．建立外部人才库，打造无界公司。





组织不断尝试新的技术手段，加强员工间的沟通与协作。为了在不同部门、地区间架起协作的桥梁，视频会议、即时通信工具以及社交网络等技术已成为跨国公司的标配。我们骤然发现，目前一大部分的商业协作都是通过数字通道完成的。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无边界企业。想象一下，你的员工不再受办公室的四壁所限，他们遍布世界各地，来自各行各业，具备五花八门的技能和经验。通过众包技术平台，这些“编外员工”解决了公司内部无法应对的难题。目前的众包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领域。

市场营销。有远见的企业不再仅仅视消费者为产品购买者，它们将消费者转化为最强大的营销团队。随着社区和竞赛等众包方式的流行，这种趋势将更进一步，消费者不但可影响公司的营销方式，更能成为公司营销战略的制定者。

零食品牌乐事（lay's）充分借助了消费者的创意。自2008年起，乐事在15个国家展开了新口味薯片发明大赛。在美国，该项比赛的口号是“创造自己的新口味”（Do us a flavor)。活动收集了400万个新口味提案，顶尖主厨组成的评审团最终评选出获胜的新口味：“起司大蒜面包味”。这种新口味薯片已经在美国多个地区上市。沃尔玛则举办了“自助货架”比赛：顾客通过网络投票决定货架上应出现哪些商品。通过这项比赛，公司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还更清楚地了解到顾客的好恶。

创新。创新难的问题依旧让高管头疼不已。工程量大和成本高是目前创新最主要的问题。众包技术平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天然选择，通过动员社区成员，公司无法解决或无力支持的创新问题可以轻易得到解决。

最典型的案例是InnoCentive公司，它通过社区和云计算技术公布创新难题，由注册的问题解决者提供方案。方案一经采用，问题解决者即可获得丰厚的奖励。目前，公司已经拥有来自200多个国家的30多万名问题解决者，他们已经解决了超过1500个创新难题。InnoCentive公司发现，那些想出绝妙解决方案的人往往来自其他行业。例如非洲贫困地区供水问题的解决者就是一位来自德国的潜水艇工程师。这充分体现出集智是公司内部研发无法比拟的优势。

产品开发。产品开发也许是众包应用最广的领域。其中最成功的当属两款开源架构：Hadoop和Linux，前者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的计算引擎，后者则是广泛应用的操作系统。可以说，在软件开发领域，开源运动的出现不亚于从打孔带到硬盘的进化。

动员公众资产。大众不但可以为公司提供智力支持，更可贡献实体资产。空中食宿（Airbnb）就利用用户在世界各地的空闲房产，将其出租给旅行暂住的游客。特斯拉汽车则更进一步，它向望眼欲穿的消费者收取5000美元的预定费。这些狂热的粉丝为特斯拉提供了高达1.3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要掌握上述优势，公司首先需要一个合作技术平台为众包的基础；其次是严密的计划，否则公司就无法掌控众包的流程和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悬赏还是竞赛，恰当的激励措施必不可少，否则公司很难激发公众的兴趣和热情。在初始阶段，公司将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持续性、质量控制和员工培训方面。众包依旧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任何公司都无法承担忽视它将带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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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三：打造数据供应链




365天内，你需要：

1．建立数据仓库，对数据进行分级，对那些频繁使用的数据进行优先处理。

2．建立统一数据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孤岛。

3．与合作伙伴合作，寻求外部数据源。

4．检查费时耗力的人工流程能否被认知计算技术取代。





大数据已成为最热门的商业词汇，但很少有公司能从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依据数据制定决策的更是凤毛麟角。其背后原因是在大多数公司中，对数据分析的投资是随机和临时性的，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战略。此外在很多公司中，大部分数据依然停留在客服或IT这样的职能部门，没有供应给组织级别的战略制定者，这造成了“数据孤岛”现象，导致公司无法有效开采数据金矿。要解决这个问题，公司要将数据视为原材料，将信息和决策视为最终产品，打造一条数据供应链。

数据供应链的第一步是通过API技术或PaaS供应商建立一个通用的数据平台，或者说搭建统一的数据接入层。当所有的数据源全部开放，并接入到统一的可视数据层，数据孤岛将不复存在。组织的任何成员，即便不具备高超的IT技术，都可以通过标准的方式，轻而易举地提取数据用于各种商业活动，例如进行回归分析，市场调查和评估投资风险。







数据分级加速



目前的数据处理技术急需提速，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数据都需要永远处于高速运转中。因此，数据分级优先化处理迫在眉睫——有价值、时效性强的数据要加速处理；陈旧和相关性弱数据的处理速度能满足要求即可。

Facebook在这方面已做出探索。它发现，8%的照片占据了网络82%的流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照片的浏览量会急速下跌。这意味着，照片是公司最热门的数据，但它不需要永远处于高速状态。根据这些发现，Facebook采用了三层数据分级储存法，系统会根据照片时间自动分级。那些新的热门照片储存在第一层，用户几乎可以瞬间提取。而第三层则可存储更多的数据，能耗也较低，但它的处理速度逊于其他层。这种处理方法，不但提高了数据处理速度，更帮助Facebook节省了大笔储存成本。







新方向：认知计算



数据供应链就象一条生产实体产品的生产线，信息和决策就是其最终成品。这条生产线上原材料在不断增加，种类也越发多样。终于有一天，原材料将超越机器的产能，整条生产线陷入瘫痪。当你束手无策时，一种新型的机器出现了，它不但能自动升级提高产能，而且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对新材料进行分类处理。这就是认知计算，它将是解决计算能力不足的终极方案。

传统计算机的功能单一，因为它受限于内置的程序，而认知计算机能从处理过的数据中提取“经验”，并对新的数据进行概括和分类。尽管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掌握大规模的认知计算技术还不现实，但它可以通过一些简单实际的方式实现。例如日程安排应用“Tempo”，它可以分析手机上的数据，例如邮件、社交网络和GPS信息等，对用户的日程进行“学习”，从而提供相关的重要信息。

任何行业都可以从认知计算中获益，因为它彻底解决了数据量和复杂性的问题。在认知计算的帮助下，人们将建立一条智能互动的数据供应链。到那时，从CEO到一线员工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从数据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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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四：超大规模计算系统的回归




365天内，你需要：

1．检查组织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是否需要进行大规模升级。

2．根据公司未来战略和业务，设计能力升级计划。

3．建立专职小组，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部署Hyperscale能力。

4．利用云计算技术，建立混合计算方案。





联合利华、倍耐力轮胎和NBA三个组织间有何共通之处？答案是它们都借助超大规模计算（Hyperscale Computing）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有力地支持了公司的决策，为公司带来了竞争优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无论行业和规模，今天的企业都面临类似的数据挑战，而Hyperscale系统将是企业决胜大数据时代的硬件保障。







什么是Hyperscale



Hyperscale是指一种能支持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的硬件系统和基础设施，它可以将计算负载迅速从几台服务器分布到上千台服务器上，使组织的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它还提供无限的冗余备份能力，系统内任何一台服务器宕机都不会对计算能力产生影响，这对那些永不停转的商业机器来说至关重要。此外，有了Hyperscale架构，公司可以用普通的商用部件替换企业级的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在不牺牲计算能力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和能耗。

由于这些特性，Hyperscale非常适合谷歌和Facebook这样拥有大量用户和同类数据分析需求的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正是这些公司引领了Hyperscale的潮流。在诞生之初，Hyperscale代表着普通公司难以企及的运算能力和存储空间，只有少数互联网巨头具备这种能力。其中谷歌的计算能力最强，它拥有100多万台服务器。微软次之，它也拥有超过100万台服务器。亚马逊和Facbook也各拥有几十万台服务器。如果从能耗角度衡量，谷歌全球运营的总能耗约为2.6亿兆瓦，大约相当于1座核电站一季度的发电量。







Hyperscale的普及



随着硬件技术和云计算的发展，Hyperscale技术落入凡间，它正逐渐吸引中小型公司的注意。虽然这些公司Hyperscale的规模要远远小于谷歌和Facebook，但它依旧可以帮助企业低成本地提升计算能力。以SAP的HANA为例，有28家公司通过HANA使自己的数据分析速度提高了1万倍，有3家公司的分析速度甚至提高了10万倍。日本电器零售商友都八喜过去对消费者进行分析要用两天时间，如今只需要2秒。现在公司可以在销售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订制的打折券。这不仅仅是效率的提升，它完全改变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营销战略。

Hyprescale的应用已不仅限于互联网公司，天然气、石油和汽车等行业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正快速上升。传感器、智能电表和机器人的互联产生了大量有待分析的数据。GE公司在发电厂的燃气涡轮机上设置了上百个传感器。公司软件和分析业务全球总裁比尔·鲁（Bill Ruh）说道：“我们几乎在涡轮机上建立了一个数据中心。如果这些传感器捕捉的数据能帮我们将发电效率提高1%，我们1年就能节省近60亿美元。”

车联网是大数据应用的另一条战线。福特、通用和丰田等公司制造的新车型内置了上百个传感器和先进的通信系统，保证车辆随时处于互联状态，这些设备每秒种都会回传大量的待分析数据。宝马公司预计，到2018年，将有1000万辆宝马汽车实现互联，每天接收的数据将超过1TB。通用公司刚刚终止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分析外包服务，在密歇根建立了2座数据中心。因为要在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优势，通用就必须将分析决策能力移回公司内部。

无论是Hyperscale还是云计算，无论是外包还是自建，通往大数据的路不止一条。每个公司的业务不同，对数据分析的要求更是多种多样，因此强求统一的解决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要真正驯服大数据，公司需要根据自身业务构建出独特的混合解决方案。








Trend 5








趋势五：企业版App取代商业软件




365天内，你需要：

1．投入App开发，将后端计算与前端应用分开，改善用户体验。

2．设计App商店结构，分发移动端和设备端App。

3．设计App接口，加强App管理流程，打造App生态环境。

4．与合作伙伴合作，开发App平台和开发工具。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会察觉，软件开发的趋势正发生巨变。从FlAppyBird到Evernote，这些简单易用的App牢牢地黏住了众多用户。我们发现，人们不再热衷于那些功能复杂全面的软件，小巧精致、简单易用的App正成为新风尚。这种趋势正逐渐影响商业软件的开发，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告别复杂笨重的商业软件，转向开发自己的商业App。它们有的面向客户，有的则针对内部流程。这些App的共同特征是简单、易用和机动性强——不但在计算机上使用，也能在智能手机和各种设备上运行。







构建App生态圈



无论是普通App还是企业App，其标志之一就是功能的单一性。一款复杂的ERP软件可能包含上百种功能，横跨公司10多个部门。而一款企业App只有一种功能，一款App不可能满足公司的所有需要。要解决这个问题，公司需要打造一个App生态圈，为不同流程创造多种不同的App，并通过平台将其有机地编织到一起。

很多公司已投入实践。Gartner公司预测，到2017年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将建立自己的App商店。东航在2012年就推出了自己的App商店，例如“移动客舱”App，乘务员可以通过它看到乘客的信息，包括乘客的会员卡等级、偏好和投诉信息等，这样公司就可以更好地服务。在飞机维护、自动办公和员工反馈方面，App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提升App开发能力



对于App开发最重要的是用户体验。然而过去的商业软件往往过于重视功能，忽略了业务部门的使用体验。未来IT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将不再泾渭分明，要改善App的体验，IT人员要积极参与到业务部门的流程中，而业务人员则提出用户建议，甚至主导App的设计方向。

除了IT部门本身，公司还可以借助合作伙伴和客户的力量，即所谓的开源平台战略。IT部门可以将系统、工具和流程开放给合作伙伴或用户，邀请他们参与到App的共同开发中。苹果的App Store和谷歌的Google Play是最好的先例。目前Facebook上的App数量也已经超过1000万，其四分之一的收入源于这些App。

在多变的环境下，快速灵活已经成当今时代的主题。面对变幻无常的市场和消费者，笨重的传统软件已无法满足企业的要求，而企业App将赋予公司亟需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它将成为未来优秀企业的标志。








Trend 6








趋势六：锻造企业韧性




365天内，你需要：

1．转变心态，制定维持公司不间断运营的应对计划。

2．测试组织韧性，对系统进行模拟攻击或关闭服务器。

3．采用DevOps或SDN技术，提供系统灵活性。

4．在灾后恢复中考虑采用公共云，应对“黑天鹅”事件。





随着数字转型不断深入，数字通道正逐渐成为控制公司运营活动的神经系统。另一方面，许多公司都需要在“24x7”的环境下运营，成为永不停转的商业机器。一旦公司的运营暂停，它们将损失惨重。在2013年的“黑色8月”，谷歌服务器宕机；在短短5分钟内全球互联网流量暴跌40%，公司损失了54万美元。随后亚马逊在8月19日和8月26日发生两次宕机，使该公司损失了约700万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IT系统在各种突发情况下保持公司24小时正常运营的能力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将这种能力称之为企业韧性。未来的企业需要在各个方面增强韧性，包括网络安全、软件应用和基础设施等。







安全最重要



在所有的风险中，网络安全依旧是CIO最为头疼的问题。2013年，5名男子窃取了至少1.6亿张信用卡信息，造成3亿多美元的经济损失。除了入侵式攻击，近两年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也成逐渐抬头之势。2012年12月，微软宣布破坏全球最大的僵尸网络，其中受控制电脑包括200万台。微软表示，这些僵尸网络每月让必应、谷歌和雅虎等搜索引擎损失了270万美元。这些攻击不但造成了经济损失，更让公司的品牌和商誉受到严重打击。

除了内部攻击，外部环境尤其是“黑天鹅现象”的威胁也不断增大。2011年10月份，泰国遭受50年最强洪水袭击，丰田、尼康、东芝等日本企业在泰的大部分零部件和组装厂纷纷停产、减产，导致其相关主要工业制成品产能下降，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2011年日本贸易收支出现了24927亿日元的逆差，这是自1980年以来日本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受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范围内极端气候现象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不断上升。







技术提高韧性



一些新技术的出现能保证企业在遭遇突发状况时保持运营。例如DevOps技术，它实际上是英文开发（Development）和运营（Operations）的组合。顾名思义，DevOps解决了软件开发与系统运行之间的鸿沟，在软件系统实时更新的同时，它能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DevOps技术不但加强了企业的持续运营能力，更让公司更快、更灵活地创新。

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软件定义网络）技术的出现让网络设置与路由器等硬件相剥离，实现了网络互连的虚拟化。当网络服务器甚至数据中心或云系统发生崩溃时，SDN技术可自动将运营转移到其他在线设施上。超级飓风桑迪袭击美国东海岸期间，采用SDN技术的CurrenEx是纽约惟一一家不间断运营外汇交易平台。

部署先进的技术，采购昂贵的硬件绝不是最佳手段。转变心态才是切实提高企业韧性的根本。CIO和其他管理人员要意识到，不间断运营意味着不间断的威胁，无论是来自黑客、软件升级还是飓风。

10年前，Facebook刚刚诞生；8年前，Twitter还不存在；6年前，大部分人的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技术发展速度之快让人应接不暇，未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许仅仅取决于CEO们的想象力和勇气。随着边缘技术的发展，传统行业公司将凭借自己的资源和经验，重新定义与消费者的关系和整个商业模式。我们预计未来10年，传统行业公司将成为新一批数字颠覆者，而那些固步自封的原颠覆者将沦为颠覆对象。






 马可·可信是埃森哲大中华区信息技术服务总裁；刘东是埃森哲北京技术研究院院长；安健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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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们的创新黑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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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苹果、微软和GE，这些以创新闻名于世的公司你真的了解吗？那些轰动产品创意从何而来？创新机制、模式又究竟是什么？本文剖析了这4家公司的创新模式：全方位创新、分布式创新、俭约创新、协作创新，它们的创新背后是融入公司血液的民主化、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和开放性。







大多数中国公司和政府官员对“创新”的定义理解过于狭隘：过度关注专利数量的多寡，简单地将创新等同于从研发实验室诞生的先进技术。






中


 国企业正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上来自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低成本竞争。在这种局面下，无论中国企业的目标是在国际还是本土市场，都要面临新的竞争局面。中国政府的解困之道是：效益和创新双管齐下，这样才能与国际公司匹敌，并最终击败对手。

中国公司的创新模式过于依赖单一的“中央集权”模式，而且仅从概念上，大多数中国公司和政府官员对“创新”这一定义的理解就过于狭隘：过度关注专利数量的多寡，简单地将创新等同于从研发实验室诞生的先进技术。这篇文章旨在从创新模式的角度提供更为开阔的思路。

针对持续变化的商业环境，我们分析提炼出4种创新模式，并逐一加以分析。如今的商业环境中，公司透明度越来越高，竞争优势可以被对手迅速发现并迅速消解，这就要求公司内从技术工程师到销售代表、从CEO到基层工人都把创新当成全年无休、全体动员的工作任务。此为第一种全方位创新模式（360-Degree Innovation）。

第二种分布式创新模式（Distributed Innovation）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因为跨地域合作成本越来越低，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地招揽人才、获取新奇的想法。设立“全球创新渠道”的公司有更大的机会超越只依赖本土人才的竞争对手。

第三种俭约创新模式（Frugal Innovation）与新兴市场的崛起相关。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的80%，尽管相较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的人均收入和购买力水平较低，但新兴市场正在以发达国家2-3倍的发展速度迅速崛起，但同时它们也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第三种创新模式——俭约创新——旨在创造成本低、原料投入量少和对环境负面影响小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应对全球价值链不断细化的现状，很多公司不可避免地寻求第四种模式：协作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在产品和服务中整合多领域的技术。如此一来，创新不再是一个公司的独立项目，而是两个或多个公司高度协作的结果。

尽管在下文中我们会对每一种模式分别进行阐述，但4种模式同等重要且可综合运用，你可以把全方位创新、分布式创新、俭约创新和协作创新等4种创新模式当做一个组合。







全方位创新



三大因素使得公司的技术、产品、服务、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技术以指数级速率发展是首当其冲的因素。1990年，如果你想读一本书，必须去实体书店购买。2000年，你可以在网上订购，3到5天之后就会送到你家门口。今天，你可以买电子书，会被立刻发送到你的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事实上，“书”这一概念的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书”不再是一个静态的物品，过去，即使一本书会被修订、重印，那也是几年之后的事。但今天，书是一个动态的产品，你可以成为“众包”的一份子参与创作，甚至你可以作为主人公写进书里。技术的迅速发展进步已经影响了各行业各领域，比如开采页岩油和页岩气的水力压裂技术、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汽车、基因工程、3D打印技术和可穿戴设备等等，我们无法再对侵入日常生活的新技术视而不见。

公司的高度透明性是第二个因素。在互联网时代，从客户、竞争对手、供应商、股东、公司员工、合作伙伴到当地社区、政府、社会活动者，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几乎都可以实时了解你公司的状况。如果公司被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和解读，竞争对手会不知晓你的竞争优势吗？所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竞争优势的门槛越来越低。这也就难怪在全世界范围内CEO的任期都越来越短。根据调查，如今美国的《财富》500强公司的CEO任期不超过5年，因为用不了太长的时间某CEO的战略和战术就被其他人模仿或超越。互联网时代，公司高透明度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藏匿秘籍只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惟一的救赎之路就是加快创新的步伐。

第三股力量来自新兴市场的竞争者。他们有着与西方企业既往经验和认知迥异的特质，比如在组织架构成本极低的情况下培养庞大研发队伍。而且他们颇具野心，擅长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壮大和扩张。尽管断言他们会问鼎全球顶级公司还为时尚早，但我们或许能亲眼见证新王者的出现，比如成立于墨西哥的西麦斯公司（CEMEX）已经成长为全球建筑材料行业的领军者；由南非酿酒公司（SAB）与米勒酿酒公司（Miller Brewing）合并而成的SABMiller已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欧、拉美甚至中国，多次证明自己非常善于新兴市场的营销；收购了捷豹、路虎两大品牌的印度塔塔汽车（Tata Motors）已经跻身全球商用汽车制造商十甲之列，当然还有中国的联想、华为和阿里巴巴等公司也在迅速崛起。来自新兴市场的力量正势如破竹地带来联级跃迁效应（Cascading Effect）。

被以上三座大山压迫的全球化公司不得不向谷歌学习把公司打造成创新的永动机，把创新变成全年无休、全体动员、全方位的组织行为。创新已不仅局限于研发实验室，而是一种生活常态，连办公室的保洁员和门口的保安都要充满激情地参与到创新中。这绝非玩笑，公司90%的尘土都是由员工的鞋底带入，只要在办公楼门口铺上地毯或安装吸尘式踏板，就可以事半功倍。再比如，采用全新的识别和安检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公司的安全系数，还可以缩短访客的等候时间，将与保安打交道的过程变成愉悦的客户体验。如果创新是每个人的职责——不仅创新实验室的成员还包括门卫、接待生和销售代表在内的每位员工，类似再细小的问题都可以获得新的解决方案。






谷歌：追求创新，永不停止




谷歌是全世界最具创新性的公司。虽然依靠搜索算法起家，但谷歌依然不断推出极具差异性的创新产品。

谷歌的创新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与搜索/广告核心业务相关的内部创新。Gmail、Chrome浏览器和谷歌地图，都属于这一类创新项目和产品。第二类，通过收购将小公司的创新技术和产品整合为谷歌的竞争力，YouTube和手机安卓系统属于这一类。第三类，解决社会性挑战和世界问题的内部创新，现阶段与公司的核心业务无关，包括谷歌眼镜、无人驾驶汽车和“热气球网络计划”（Project Loon，谷歌希望利用热气球为农村、偏远和不发达地区提供廉价的互联网接入服务，目的是让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能连网）。

以下4方面因素驱动着谷歌的创新。首先，公司仍然由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主导，创业者与职业经理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仍然秉持着创业的初心，愿意承担和解决世界上挑战最大的社会性问题。

其次，公司的核心业务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价值。2013年年中，谷歌的现金额高达500亿美元，公司可以在毫不理会华尔街施压的情况下启动有风险的项目。

再次，谷歌独特的“20%创新时间”制度让工程师可以不受限制地选择和研发新项目。

最后，谢尔盖·布林主导的谷歌X实验室独立于组织架构之外，作为启动多项“登月计划”的神秘研究所，已经研发了谷歌眼镜、无人汽车等项目，2013年9月，又成立健康科技公司Calico，以对抗衰老和疾病为目标，向死神宣战。







分布式创新



联合利华、飞利浦和GE等跨国公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依赖于美国本土的研发团队，美国以外的分支机构只是根据本地需求进行产品微调。但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印度班加罗尔的GE研发中心只有一小部分业务与产品本地化相关，5000多名员工致力于独立研发GE的新一代产品，与风力涡轮机、飞机引擎、洗衣机和混合动力车等等相关的技术反向输送回美国总部和全球市场。

微软的北京研发中心不仅针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也针对全球市场，在语音技术、用户界面设计和手机操作系统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同样，几家大型制药公司也发现，如果要在新药研发上保持领先地位，必须在中国、印度或两国同时研发新药品、进行临床研究。

总之，很多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部门已不仅仅为了适应本地市场而设立。这其中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和印度每年培养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他们能力极强且薪资要求不高。固特异轮胎公司（The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中国区的一位高管说：“美国每年平均有3位研究轮胎技术的博士生毕业，但中国有50位。”他们研究如何改善轮胎的特性，比如用什么样的材料作橡胶基座。再比如，GE班加罗尔一位就职于韦尔奇技术中心（John F. Welch Technology Centre）的高管说道：“在美国很难找到计算流体动力学方面的专家，但在印度则比比皆是。”

如今跨国公司已不仅跨地域地协调产品生产，而且跨地域地协调技术研发和建立平台，而分布式创新就会在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微软的做法就颇具借鉴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如何调用总部和北京的优势研发语音技术。






微软：分布式创新研发语音技术




在20世纪90年代末，微软启动了语音技术项目，位于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Redmond）的微软总部和北京微软亚洲研发中心共同分担主要功能的研发任务，选择北京的主要原因是其依托于清华和北大的人才库。

为了确保责任划分清晰，不做重复无用功且互为补充，公司把整个研究分成10个独立的项目。北京实验室负责3个项目，包括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和音频信息的提取和管理；总部的实验室负责声学建模、语言建模等7个项目。两个实验室由两组具备专业知识、经过科研训练的科学家组成。为合作顺利的展开，研究同一问题的专家被分派到两个实验室中。

如今，你不得不承认微软和苹果、谷歌等公司一样处于语音技术的领先地位。收购了诺基亚的移动端业务之后，微软已经具备与苹果IOS系统以及谷歌安卓系统竞争的能力，语音技术的领先优势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俭约创新





俭约创新，是指在产品、服务、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创新时，力争实现投入的原材料最少、环境影响最小、以极低成本运作。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印度，迫切需要俭约创新的模式。



汽车尾气排放和建筑物碳排放是温室效应的两大元凶。中国1999年生产的机动车数量不足美国的14%，2012年这一数字已高达82%；从2007年到2012年，中国新增城市建筑面积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增量总和还高。

如果线性地看待国家的发展路径，现在印度的发展情况大概相当于13－15年前的中国。两国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的重心都逐渐从城市辐射到农村，城镇化趋势日益显著，城市人口数量显著上升，过去10年的物价水平迅速攀升。综合以上因素，中印已经成为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

中印两国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所以这样的发展趋势也不太可能戛然而止。但我们将见证它们从粗放型发展——以能源有效利用率低、原材料浪费、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换的历史性转型。那些主动转向俭约创新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并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这让我们意识到，在未来的20年，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需求一定来自新兴市场的中低收入人群，要赢得这一市场就要求产品和服务的成本非常低。我们以GE的创新为例，阐释公司如何将低价、高性能、便携式心电图机由印度本土推入国际市场。

在未来的10年间，GE将在北京、加尔各答等城市提供更廉价的医疗服务，奥的斯电梯公司将为孟买等城市提供低价、低耗电量的升降梯和扶梯，开利公司（Carrier）将为夏季炎热的广州和新德里提供定价较低的制冷设备——此类公司不得不提供低价位、节能型商品和服务，否则它们的市场份额就会被积极采用俭约创新模式的竞争对手挤占。






GE：俭约创新与便携式心电图机




GE一直以来都在心电图机市场占据领先位置，但当GE把为西方市场设计的标准心电图机MAC 5500引入印度市场时，发现这一产品只能满足少数大城市里大型医院的需求，无法满足农村的医疗需要。首先，农村医疗机构的购买力水平低，其次缺少经过技术培训、能够操作大型设备的医师，再次那里可能根本没有稳定的供电系统，另外最严重的现实情况是，乡村的赤脚医生是走村串乡流动问诊，并不是患者到固定的医疗场所就诊。

GE的工程师决定从最底层的需求入手有针对性地设计一款满足印度乡村医疗需要的设备——MAC 400心电图机。它的体积小到可以放在医生的背包里，动力由可充电电池提供，操作极为简单——只有开关和一个功能键，但数据的读取能力与昂贵的MAC 5500一致。

在降低产品单价的同时，公司也要考虑维修费用，研发团队选择了大量市场上现成的组件，比如设备采用的电池改装自手机电池，心电图的打印组件就是当地公交系统用于打印车票的机器。这一做法裨益良多，比如组件的成本很低，便于维修和替换，而且能够适应印度乡村脏乱潮湿的环境。

MAC 400的售价不到1000美元（一般约为800美元），患者的单次检测费用约合1美元，相较于大型心电图机检测费用的6到20美元，已非常廉价。无论是从商业或社会哪一角度衡量，MAC 400都是非常成功的俭约创新产品。之后，GE惊讶地发现便携式心电图机在印度之外的市场也大受欢迎，如今升级版本的MAC 800广泛地用于欧美市场。







协作创新



价值链的细化和大规模的外包意味着公司不得不同时关注两个维度的发展：全球化和所在领域的“小圈子”。换言之，现在公司都处在一个巨大的网络中。

外包的兴起，是IT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公司间激烈竞争的结果。互联网时代，公司的透明度越来越高，竞争的壁垒则越来越低，面对激烈的竞争、快速变化的业态，外包使得公司无需依靠组织内的研发自给，就能获得更快、更好、更廉价的必要组成部分。而IT技术能够确保准确地衡量、有效地调配公司与公司之间复杂的商业活动，比如产品交付、商品交易等等。

外包和企业间的协作将价值链分割得更细，在每个价值点上都有参与者。因为价值链上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公司一定会找到符合终端产品性能、质量、业绩和价格标准的合作伙伴，公司的决策和商业运行自然也会更加依靠价值链上的多方合作者。但协作创新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否则公司就会发现自己是在行业跨度非常大的不同商业系统中与各个公司博弈。

除价值链细化这一因素外，产品、服务和加工流程对多种技术的整合需求，对公司以外知识产权的获取需求，这些因素也在推动协同创新的发展。平面电脑就是典型的整合多种技术的产品，融合了计算机、办公、娱乐、通信等设备的功能；汽车已经成了轮子上的智能设备；书，在完成了基本的知识生产之后，就要考虑技术问题，如何在不同的电子设备上呈现；在不久的将来，智能隐形眼镜就能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也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加明白（谷歌和三星的智能隐形眼镜正在研发中）。当完全不相干的技术融入一种产品、服务中时，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掌握全部核心技术，无论这家公司的体量有多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更多与核心技术相关的创新都将在公司之外完成，或者公司间联袂完成。

公司寻求协作创新的第三个因素是获取公司以外知识产权的需求，比如高精尖行业的专利产品、品牌的需求。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前微软首席战略官和首席技术官，在微软任职13年，硅谷奇才）和爱德华·郑（Edward Jung，前微软首席架构师和高管顾问）在1999年共同创立了高智发明（Intellectual Ventures），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的开发和交易。2007年的数据显示，该公司共持有3万多项发明专利，专利所有人包括梅尔沃德本人和比尔·盖茨。该公司通过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创造专利，并将无人问津的发明和专利转化成商业价值，向大公司授权并收取费用，年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说明这个巨大的市场前景。






苹果：协作创新，重新定义“手机”




严格来讲，并不是苹果开创了“智能手机”的品类。2007年，在第一款iPhone之前，诺基亚、黑莓和奔迈（Palm）等公司已经出售智能手机，但所谓的“智能”只是能接发邮件。第一款iPhone的市场好评和接受度主要有赖于其设计和用户界面的特殊性——用触摸屏替代了数字键——使得iPhone成为一款漂亮、优雅的硬件艺术品。

苹果的第一款用于2G网络的iPhone 3起到了夺人眼球的效果，而针对3G网络的iPhone 4在2008年采用了完全不一样的开发模式，独立开发者可以通过苹果商店面向用户出售App。这样iPhone与以前的智能手机有了本质的差别，不再依靠公司内部的研发而是建立了一个研发生态系统。如今苹果商店上架的App已逾百万款，这显然是无法单靠苹果公司的研发团队就能够完成的规模。当然后来谷歌和微软都复制了苹果的协作创新模式，依靠独立开发者为安卓和Windows手机开发App。

苹果同样依赖协作创新模式来设计硬件。iPhone 5的基带处理器和触摸屏处理器由高通提供，App处理器由三星提供，触摸屏来自全世界最大的面板玻璃制造商康宁公司……几乎所有的组件都由世界最顶级的技术合作商提供，它们共同组成了苹果的生态系统。







前路：知易行难




全球化语境下公司所面临的宏观情况相同，创新也是绝大多数公司赖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寻求突破的根基，这4种创新模式对绝大多数大型公司都有借鉴价值。


全方位创新、分布式创新、俭约创新和协作创新并不是孤立的方法，而是共同组成了创新的一组思考范式。因为全球化语境下公司所面临的宏观情况相同，而且创新是绝大多数公司赖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寻求突破的根基，所以这4种创新模式对绝大多数大型公司都有借鉴价值。但即使是已深谙这4种创新模式的公司，也是知易行难。

全方位创新，要求公司创造一种全体动员的文化氛围，自上而下的指导和监督与自下而上的自主实验要同时进行。既要避免大量徒劳的尝试也要避免无计划的乱作一团，还要让全体员工深切感受到可以质疑现有的业务。

分布式创新，要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让其他国家的科研人才和工程师人才感到受到重视、尊重，并且会获得授权和与结果相匹配的奖励，并不会觉得与本部的员工相比，自己只是二等公民。早在1999年，华为就在班加罗尔设立了软件研发中心，落此一子是在华为筹划向印度出售电信设备之前。如今，班加罗尔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人数已逾两千人，是华为在国外最大的研发中心。如果华为无法得到印度一流工程师的青睐，这一研发中心的价值肯定已无足轻重；如果他们感到华为的些许不重视，也早已另谋高就。

俭约创新，要创造一种技术部门与市场部门通力合作的文化。因为这要求公司不仅把高端和中产消费人群视为自己的客户，而且要考虑中下层消费人群的需求，但公司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之间的先天矛盾（其背后隐藏的是富裕消费者和贫困消费者的需求矛盾），想要打造这样一种通力合作的文化绝非易事。很多中国公司“擅长”制造廉价商品，但最终只是制造了不考虑环保因素的劣质产品。而GE这样的公司则充分利用节约创新的模式，科学且艺术地实现了物优、价廉和可持续性的多赢结果。

协作创新，要在公司间打造信任和共享的文化，能与其他合作方分享关键技术和机密信息。这要求公司承认这样一个现实：未来的发展可能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对公司的领导者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管理逻辑的C&C含义发生了转变：从命令 / 管控（Command and control）转为联系 / 协调（Connect and coordinate）。

我们认为，这4种创新模式组成的整体思维范式会更易于被处在动态变化行业里的私营公司所掌握，比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传统行业的国企则较难实施，比如钢铁、水泥、化工和航空运输业的公司。因为国企需要先解决创新的土壤问题，比如公司文化比较僵化，等级制和命令/管控的管理形态仍是主流，信息的流动性较差，要求员工照章办事，服从命令。国企要放弃“主导”型思维方式，将其他公司真正视为合作方，不要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模式看待国外公司。毕竟，国企与其他公司一样也要面对紧迫的创新需要，选择适合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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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人员所依据的在其他媒体投资的衡量方法，在移动领域尚未成熟或根本没有出现。他们应该避免采取一些过于简单的监测方法，坚持营销的核心原则：注重跨媒体对比的评估方法，与绩效紧密挂钩，寻找秉承同样理念的代理与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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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互联是目前最热门的领域。几乎没有什么产品能像智能手机那样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扩张速度渗透各类市场。这对品牌营销人员而言可谓天赐良机，这种新设备能让他们随时与消费者接触。

然而，营销人员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的挑战是：无论从绝对价值出发，还是与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体相比，他们需要了解移动终端媒体能针对目标受众创造出多大的品牌宣传空间，并最终实现销售业绩的提升。鉴于这些监测评估方法的重要性，营销人员对智能手机独有的点击率指标应当极其谨慎，因为它们更偏重监控媒体活动，而不是业务绩效，并且无法用于跨媒体比较。它们不能代替已被验证的，适用于企业品牌与业务的其他营销活动评估方法。

无论如何，基于移动终端的广告开支近期内仍会继续增长。只有稳定的表现指标才能引领营销人员投资这一新媒体，并借助它创造的商机实现资本盈利。但是，这种行为已经不是在各种媒体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应该通过可比的指标来确定产生最佳效果的媒体组合。

在本文中，我们将看到爆发式增长的移动媒体消费情况，讨论营销人员如何应对不同的基于移动终端的广告体验，还将看到广告在该媒体中的演化过程。我们会重点考察品牌营销人员评估移动终端广告与其整体方案之间契合度的策略，以及实施这些策略时会遇到哪些技术难题。最后，我们会向品牌营销人员提出下一步该怎么做的建议。







爆发式增长



短短四年间，智能手机力压其他手机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从18%攀升到62%，而功能型手机市场份额降到只有38%（
 图1
 ）。由于手机总量也在巨幅增长，因此智能手机的绝对增长率更高。

这本应是市场赐予品牌营销人员的一个礼物，但最初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直复营销人员更早抓住这一新兴机遇，他们通过新媒体邀请消费者点击能提供满足即时需求的服务，譬如，免费音乐下载服务或咖啡优惠券。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广告和销售连接起来，而这对于品牌营销人员来说却困难重重。






 



图1：移动终端的爆发式增长



数据来源：尼尔森Mobile Insights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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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认为直复营销将最终主导这一新兴媒介。不过，优惠券也有局限性。试想一下那些汽车公司，它们都是大广告商，考虑到新车的不菲价格，经销商并不会提供手机优惠券，也不会期待路人会顺路进来买一辆SUV或新轿车。同时，优惠券也不能帮助品牌营销人员将消费者带入传统的漏斗型购买模式，即先树立产品认知，然后促进消费者形成对商品的好感，最终促使消费者形成购买意愿和偏好。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移动互联设备，如果不重视移动领域或采取有效举措，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品牌经理无法承担的。也就是说，移动屏幕对广告商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导致移动广告业务变得极具挑战性的原因之一。而问题的答案正在快速变化。

品牌营销人员最开始的回答是，智能手机具备网页浏览功能，因此基于移动终端的广告必须像在线广告一样。但事实很快证明，将浏览器广告转移到手机网页的做法是不明智的。适合大屏幕设备的内容并不适合手机这种小屏幕设备。最终他们发现了一种新事物，即应用程序（APP），并见证了它的爆发式增长。截至2013年初，人们使用移动终端时，有80%的时间是在使用各类应用程序。任何把思路局限在移动终端浏览器广告模式的人都将发现，他们的客户只将很少的时间用于网页浏览。

当然，变化带来机遇。人们可以对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进行定制，从而以更流畅的无缝形式将更丰富的广告格式与消费者体验结合。这为品牌营销人员带来了各种新的可能，使他们能通过最恰当的方式吸引受众加入品牌构建体验：既可借助视频游戏传达核心信息，也可分享营销活动中用户参与的视频等等。

这类可参与利用的机遇提高了品牌营销人员的创造力，也引发了大量围绕移动终端营销的争论。在任何标题中含有“移动终端”字眼的会议中，你都有可能发现某间会议室里挤满了希望搜集洞察信息的品牌营销人员。但资金与宣传需求是否能够配合得当？







商机与策略





只有找到获得广泛接受的评估方法，营销人员才能全面投入到新媒体的策略制定上，否则他们将无法把移动终端广告正确地纳入营销体系。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建议，即广告开支应当与投放媒体的时间紧密挂钩。如果对移动终端应用也采用同样的做法，那么仅在美国，每年因此产生的商机价值就高达120亿美元。人们会花12%的时间使用移动终端，但广告商在该媒体上投放的40亿美元，仅占到在印刷品、电台、电视、互联网以及移动终端上投放的总广告资金的3%。

我们可以用移动终端媒体发展尚不成熟来解释这一投资差距，但对于移动终端广告的发展没有跟上移动终端普及速度这点，还有其它原因。早在几年前亚瑟·尼尔森（Arthur Nielsen）就指出：“未被测定的媒介就是被低估的媒介。”

大量证据证明，由于缺少一种获得广泛接受的可信指标，导致广告支出增长明显阻滞。1995年，一个由广告商和出版商组成的联盟创建了Postar，旨在制定出一套针对英国户外广告的标准测定，此举使得广告收入增幅翻倍。当我们在2003年推出影院观众测定（Cinema Audience Measurement）来替代由剧院提交的观看人数报告后，2003年和2004年的广告收入分别增长47%和35%。

所以，只有找到一种获得广泛接受的、独立可靠的评估方法，营销人员才可能全面投入到新媒体的营销策略制定上，否则他们将无法把移动终端广告正确地纳入营销体系模型，因为该模型对于他们的营销投资分配至关重要。

我们面向大量客户以及广泛的行业范围开展的研究表明，品牌营销人员更倾向于使用某些特定指标。在调查研究中，受访者就“什么因素会促使品牌营销人员加大新媒体投资力度”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图2
 ）。






 



图2：以下哪些原因会吸引您增加新媒体的营销开支？



数据来源：尼尔森《2013年在线广告绩效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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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上做广告投放，大家不但希望能了解到清晰、真实的品牌广告的投资回报率，还希望能有一套与衡量线下媒体投放一致的新媒体广告监测的指标。调查中提到的希望能证实新媒体品牌广告结果的意愿比率在2012年到2013年间增加了12%，这表明营销人员在这方面受挫。







面临的挑战



向营销人员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这么难？如果是在线的方式，一切都很明了。借助Cookies，营销人员可以测定广告的浏览情况，然后构建一个浏览（或测试）组和一个对照组，以此评估品牌宣传效果的提升情况。

每个从事移动终端监测工作的人都知道，移动终端环境意味着独特的挑战：第三方测定者不能一直在移动终端上使用Cookie，因为其应用环境中根本没有这种小程序。同时，一种能跨移动终端网站和应用程序的通用唯一识别码并不存在。营销人员必须重新回到旧式方法来测定品牌宣传效果的提升情况。在这类方法中，有一种通常被称作“前/后”对照的调查方法，可调查在活动执行之前（对照组）与活动开始之后（测试组）的情况。但由于不能同时调查对照组和测试组的反应，因此可能会导致通过干预外部影响因素来影响结果。调查组的并行程度越低，就越不容易看出广告在这两组之间引起的反应差异。

有一种替代的方法是采用Google独有的Android ID（UDID，此ID 可供应用程序开发员使用）和Apple的IFA（该识别码自iOS6版起也具备同样功能）。iOS和Android平台覆盖了86%的移动终端，因此从理论上讲，广告主和代理商是可以使用这些识别码达到与Cookie几乎相当的效果的。然而，尽管UDID和IFA最终可能促成可靠的可比移动终端广告测定标准的诞生，但许多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和广告平台目前尚无法处理这些专用ID。

那么，营销人员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使用跨媒体的统一指标并专注于业务成效，这样总好过没有指标。具体来说，就是测定使用情况、投入度等非业务成效指标。目前，这意味着大多数时候仍然将使用“前 / 后”对照方法。“前 / 后”对照方法的价值在于它唾手可得，能够发挥作用，并且能将它所提供的数据与其它媒介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

如果企业有意向要去购买一些基于移动终端媒体的监测指标，且这些指标无法基于跨媒体进行比较，那就想想在社交媒体刚刚出现的那段时间，以及在之前的互联网广告兴盛的那段日子吧，最终，当初的幻想都破灭了。营销人员应当小心应对那些急于去宣传点击率指标（通常因为点击率是他们必须售出的内容）的供应商，并在采用任何其他媒体时，将移动终端纳入到考虑范围。什么是接触目标人群的最佳方式？什么样的环境是影响他们想法的最佳环境？其实，提升品牌宣传效果和提升销售业绩等传统观念才是最重要的。







入门指南



许多营销人员都感受到来自新媒体的威胁，但移动终端不过是帮助他们接触到目标受众的另一种渠道而已。因此，各种基础元素仍然适用。为了确保这些基础元素不被新媒体特有的“高科技指标”湮没，我们为营销人员提供一些专项建议，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开展移动营销推广和策略制定。






1．在考虑任何具体广告活动时：


首先，不要忘记既定目标。成功开展一项基于移动终端的品牌推广，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无论进行任何形式的广告，都必须针对具体成功事项和投资回报（比如，强化产品意识）为活动确立单一营销目标。虽然衡量次要目标（比如，提高品牌好感度）或测定进展指标（份额、投入度等）也没什么坏处，但仍然应当根据主要目标的绩效来判断活动的成功与否。因此，不应过度偏向其他目标而减弱依据主要目标来评估广告活动的成效。

其次，确保代理商和媒体合作伙伴根据这些明确规定的业务绩效目标进行了相应调整。必须从最开始就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否则广告活动几乎可以确定会失败。根据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受访媒体销售商中有83%的人表示事先就活动成功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将有助于品牌营销人员取得更好的活动成果。然而，只有6%的代理商表示会始终在活动开始之前设立主要营销目标。大约五分之一的代理商（22%）和出版商（18%）表示没有明确界定过成功的注意事项。

第三，如前文所述，不要使用特殊指标来优化或衡量品牌广告活动的成功情况。“点击率”对于直复营销活动无疑是相当适用的成效测定指标，但却与品牌广告成效无关。品牌营销人员、代理商及媒体销售商都认为，提升品牌宣传效果和销售业绩是最适合判定在线品牌广告成效的指标。

最后，要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媒体的实时属性。采用各类技术与广告网络和媒体合作，将有助于在活动期间实时监控绩效，并可根据需要作出适当调整。此外，还可要求合作伙伴主动积极地提供改进建议。品牌营销人员非常清楚他们想要什么：87%的品牌营销人员认为“根据品牌指标进行市场活动优化”这一项“非常重要”。但在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媒体销售商表示他们能根据品牌宣传效果的提升情况来开展优化。当他们获得正确数据后，媒体销售商只会在大约一半的时间内主动提供实时优化建议。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媒体销售商会为每次活动提供实时优化建议。






2．在制定更广泛的策略时：


要选择拥有移动终端业务经验的代理商，它们不只是负责启动推广活动，而且承诺主动管理。大多数品牌营销人员都会与媒体代理商合作开展移动终端营销计划，但不是所有代理商的创意实力都是相当的。代理商应当能够提供最佳的创意策略和移动终端渠道，从而实现您的目标。另外，代理商应当采取全面综合的方法来宣传广告，确保移动营销策略与在电视和网络等其他渠道的举措相辅相成，并持续提供跨平台广告分析（包括活动的实时分析以及活动对比分析）。最后，代理合作伙伴还必须参与对品牌宣传效果提升的实时监视和优化，积极调整创意、频率、放置等内容，以便达到尽可能最佳的成果。

广告商常犯的错误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个活动的结果，尤其是在推出大型活动的情况下。品牌不是一天之内或是通过一次单独的大型广告活动就能树立起来的，而是应当基于累计的绩效对工作成效和所选的合作伙伴进行评估。

大多数品牌营销人员在移动终端广告方面所掌握的知识水平与其在传统媒体方面的知识水平不对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代理商来管理其移动终端广告运作。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足够了解品牌的移动营销策略的开展和执行详情即可。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与不同代理商灵活合作的情况下，营销人员不能失去对历史数据或规范性基准的所有权。请记住，移动终端只不过是用来帮助品牌接触并吸引特定受众的另一种渠道而已。它同样需要遵守与在电视、网络、印刷品及电台等相同的广告规则和最佳实践方法。

这是未来趋势。虽然移动终端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新渠道，但仍然只是另一种渠道而已。最终，移动终端也会成为广告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当它的广告影响能够评估，并且成为日常监测工作的一部分，这一天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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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正在转向体验经济。昔日企业通过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功能需求创造利润的模式，已经转化为企业与特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特定情境下共同创造体验的盈利模式。企业不但需要开放部分价值创造环节，而且需要不断超越传统产品与服务，提供独特的体验。交易完成也不再意味着价值创造过程的终结，反而可能是价值创造的开始。








核心观点






趋势

 　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价值接受者，而成为独特体验的参与者。他们会积极参与到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中去，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模式将转向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




观点

 　产品的价格是一定的，在以产品为中心的竞争体系中，由于产品同质化，竞争往往变为价格战。而体验则具有更高的价值，消费者会为参与感、成就感、新奇感等体验付出更高的价格。




解决方法

 　企业要建立一个由倾听、互动、对外回应、内部回应四种机制组成的系统框架，以应对体验经济带来的挑战。









在


 玩具行业里，一家名为熊宝宝工作坊（Build-A-Bear）的企业推出了新的商业模式：在店铺中孩子可以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玩具熊，先挑选外形面料，亲手塞入填充物，然后植入心脏——记载有玩具熊信息的生日卡，这个玩具熊就诞生了。玩具熊诞生后，又会引发大量的衍生需求，比如玩具熊需要衣服，店里提供各种款式的衣服、鞋帽和配饰。玩具熊打扮好了之后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玩具熊很孤单，要有兄弟姐妹、爷爷奶奶。所以这不仅是DIY一个玩具熊，而是孩子亲自参与，获得玩具带来的独特的体验——设计外形、定制生日、组建家庭、完成一个故事。在美国一般的玩具熊价格约为15美金，但采用这种方式制作的产品平均价格约为32美元，再加上各种衍生需求，每位顾客的平均消费额可达80美元。该公司每平方英尺的年销售额达600美元，比美国大型购物中心的平均销售额高出一倍。

熊宝宝工作坊所代表的，正是现代经济的一次重要转变——从工业经济转向体验经济。昔日企业通过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功能需求创造利润的模式，已经转化为企业与特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特定情境下共同创造体验的盈利模式。

体验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消费者从被动的价值接受者，转为积极参与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成为创造独特体验的参与者。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观念转向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的观念。

体验并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系统框架以促进其发生。这个框架包括倾听、互动、外部回应和内部回应。企业不但需要倾听消费者需求，而且要在此基础上与消费者进行持续互动，并进行有效的回应。为此，企业内部流程就要进行相应改变，将消费者纳入到价值创造过程中，并进行相应的资源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但需要开放部分价值创造环节，而且需要不断超越传统的产品与服务，提供独特的体验。同时，交易完成也不再意味着价值创造过程的终结，反而可能是价值创造的开始。








体验经济带来新机遇






从历史角度而言，体验经济并不是新现象，而是一种回归.在农业社会，基本上每件商品都是定制的，都是基于顾客需求的。但工业社会将其基础建立在大规模生产之上，从而消灭了个体体验。



工业经济通过大规模生产为消费者提供各种物美价廉的产品，从而提高了人类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但大规模生产也将企业带入了严峻的困境——商品化。由于消费者得到的只是产品，因此任何功能相近的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都差不多，消费者也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这种商品化的困境使企业很难获得高于行业水平的利润率。工业时代的一系列生产革新，流水线生产、六西格玛、精益生产……都集中在这一方向。虽然企业不断提升自身效率，但创造的利润却不尽如人意。

回到本文开头的例子，中国是全球玩具生产第一大国，但为什么中国企业只能获取微薄的利润，而熊宝宝工作坊则能够以每只超过32美元的价格销售一只玩具熊？这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只提供了产品，而熊宝宝提供的则是完整的体验——参与创造的新鲜感、欢乐故事带来的感动、与小熊一起成长的快乐。

产品的价格是一定的，在以产品为中心的竞争体系中，由于对手能很快推出相同的产品，竞争往往被拉回到成本竞争上。而体验则具有更高的价值,消费者会为参与感、成就感、新奇感等体验付出更高的价格。（更多以体验为中心的价值创造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区别，见
 图表“体验经济带来哪些不同”
 。）

从历史角度而言，体验经济并不是新现象，而是一种回归。在农业社会，基本上每件商品都是定制的，都是基于顾客需求的。但工业社会将其基础建立在大规模生产之上，从而消灭了个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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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对于个体体验的漠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沟通手段的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可兼得。传统市场调查、焦点小组等手段需要使用大量公司资源，在成本的约束下，如果希望与更多消费者沟通则必然要降低沟通深度；如若深度沟通，就必须减少接受调查人数。另一方面，生产技术的限制也使任何个性化成份的加入，都意味着成本的提高。

在新经济时代，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成熟，使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达到全新高度。信息技术的成熟消除了工业经济时代存在于消费者需求表达与企业规模化生产之间的鸿沟，使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能够达到更高水平，这种可能性是体验经济的基础。此外，体验经济的广泛推广，需要建立一个体验环境——使企业和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形成共同创造体验的环境。信息技术建立的顺畅沟通渠道及虚拟化社区使大规模体验环境成为可能，进而推动了体验经济的发展。

这种体验经济的悄然兴起给传统企业带来挑战，下面我们就通过分析消费者角色的变化以及体验经济的关键因素，为企业应对这一挑战提出具体建议。








消费者角色的转变




传统上，企业是价值创造的中心，创造出各种产品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但事实上，消费者所需求的并不是产品，而是产品所代表的价值，产品仅仅是做价值的载体而存在。但在传统经济下，受限于沟通的手段，消费者并不能够参与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因此，形成了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观，消费者仅仅是作为被动的产品接受者而存在。

随着一系列使能要素的出现和成熟，消费者可以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价值不再依附于产品，而存在于特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和特定情景下共同创造的体验。可以将消费者在体验经济中的角色划分为三类：信息共享、自主参与及持续互动。信息共享是指消费者以提供信息的方式参与到价值创造中，这种信息共享是持续的、双向的共享。在传统模式下，企业参与调研等方式收集消费者信息，再将信息内化到企业的产品开发中。

产品开发的过程往往被视为企业内部行为，从而与消费者脱节。而在体验经济中，消费者的信息共享需要渗透到所有的生产环节中。如宝洁公司在一款剃须刀的开发过程中，专门征集了一组消费者，为其提供开发中的产品。消费者记录每天使用该产品的体验、心情以及意见，宝洁再根据这些信息对产品进行优化。

自主参与是指消费者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自主参与的程度会随消费者的意愿不断变化，可能体现在自我服务（如网上银行）或是对产品进行个性化改造。自主参与往往体现了消费者对于产品更深层次的认同，并期待通过参与得到更好的体验。如在前文熊宝宝工作坊的例子中，消费者直接参与了产品的制作，并通过参与使标准化的产品（玩偶）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独特体验。

持续互动则体现了消费者、消费者社区与企业间更为持久的关系——三者间通过顺畅而持续的交流，产生共同的认知及参与感。持续互动往往采用网络社区的形式，通过参与社区讨论，消费者不但可以得到产品信息，提出对于产品的意见，还能够获取其他消费者的意见，从而优化对于产品的使用及体验。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知识，即消费者间通过互动形成的知识，更突破了单个消费者的体验，成为进一步创造价值的基础。积极参与社区，消费者更能够形成一种身份认知，增强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认同感。








体验经济的三个关键因素




从传统商业模式转型到体验经济的商业模式，企业首先要了解以下三个体验经济的关键因素：

向消费者开放价值创造过程。传统上，企业是价值的创造者，而消费者只是价值的接受者。而在体验经济中，消费者需要参与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与企业共同创造价值。在宜家的展厅中，不同标准化家具的组合为消费者提供了接近实际生活的各种体验环境。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设计进行调整。购买之后，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进行运输和组装。在这个例子中，宜家提供了标准化产品（家具）和体验空间（不同设计的隔间），而消费者实际承担了设计、生产（部分）和物流等工作。在宜家提供的不同设计方案之中进行自由组合，则是消费者创造属于自身的独特体验的过程。

超越预期。消费者对于交易过程所能够得到的价值通常会有一个判断，而当从实际消费中所得到的体验超过了期望值时，所形成的溢价会带来的喜悦，并提升重复体验的可能性。可以想象一下，顾客（患者）对于医院的医学影像中心的期望是什么。多数医院提供的服务无非是准确的诊疗，干净的环境，和善的医护人员。而佛罗里达医院的影像中心则将这一过程变得像去海滩玩耍一样轻松自在。走入中心，你会听见海浪拍击海滩的声音，闻见阵阵椰子清香。大堂的地面看上去就像海边的木板路。领完病号服后，病人走进一间间单独的海滨小屋去换衣服——一条冲浪短裤、一件上衣和一件浴袍。

中心还为特别容易紧张的孩子专门开辟了一个区域，在那里，一只芭迪熊向孩子解说做影像的过程。而巨大的影像设备的外形则被改装成一个大沙滩城堡。诊治过程中，你不过是“在海滩上”休息，耳边是起伏的海浪声，空气中弥漫着大海的味道。这种服务不但缩短了过去30－40分钟的安抚时间，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提升了病人满意度和医院的营利。

延伸价值链。在传统经济中，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随着交易完成，商品或服务转移给消费者而终止。但在体验经济中，交易完成可能意味着更多共同体验的开始。如在耐克公司的Nike+系列产品中，如果价值创造过程以交易为终结，那么消费者只是得到了一双跑鞋。只有当消费者使用其内置传感器跟踪自己的运动行为，甚至是在论坛中与其他朋友就这些运动数据进行交流时，更多的价值才被创造出来。因此，在体验经济中，企业需要克服以交易完成为任务终结的看法，挖掘交易完成后价值创造的可能性，并为这种体验投入资源，创造环境。








建立体验经济的运营框架




为更有效地将消费者引入价值创造中，企业需要建立一个体验经济运营框架：第一，企业需要倾听用户的需求；第二，企业要与用户间形成有效互动，并促进用户间的互动；第三，企业需对用户需求进行回应，并建立一种机制将用户需求转化为产品；第四，企业需要在内部建立适应共同创造的组织结构、资源分配机制和体验经济的价值观。

倾听：倾听用户的需求一直是管理学对于企业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在过去，企业也一直通过顾客调查、关键用户小组等方式获取用户的意见，但这些传统的方式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满足体验的需求。而信息时代，网络上随时可以发现消费者的意见——对产品的不满、改进意见、新的用途、与竞争对手的比较等。企业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在与大量消费者对话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因此，体验经济的倾听具有两个特征：消费者的讨论兴趣具主导地位；通常在网络论坛等特定场所持续进行。

互动：在倾听的基础上，企业需要将用户更深入地引入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在互动过程中，企业需要以诚恳地态度面对消费者，并提供必要信息，这样才能激发讨论、引发用户回应并获得共同创造价值的机会。关于基因技术的两个例子为我们展示了互动水平为企业带来的不同结果。孟山都公司作为转基因技术的领导者，由于忽视了向消费者提供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对人类的潜在影响，使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而DeCode基因技术公司希望对冰岛全国人口进行详细的基因研究。这一项目可能受到关于隐私和个人自由方面的质疑，但该公司事先就风险与收益问题与消费者进行了深入互动。冰岛主要报纸发表了700多篇相关文章，100多个电视与广播节目报道了这一问题。从而公众有机会学习、争论和达成共识。后来冰岛议会批准了这一项目。

对外回应：对话和互动可以刺激用户参与价值创造的热情，但如果缺乏来自企业的有效回应，就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的体验，从而降低价值创造的可能性。对外回应是一个企业驾驭用户创造和参与，将其与企业内部资源和知识相结合的过程。2005年，用户对于Dell公司服务质量的不满达到了顶点，部分用户可能需要长达45分钟的等待才能接通客服电话，媒体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报道。Dell认识到，他们不但需要对于用户已提出的问题加以改进，而且需要更有效地与用户沟通。2007年2月，Dell建立了一个用户社区——IdeaStorm，公司安排全职人员负责管理社区，倾听并参与用户讨论、与用户就建议进行互动、探讨潜在解决方案等。公司采用完全透明的方式建设社区，就收到的意见和拟采取的改进措施，每两周向全体用户反馈一次，包括哪些意见会被采纳、目前的进度，哪些意见不会被采纳及公司决定的理由等。明确的对外回应不但平息了用户的抱怨，还获取了大量的新想法。

内部回应：这一部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司需要为体验提供物质支持，以形成共同创造环境；二是公司需要改进其内部的流程和价值观，接受用户参与到价值创造中来。共同体验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即使最为简单的形式，比如公共论坛，企业也需要安排全职或兼职员工来跟进。为了更有效地创造价值，企业可能需要更为复杂和昂贵的投资。在奥迪的“拟真实验室”(Virtual Lab)计划中，公司邀请用户在拟真环境中共同开发新的多媒体单元（与宝马的iDrive系统竞争）。奥迪综合运用了视觉和听觉技术，如高分辨率影像和声音序列等，提供高拟真度的体验环境。通过这些技术，用户可以在设计过程中实时听到和看到设计方案的效果。

为有效将用户带入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公司还需要改进其内部流程和价值观，如分配全职或兼职的员工参与互动等，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也要积极参与。特别是公司需要改变“不在这里发明（not-invent-here）”的传统观念，不再将来自公司之外的创意视为“次品”。观念的改变更需要公司高层，包括CEO的积极支持。如果公司内部不能全力支持这一改变，来自共同创造的回报会被严重削弱。








结论




在当今时代，价值创造的基础已经改变，企业必须认识并融入这种改变。企业需要突破以往以企业为中心的观点，而转向以消费者和企业互动为基础的价值创造观。在新的观念下，消费者个体并不是企业产品的接受者，而是体验的核心。市场不再是企业将产品交付给消费者的场所，而是双方互动的价值创造之地。企业关注的重点必须从内部流程质量和效率，转向与消费者互动的质量上。

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体验经济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体验不再与独一无二的产品相关，可能实现相同的产品不同的体验——即企业提供标准的平台化产品，消费者则根据自身需求，对产品进行再生产，形成独特的体验。如苹果提供了标准的iPhone，但消费者可以通过其App Store中数十万的应用程序打造独一无二的手机。这种建立在统一平台上的无限可能性，将为体验经济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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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据普华永道的报告，2013年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国际并购脚步变得愈发谨慎，交易额和交易数量均大幅减缓。但在国内，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并购大潮刚刚开始：盘点2013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三巨头BAT在O2O、SoLoMo、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等概念下抢占移动端的“船票”之战，有媒体断言BAT的版图已基本瓜分完毕。

其实从2004年底，联想并购IBM笔记本部门开始，中国企业的并购冲动就没有衰减过。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戏剧性惨败给了中国公司狠狠地一掌。之后，失败的收购各有各的原因，比如，全球性经济波动（2007年底平安保险收购富通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浮亏157亿人民币、中投投资黑石30亿美元缩水一半）；对跨国政治法律风险估计不充分（中海油、华为的失败是美国政府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介入）；未能获得中国监管部门许可（通用收购悍马失败、光明食品退出收购健安喜GNC的谈判）；文化整合不力（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深陷罢工浪潮）；尽职调查不足（南汽集团收购了只剩下空壳的英国罗孚汽车）……

尽管并购成功的案例较少，但中国企业并未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并购这一企业发展利器：收购，或者说“拿钱砸”，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是不是一定要收购？其他的选择是什么？决定是否应该收购的因素是什么？

本期《HBR中文版》重新刊发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0年7/8月刊的《公司成长的烦恼：内增、外借还是并购》一文，并专访了作者之一劳伦斯·凯普伦，试图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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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长的烦恼：内增、外借还是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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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公司只依赖于一种成长方式——已是习以为常的典型做法。一部分公司依靠内部研发，有些公司专注于购买协议或擅长合资经营，另外一些则是并购的专家。







当公司未能获得预期的成长时，一般都拿战略执行出了问题当挡箭牌。但研究显示，获取资源的决策远比执行这一决策重要得多。依靠多种方式获取发展的公司比单纯靠合作方式发展的公司撑过下一个5年的几率高46%，比只会收购的公司高26%，比只依靠资助研发的公司高12%。如何选择正确的成长方式？只要问3个基本问题。







你具备与发展目标相一致的资源吗？
 如果现在就具备相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自行研发吧；如果不具备，求助外援。







你与提供资源方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你与合作方在资源价值上的共识程度越高，那么协议合作就会越有效，否则就要考虑合资和并购。







合作深入的深入程度？
 如果为了获取资源，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组织部门，考虑并购吧。






公司制定新战略首先要考虑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新资源和新能力。一半以上的失败战略是因为缺少人才和相应的能力（这占到67%）以及缺乏业务资源和相应的整合资源能力（占50%）。这两点肯定无法全靠内部培养的方式来获得，但这就意味着一定要并购吗？还是也要考虑购买其他公司的协议许可或成立合资公司？

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公司都只会“一招鲜”。过去10年间我们调研了162家通信公司，惊讶地发现只有1/3的公司会尝试以上提及的所有方式。一些公司全靠内部研发，其他公司则只习惯于协议合作或合资，当然还有一些已经把自己打造成并购专家。当我们问及这些公司为什么苦于无法获得资源或能力时，很少有管理者会意识到困局都是因为自己的那点“长处”。

我们发现，以5年业绩表现为考察周期，采用多种方式获得资源的公司要比只依靠合资方式的公司，存活率高出46%，比只依靠并购的公司高26%，比只依靠内部研发的公司高12%。如果公司的高管考虑了获取资源和能力的所有手段和方式，那么战略失败的概率只有1/5，但如果并没有通盘考虑所有可能性，失败的概率就高达54%。所以，“战略执行问题”只是搪塞的借口，失败的原因就是公司高管并没有想清楚公司发展的路径。

我们为那些欲获得成长资源和能力的公司的高管，提供了一张决策导图（参见
 图表《找到想要的，先要找到正确的寻找方法》
 ）。






 




找到想要的，先要找到正确的寻找方法




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到你想要的资源，达成你的战略目标。“改装”现有资源是最简单的办法，并购是最复杂的办法，需要双方的深度战略融合关系，否则不要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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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增、外借，还是并购？






三个标准解决选择困境：






现有资源的有效性、双方共识程度、合作的深度。





问题一：






你拥有与战略目标相关的资源吗？



内部研发肯定比整合外部资源更快且更有效，但前提是公司已有的资源与外部差距不大，或者你的公司已在特定的领域内占绝对优势。以色列的梯瓦制药公司（TEVA）是全世界最大的非专利药品制造公司。近些年，梯瓦已开始利用内部科研力量和外部长期合作的科学家生产专利类药品。印度的制药公司Neuland Laboratories利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基地拓展药材的生产，拓宽研究领域和扩建厂房。

但如果内部发展所需的新资源和新能力对现有核心业务造成威胁，迫使公司退出现有市场，那么内部发展无疑会受到支持原有文化、组织流程者的反对。这些反对者为维护既得利益，甚至会封锁新发展所需的资源。采访中，一位经理指出，很多通信公司的电话业务部门痛恨数据通信部门，这就使得“数据技术的投资和资源调配会因内部竞争而受到限制，发展缓慢”。

我们发现，公司采用全新的架构模式比在原组织系统内增加新部门的效果更好。

英国的医疗影像设备公司EMI曾计划自主研发新一代CT扫描仪，但此计划最终流产，原因是公司内部在资源调配、跨实验室的技术交换和市场人员配置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复盘此事，如果在公司原有组织架构之外找到并获得新技术，可能会有更好的结局。比如，EMI可以求助X光设备商Picker，Picker无法在市场份额上对EMI构成威胁，但具有很强的技术研发能力，或许Picker可以成为EMI的合作方或被收购方。

印度软件外包公司印孚瑟斯（Infosys）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当公司开始向医疗机构提供软件服务时，公司选择了在外部寻找资源，尽管这一服务所需要的技术研发与现有公司业务有颇多相近之处。公司认为医疗服务的软件咨询业务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支持。为了避免内耗，新成立的印孚瑟斯BPO子公司，与母公司通过技术协议的方式合作。

在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时，有些内部竞争是有益的，管理者应妥善利用内部竞争的动力。但一旦出现双方核心竞争力冲突的情况，立即隔离。一点忠告：内部矛盾并不是靠人力就可以避免的。

另外，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外部寻求资源并非一成不变。公司要动态地看待新业务的竞争地位，反复问自己同一问题：我们已经拥有新资源了吗？GE在进入CT扫描仪市场时，因为认为公司现有X光照相技术不足以为支撑公司的发展，所以GE先从该行业的早期进入者Disco那里购买了授权技术。但是GE并未放弃CT设备的内部研发，并最终开发出了成功的产品。







问题二：






你与合作者是否就资源价值达成共识？



如果内部研发的能力不足，合作协议将是不错的选择，这是从外部获取资源的最简单方式。比如，大型制药公司一般都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购买准入资格、获得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

但是，协议合作要求双方以坦诚透明的态度对待合作协议，如果双方对共享资源的价值在一开始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合作注定失败。如果一方不如另外一方对资源价值的了解深入，它就会因为担心被利用而不愿意签订协议；深知资源战略价值的一方也不愿出让。博世公司（Bosch）是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从事汽车技术、工业技术等产业。博世曾考虑从日本电装公司（Denso）获得空调技术，但日本电装公司深知此空调技术的核心价值，博世最终决定放弃协议合作。

协议合作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量化资源价值。著名的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前身之一瑞典的阿斯特拉制药有限公司（Astra）曾希望与美国的默克公司（Merck）签署一项简单的合作协议：将阿斯特拉的抗溃疡药物奥美拉唑（Prilosec）引入美国市场，默克公司只收取每单位1美元的药品许可费用。但它很快就发现，在美国出售药品必须经过临床试验，为新药打开一片全新的市场还需要一笔费用，两项支出折算为单价后远超过1美元。

如果资源的现值或未来价值不确定，双方就很难在条款上达成一致，也就很难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协调沟通的过程是费时费力的长跑，协议中涉及的问题可能会因公司自身能力的而被放大或缩小。一位经理向我们解释说：“如果你具备较强的数据能力，就不会问太多‘该怎么办’这样的低级问题。你的想法越多、思考越深入，花钱买‘不懂该怎么用’的风险就越小。”换言之，公司需要先具备一定的能力才能有效利用交换得来的技术资源。

如果你缺乏某些能力，那么就要考虑更为松散的合作方式，比如，跨公司的部门合作，或者成立独立的合资公司。完全独立于双方的管理体系可以防范合作方的投机行为。创建合资公司并不一定是完美的手段，但可以预留足够的权力真空地带，合作方都无法完全掌控合资公司。待到交换资源的价值逐渐清晰后，双方可以建立一整套机制协调资源交换。阿斯特拉和默克的商业合作最后就以合资公司的形式达成，完成了从知识产权到临床实践的全过程，探索了打入美国的肠胃炎药品零售市场的新模式。明确双方在财务上的投入及各自的权利义务，并设立独立团队反复协调和适应这一复杂的过程——以上合资公司的优势都是协议合作所不具备的。

合作方都派遣较少的人员和部门参与合资公司的商业合作，是合资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阿斯特拉-默克就是最好的例子。GE的航空航天部门同样提供了成功范本。该部门与法国的斯奈克玛（SNECMA）航空航天集团合资成立的CFM国际发动机公司，在业内保持着领先地位，它绝大多数的商业行为都独立于这两家公司之外，几乎没有与GE和斯奈克玛签署过任何跨地域的技术和市场合作协议。

这方面的失败案例来自法国雷诺公司和瑞典沃尔沃的合作，双方合作的范围太广：共同设立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整合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部力量。在生产了几款车型之后，发现合资公司内部矛盾重重。雷诺吸取了此次经验教训，在与日本尼桑公司的合作中只做战略主导方，但实质上相当于通过合资公司收购了尼桑。







问题三：






合作要多深入？



如果协议合作和合资公司都无法让你实现目标，或者为获得想要的资源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尤其是这一合作涉及战略性资产时，你最好的选择是直接收购。

为了获得治疗阳痿的药物西力士（Cialis）的活性成分，美国礼来制药公司决定买下它和ICOS一起创办的合资公司礼来-ICOS。因为礼来发现，该药品的进一步研发需要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才能保证合作的有效性，与其进行长期协调沟通，不如直接终止合资。

当然，并购是获得资源的极端手段，通常伴随着巨大的代价，甚至对并购双方都有毁灭性的风险。但是，较之合资和协议合作关系，对于想要获得资源的一方来说，并购的优势在于可以掌控和任意调配全部资源，创建稳定的发展平台。以强生为例，并购就是这家公司的一项长期战略，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发现可被收购的公司，将其整合进强生的业务链。从解热镇痛剂泰勒诺到药物涂层心脏支架，都是强生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和商业化的。

并购是获取资源的最后选择，因为收购和整合意味着后续要处理太多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事务。切记：过度依赖收购只会让你的整合能力越来越差，给公司发展带来风险。某些情况下，长痛式的合作也比收购要好很多。

把并购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的公司也一定要擅长拆分剥离不需要的资源，否则只会让公司不堪重负，强生和GE都深谙甩掉包袱、轻装上阵的道理。

其实不难发现为什么有的公司只会选择收购这一种方式，因为每种获取资源的方法都需要公司具备相应的能力，对公司文化和组织架构都有相应的要求，而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建立。尽管一技之长可以应付一时，但长远来看，只依赖一类方法，迟早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一旦落后于竞争对手，那么你就有可能从主动获取资源的一方变成被收购的对象。





（原文刊载于2010年7/8月刊）






 劳伦斯·凯普伦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合作方与所有方”专业Paul Desmarais首席教授、“并购和公司战略”高管培训项目主任。



威尔·米切尔是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国际管理专业J. Rex Fuqua教席教授，也是杜克大学“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中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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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只是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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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时日，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BAT资本运作频繁：百度收购91无线，腾讯入股京东……巨头们的逻辑很简单，通过资本运作来获取移动互联网的“船票”。

但资本运作或者说并购是否真的是这些巨头的惟一选择，更进一步考虑，企业的发展，是否必然要采取并购这一方式？

此次《HBR中文版》采访了《公司成长的烦恼：内增、外界还是并购》一文的作者，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劳伦斯·凯普伦。卡普伦认为，并购应该作为企业的最后选择。他还特别强调，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未来，“外借”也就是合资应该是主流的成长模式。







关键是思维方式




HBR中文版：
 《公司成长的烦恼：内增、外借还是并购》专注于执行之前的决策。你在文中提到“执行的借口”，为什么决策工具比执行力更重要？


凯普伦：
 公司在最开始就刻意忽视各种可能性和适合方式增长的选项，是因为每一家公司面对今天决策时都带着昨日的偏见。我们曾采访过一家欧洲通信公司的高管，这家公司长期拥有着雄厚的研发基础，坚信公司有机生长的能力。他说：“我们的工程师具备卓越的技术能力，公司内部坚信，要先考虑自行研发，给自己一次机会。所以选择其他获取资源能力时，我们要先推翻意识惯性的障碍，但公司的确需要培养外部合作和收购能力。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执行力，而是思维方式。”






HBR中文版：
 你在提到决定是不是要采用内部研发发展公司时反复强调资源的“相关性”，如何定义“相关性”？


凯普伦：
 从两个维度考虑，一、知识相关性，公司现有的技术产权等知识性的“软件”是否与目标资源相关；二、组织架构相关性，现有的管理系统是否有能力整合目标资源。

一般情况下，问题都出在组织架构上而非知识相关性。但如果是知识出了问题，一定是公司高估了内部现有资源与战略目标的相关性。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的通信公司开始升级为数字网络环境，最初尝试的几家公司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它们过于倚重以往虚拟网络的研发能力，最终不得不选择收购和合作的方式为自主研发做补充。另外，德国报业巨头斯普林格集团（Axel Springer）在从纸媒向数字媒体转型时，很快发现靠内部的力量无法实现，立刻改为收购德国的互联网公司AuFeminin.com。







并购是最后的选择




HBR中文版：
 一般情况下，高管都会把自主研发或收购作为公司发展的选择，你为什么花大量篇幅强调“借力”的概念？


凯普伦：
 高管都有很强的控制欲，不自觉地就会将并购视为捷径，但是70%以上的收购案例都以失败告终。灵活利用协议合同和合资这样的中间路线不仅比收购的风险小、成本低，而且还可获得向合作者学习的机会。但前提仍然是要先考虑公司的目标资源和战略规划，罗马尼亚的汽车制造商达契亚（Dacia）已与法国的雷诺公司通过协议方式合作了30余年，但并未能自主研发和生产一款汽车；而韩国的现代最开始也是与福特公司合作，但最终现代汽车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HBR中文版：
 你在文中提到，并购是最后的选择，为什么？很多公司把收购当作最容易的选择。


凯普伦：
 容易的选择？我们看到太多公开宣布的收购项目最终未能达成，这对公司品牌和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害。在未来并购中，你的潜在买家或卖家可能第一轮就不把你考虑在范围之内。坦率地讲，这也关乎国家竞争力，如果一场并购案的潜在买家包括中国公司、澳大利亚公司、法国公司，如果该国的某些公司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合作伙伴，那么交易的成功与否就不全取决于出价的高低。

另外，对中国公司来说，海外的人事、思维方式和文化才是最大的管理困难。思科进入中国的做法就值得借鉴。1994年，思科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后，在没有立刻大举进入中国，而是先选择与复旦大学成立网络技术研究院，培养相关人才。

再比如，法国的达能公司在进入美国的有机酸奶的细分市场时，先在2001年与Stonyfiled Farm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之后才收购了这家占美国市场份额首位的公司。所以，我提到并购是公司“最后的选择”，不只是思考顺序，也是战略操作顺序。有经验的公司会运用一整套决策工具，在并购之前选择协议合作、合资等方式试水即将进入的市场，在了解当地的文化、合作伙伴的情况之后，才有把握地收购当地公司。所以认为并购是很简单的事，只是一种错觉。






HBR中文版：
 你在文中一再强调并购后资产剥离的重要性，为什么？


凯普伦：
 打包买到的公司包含跨国人才、技术、能力、厂房等等，这里一定有你不想要的部分，任何公司都没有那么大的包容性，把以上一切都融合到公司里。如果公司不能第一时间察觉那些对公司有害的资源，公司可能会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直到被拖垮。孟山都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把积极收购当做公司的战略，公司的并购部门由50人组成。公司发现“只进不出”让公司的股价在短时间内走势良好，但最终无法整合的资源牺牲了公司的长期利益，公司的并购部门大举裁员，最后只剩3人。思科在90年代也曾收购了70多家公司，最后也不得不经历非常长的“消化期”，将公司重新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如果在更适合合资的情况下公司最终选择了收购，那么要付出金钱和组织架构上的双重成本，一旦背上复杂的系统整合问题，公司的士气、创造力和生产力都会下降。面对这种情况，还不如保留收购公司的独立性，给予充分的自主权，万达收购AMC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认为，万达一定会通过这次收购获得了影片引进等方面的优势，但并没有大举整合。

收购只是开始，不是结果。剥离、整合开始后，就迫使你不断分析情况的变化状态，再次考虑需要那些能力，或者可以通过协议合作、自主研发或合资等方式获得资源，来帮助整合并购后的资源。所以这4种方法，既是一个选择工具，也是一个不断循环的闭环。（参见
 图表《能力选择闭环》
 ）






 



能力选择闭环



（
 
返回阅读原文

 ）








合资是未来主流




HBR中文版：
 除了文中的强生和GE之外，你在新书《企业成长的动力：内增、外借还是并购》（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即将出版）中还提到了哪些混合使用4种发展方式的案例？


凯普伦：
 强生当然是将内部研发、外部合作、并购运用得最好的典范，尤其擅长将收购整合的业务重新洗牌吸收进公司已有系统中。另外，法国依视路公司，在矫正镜片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家公司把内部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战略，同时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合作，从外部寻找颠覆性技术，另外还与尼康合资成立了尼康-依视路公司，2013年还收购了中国的中档太阳眼镜厂商暴龙和陌森。






HBR中文版：
 同时运用多种方式，就没有风险吗？


凯普伦：
 风险在于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成长得过快，公司的资源会被摊薄，这会带来很大的执行问题，比如公司无法从新获得的资源中学习并形成新的竞争力。说到底任何一种方式都只是工具，不是公司战略。在公司没有想清楚自己的战略，或把决策工具当作战略，单纯强调并购交易的规模毫无意义。






HBR中文版：
 你提到达能，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纠纷是从商标协议到并购等几种合作方式的失败组合，你怎么看？


凯普伦：
 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国际公司与当地市场巨头之间的合作关系中，既包含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我们同样看到全球最大摩托车制造商Hero-Honda的两家合作伙伴——印度Hero集团和本田——也终止长达26年的合作协议（2010年，控制Hero集团的Munjal家族以14亿美元的价格回购本田持有的26%股份）。尽管对于达能与娃哈哈来说，这都是一次失败的合作，但是合资的这一合作形式仍然非常有效，而且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未来商业世界里，合资的重要性将远超并购。创新可能会来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从其他国家、其他公司获得学习的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学习会成为一个长期、持续的战略，能够一次性购买的资源反而不那么重要。






 李钊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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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谈判极其不易，请想象以下三种典型场景：

你应聘一家心仪的公司，已经进入第三轮面试，但是，另一家你更为中意的公司却在这时向你发出邀请。突然，第一家公司的人事经理直截了当地说：“如你所知，我们正在考虑多个人选。我们对你比较满意，希望你也愿意与我们一起共事。如果我们给你一份有竞争力的薪酬，你会接受吗？”

你获得一个喜欢的工作机会，但工资低于预期。你问未来的上司工资能否上调。她回答说：“我们通常不雇用像你这样背景的人，而且我们的企业文化也不同。这份工作能给你的不止是钱。你是在说，除非我们给你加薪，否则你不会接受，对吗？”

你已在这家公司愉快地工作3年，但一位猎头一直打电话给你，坚称你跳到其他公司能挣得更多。你不想跳槽，但期望得到公平的薪酬，所以想要求加薪。但公司预算紧张，此外，当员工试图以其他公司的薪酬为参照要求加薪时，老板的脸色通常不太好看。你怎么办？

上述每一种情况都各有难处，说明工作谈判的复杂性。在许多公司，通过股票、期权，以及与个人和小组业绩挂钩的奖金形式支付薪酬，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在MBA招聘中，当求职者接受工作时，更多公司采用“优先”录用（即要求候选人立即做出入职决定，否则工作机会将被收回）或按比例增减签约奖金的方式，加大薪酬比较的复杂度。随着高管流动性的提高，争夺类似职位的人们在背景、实力和过往薪酬上存在巨大差异，令雇主难以设定薪资标准或建立标准福利制度。

在某些行业，疲软的招聘需求让求职者几乎没有选择和讨价还价的余地，雇主会处于更有力的地位，求职者对薪资待遇毫无话语权。对失业者或当前工作不稳定的人而言，他们的议价能力更低。

但是，就业市场的复杂性为人们创造了机会，他们可以巧妙地协商雇佣条款和条件。毕竟在诸多可能性的情况下，谈判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研究和讲授这一主题的教授，我经常建议现在和之前的学生重视谈判的重要性。每一次谈判都有独特性，但一些战略、战术和原则可以让你的诸多难题迎刃而解。下文将列出15条准则，帮你应对谈判。

不要低估取悦他人的重要性。

这一条听起来简单，但至关重要：人们只有喜欢你，才会为你争取利益。在谈判中，你做的不讨喜之事越多，越不容易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待遇。这不仅关乎礼貌，还涉及如何应对谈判中难免出现的紧张局面，比如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又不显得贪心；指出工作机会的缺陷又不被认为是在斤斤计较；坚持自己的意见又不让人感觉胡搅蛮缠。参加谈判的人可以通过评估别人可能的反应（例如与朋友一起进行面试预演）来避免上述状况发生。








解释清楚为什么你的要求合理。




只让他们喜欢你还不够，你还要让他们相信你开出的价码物有所值。永远不要直接开价，记得要讲故事给他们听。不只是陈述愿望（例如加薪15%，或者让公司同意你每周在家工作一天）；要明确无误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的工资应该比其他雇员更高的理由，或你的孩子每周五提前放学回家）。如果你说不出加薪的正当理由，那么提出加薪请求可能并不明智。同样要记住的是，既讨人喜欢又要求高薪，这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以最佳方式与对方沟通，那么自称具有特殊价值听上去难免会有些傲慢。








明确告诉他们你会接受这份工作。




如果人们怀疑你最终还是会说：“不，谢谢”，他们就不会大费周折，申请给你提高工作待遇。谁愿意成为另一家公司的“备胎”？

如果你打算争取更好的福利待遇，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你真的希望为这家雇主工作。有时你说多家公司都希望你加盟，会令用人单位很想雇你。但如果你过于强调这点，他们就可能认为，既然你不会接受他们开出的工作邀请，为什么还要费劲给你申请加薪？如果你打算把所有的选择都摆到桌面，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应当权衡一下，告诉他们为什么或在什么条件下你乐意放弃其他选择，接受他们的工作邀请。








了解你的谈判对象。




公司不会和你谈判，你的谈判对象是人。要想影响坐在你对面的人，你要先了解她。她对什么感兴趣？关心什么？例如，与未来的老板谈判迥异于与人力资源代表谈判。你或许可以向后者详细询问工作细节，但不能用一些鸡毛蒜皮的要求来麻烦未来的上司。另一方面，人力资源人员可能要负责招聘10个人，因此不愿意打破常规，而你的老板可以从你加入公司这件事上直接受益，或许会愿意满足你的特殊要求。








了解谈判对象的局限性。




他们可能喜欢你，可能认为你该得到所要的一切，但仍无法给你。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面临一些在谈判中无法网开一面的刚性限制，比如工资上限。你的任务是要弄清楚在哪些问题上他们可以灵活处理，在哪些方面难以通过。例如，你正在与一家大公司谈判，他们同期要雇20名员工，就不太可能给你高于其他人的工资。但他们可能在上班日期、休假时间和签约奖金上灵活行事。但如果你正在与一家规模较小的公司谈判，此前在你这个职位上，他们从未雇过人，那么，就有余地对你的起始薪资或职务加以调整，但也仅止于此。你对这些限制了解得越透彻，越有可能提出建议，解决双方面临的难题，做到两全其美。








对棘手问题做好准备。




许多应聘者都被不希望面对的问题打倒：你还有没有其他工作选择？如果我们明天让你上班，你会同意吗？我们是你的首选公司吗？如果你没做准备，可能会狼狈不堪地蹦出搪塞之词，甚至更糟的是，说假话。我建议你在谈判中永远不要说谎，因为这么做经常适得其反，即使没有不良后果，那也是不道德的。

面临棘手问题时，另一个风险是你会过于讨好对方而难以讨价还价。重点在于你需要为面试做好准备，以便应对那些让你下意识防御、感到不自在，或暴露缺点的问题和话题。你的目标是如实回答，别看上去像一个毫无吸引力的求职者，也不要放弃太多议价能力。如果你能提前准备好一些疑难问题的回答，可能就不会错失机会。








注意提问意图，而不是问题本身。




尽管你有所准备，还是有人会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发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记住这条简单法则：重要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提问者的意图。通常，这类问题都具有挑战性，但提问者是善意的。

当一位雇主问你明天是否能马上上班，他可能只是想知道你是否真的对这份工作感到欣喜，而不是想将你逼入困境。招聘者问你是否接到其他工作机会，他的用意或许不是想知道你的其他选择，而只是想了解你在寻找什么类型的职位，这家公司是否有机会聘用你。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问题，不要往坏的方面揣测。相反，设法针对提问者的发问意图作答，或要求面试人员明确说出他心存的疑惑。如果你的回答正好是他想要的答案，或让他知道你愿意解答他的一切疑问，那么你们双方都会感觉更好。








全盘考虑。




可悲的是，许多人将“工作机会谈判”和“工资谈判”混为一谈。但是，你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大多来自其他因素，相对于工资而言，它们更易于通过谈判实现。不要只盯着薪酬。你要专注于交易的整体价值：所承担的职责、职位、出行、工作时间的灵活性、成长和晋升机会、津贴以及是否支持继续教育等。不要只想着你愿意得到的回报方式，还要考虑获得回报的时间。你或许会决定参加一门课程，虽然现在得到的回报有限，但将来会让你晋升至更好的职位。








同时提出多个问题，而不是连续发问。




如果有人提供给你一份工作，而且你对这份工作的某些部分很在意，通常情况下，一次性抛出所有问题的效果会比较好。不要说：“工资有点低，能提高点吗？”在她解决这个问题后，你又说：“谢谢。现在还有另外两件事，我想……”如果你起初只问一件事，她可能认为只要把此事解决，你就会接受这份工作（或至少做出决定）。如果你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她可能就无法一直保持大度或持理解态度。

此外，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要求，不要只是简单地说出你想要的每一样东西，要表示出它们对你而言很重要。否则，她可能会挑你在意度最小的两件事，轻松帮你解决，进而认为已经满足了你一半的要求。于是，你得到的工作机会并没有变得更诱人，而谈判对手却认为他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不为了谈判而谈判。




不要向别人证明你是一个谈判高手，要抑制这种冲动。那些上过谈判课的MBA学生常存在这种问题：在得到第一次面试机会时，就跟未来的雇主疯狂讨价还价。我的建议是：如果某样东西对你很重要，绝对要谈判，但不要对每件小事锱铢必较。为蝇头小利拼得你死我活会适得其反，也会在你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限制你与公司协商的余地。








在接受工作邀请的时机上要慎重。




刚开始找工作时，为了获得安全感，你往往希望至少先确定一份工作。对刚毕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身边每个人都去面试，一些人会庆祝自己率先找到工作。讽刺的是，一开始得到的工作机会可能问题不少：一旦一家公司确定了人选，他们都希望尽快得到求职人的答复。

如果你要考虑多个就业机会，最好能让所有工作机会短时间内同时到来。所以，为了让所有选择同时摆在你面前，不必害怕延长与某位潜在雇主的沟通时间，或者加快与另一位雇主的接触。这也是一种平衡手段：如果你拖延太久或催促太甚，公司都有可能对你失去兴趣，转而雇用别人。但也有微妙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例如，如果你想拖延一份工作机会，可以要求稍后进行第二轮或第三轮面试。








避免、忽略或淡化任何形式的最后通牒。




人们不喜欢被告知“做这个，否则后果自负”，所以要避免下最后通牒。有时候我们会不经意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展现实力，或我们感到沮丧，但用错表达方式。你的谈判对手可能会做同样的事。

我个人的方法是，在收到最后通牒时干脆视而不见，因为在某些时候，发出最后通牒的人可能会认识到，这样做会把事情搞砸，想把它收回去。如果此事从未被讨论过，他更易于做到这一点，而且不丢面子。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绝对做不到。”不要纠缠于此，或是让她不断重复这话。相反你可以说：“我知道，以目前的情况看，这可能有点困难。也许我们可以谈谈X、Y和Z。”假装最后通牒从未发出，不要让她纠结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她是认真的，过段时间，她会对此做出解释。








记住，没人刻意和你过不去。




艰难的工资谈判或长时间拖延，不告知是否录用你，可能会让你感觉招聘方在故意刁难。如果你在面试过程中走得足够远，这代表用人单位喜欢你，并想继续器重你。工资谈判在个别问题上陷入胶着，可能只是表明你对一些限制条款并不完全理解。迟迟得不到工作录用通知可能只是意味着，你不是招聘经理惟一关注的对象。

保持联系，但要有耐心。即使你无法耐心等待，也不要带着沮丧或愤怒情绪打电话询问。不妨先跟他们确认一下时间安排，看看是否有什么事可以做，让一切朝期望的方向发展。








不要离开谈判桌。




请记住：今天没谈拢的事或许明天可以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和限制都会发生改变。当有人说“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今天我对此的看法是否定的。”一个月后，同样的人也许能做些此前他不能做的事，比如延长合同期限或给你加薪。

假设一位未来的老板拒绝你周五在家工作的请求，也许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弹性。但也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他足够的信任，让他无法轻易应允。半年后，你可能会有更好的理由，说服他允许你在家办公。要乐意继续交谈，并鼓励他人重新思考未言明或未解决的问题。








保持大局观。




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使你可以像一位专业人士那样进行谈判，但如果选错了公司，你一样会铩羽而归。让你拥有满足感的是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不是如何在谈判中取胜。经验和研究表明，就满意度而言，相对于一份丰厚的工作待遇，你选择从事的行业和职位、你的职业生涯轨迹，以及日常工作氛围对你的影响要重要得多。上述准则应该能帮你有效地进行谈判，并得到应得的工作。但这些准则只有在深思熟虑、全盘考虑的求职过程中才会发挥作用，以确保你得偿所愿。






 迪帕克·马哈拉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谈判、组织和市场领域艾礼·戈德斯坦教席教授。他的Twitter账号是@ Prof_Malhot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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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银行”该不该贷款给军火商




克里斯托弗·马奎斯（Christopher Marquis）　胡安·阿尔曼多斯（Juan Almandoz） | 文



牛文静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旨在推动环保事业的“伦理银行”最近收到两笔贷款申请：一笔来自枪支制造商，一笔来自可能会污染水源的页岩气开发商。银行需要靠发放大额贷款营利，但部分董事认为，上述贷款有违公司使命。银行总裁陷入两难。








杰


 伊·麦古恩是一家关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伦理银行”（此类银行关注其投资和贷款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又称社会银行或可持续发展银行——译者注）创始人兼总裁。杰伊意识到他和董事会需要尽快根据公司的“价值观”，制定一套指导方针来筛选贷款。但由于开业心切，他便将此事搁置。近日，银行收到两个有争议的贷款请求：一家公司涉及水力压裂问题（水力压裂法用于开采页岩气，有污染水源、引发地震的潜在威胁——译者注），另一家则是枪支制造商。

杰伊担心，在没有伦理准则的情况下，已经发生分歧的董事们会在此事上陷入口舌之争，引发辞职及负面报道，并让投资者失去信心。







绿色愿景



对杰伊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现年50岁的他已有数年创业经验。他曾在美国马里兰州创立了一家拥有6家分行和4亿美元资产的银行，并在转手后大赚一笔。

就在杰伊物色下一个目标时，恰巧看了一部反映气候变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当晚，杰伊辗转反侧，决定将自己对环境的拳拳之心、对家乡科罗拉多的爱，以及经年累积的银行业知识结合起来干点有意义的事。落基山绿色银行应运而生，目标是助推环保事业。

杰伊在科罗拉多州科泉市安顿下来，并找齐了银行董事会成员：四位成功的企业家、一位律师、一位前市长、一位马里兰银行的前高管、一位做医生的中学同学兼打猎猎友。还有一位是杰伊偶尔去的一个福音派大教会的领袖，他也是热心的环保主义者。

为了将公司使命具象化，董事会聘请了一位著名建筑师，将银行总部设计成一个展示环保理念的建筑：标准的太阳能窗户，一组风力发电机，还有将雨水和融化的雪水导入地下蓄水池的蝶式屋顶。

杰伊被媒体塑造成一位衣锦还乡的环保骑士，关于杰伊和银行绿色办公楼的报道吸引了当地的存款者和小额贷款者，他们越来越不信赖大型国有银行和跨国银行。

落基山绿色银行的存款虽然在稳步增长，但银行需要为实力雄厚的企业提供大额贷款才能实现盈利。迄今为止，银行还没有贷出过大额贷款。而且，“依据价值观进行贷款”，做比说要难得多。董事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在讨论是否建立员工健身房时，冲突初现端倪，杰伊并没料到这会成为问题。

“拜托！”奈莎·韦尔曼边摇头边说，“难道你还打算专门雇一个私人健身教练不成？”

杰伊说：“是的，每周工作两个下午。”

奈莎翻了个白眼：“从什么时候开始，健身房、私人教练和环保扯上关系了？”

奈莎热爱飞蝇钓鱼，还获过抱石比赛的冠军。她自诩为务实的环保主义者，不喜欢管理过度的“保姆型国家”。她曾是自由党竞选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在某位国会议员候选人与支持者见面的一次活动中，前者遭到枪手伏击。当时，奈莎就在现场。

奈莎为一位受伤的女孩做了心肺复苏，遗憾的是最终没能挽救她的生命。抢救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不过她一直拒谈此事。其他两位董事会成员在健身房问题上与她意见一致，杰伊被迫缩减此类计划。







风波不断



银行收到的第一个有争议的贷款申请就是奈莎引荐的，她和某位科罗拉多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详谈了如何开发水力压裂中使用的水泵系统，并将业务拓展到该行业不可或缺的高分子聚合物、感光乳剂以及表面活性剂上。工程公司高管说，这些物质的毒性比既有的要小很多。尽管对水力压裂有所顾忌，奈莎还是将他引荐给落基山绿色银行。

董事们在获悉此事后产生分歧：一派认为开采页岩气将带来经济效益，并能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派则坚信风险大于收益。科罗拉多州东部丹佛盆地下蕴藏着3亿年的沉积岩，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矿藏之一。当地很多工程公司在不断探索钻井、注水和废物处理方面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朝阳产业，但专家们也一直呼吁人们警惕地下水污染和地壳不稳定。

“咱们别为还没提交的贷款申请争吵不休好吗？”杰伊试着息事宁人，“但和这类企业打交道时我们需要做好准备，要先来讨论一下如何在贷款业务上体现公司使命。”杰伊承诺他会研究其他伦理机构基于价值观做决策的原则，并单独向每位董事征求意见，然后再提交方案供大家讨论。

第二天，杰伊拜访了最相熟的董事弗莱德·基勒，他是一位消化科医生。“我觉得应该防患于未然，”他告诉杰伊，“原则是为了指导公司的行动。它不需要完全切实可行，只要部分可行就行。”在公共场合禁烟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基勒说：“二手烟的危害被证明之前，很多地方已经开始禁烟。”

杰伊接下来又去拜访了克莱德·达尔伯格牧师，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些不同的看法。让杰伊深感意外的是，克莱德主张完全用证据说话：“画两栏，一栏列出不利方面的影响，一栏列出有利的，”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找出可以量化效果的方法，然后做一下简单的算术。”就在和克莱德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杰伊收到了一封来自银行首席信贷官的邮件。

“哇！300万美元。”杰伊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克莱德问。杰伊觉得自己嘴太快了。邮件来自一家叫Field Force的本地公司，它发来正式的贷款申请。该公司为了扩张业务，已经和杰伊私下谈过想要贷款数百万美元一事。

从很多方面看，这笔贷款都正好是银行需要的类型：Field Force表现稳定，不断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是良好的企业公民。

“这是一家枪支制造商？”克莱德吓坏了。

“军事项目承包商。”杰伊说。

“枪支制造商，”克莱德重复道，“在科罗拉多州吗？在接连发生科伦拜、奥罗拉、阿拉帕霍校园枪击案后，为它提供贷款？我劝你在董事会作决定前最好别轻举妄动。如果我是你，就把这件事放到下周会议上讨论。”







转换话题



杰伊并不像其他董事会成员那样反感枪支，他认为武器和环保主义毫不相干。但克莱德说的对，有必要将其交给董事会讨论。所以他将Field Force的申请告知董事们，并制定了会议应对策略。

“正如你们所知，”他几天后在会上对董事说，“我当初进入这个行业，是出于对环保的热爱，相信你们也抱着同样的初衷。”众人点头。

“但是，”杰伊继续说，“监管部门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先赚钱后公益。为了获得银行执照，我们必须证明公司使命不会成为拖累，不会对银行运营造成负担和限制。我以前说过，只做环保类贷款当然很理想，但我们做不到，不出一个月银行就会破产。

“有时我也会有受挫感，”杰伊补充道，“毕竟，当初我进入这个行业并不是想再开一家银行而已，但我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这是为了达到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

马里兰银行的前雇员马克·莱尔曼列举了很多事实及数据支持杰伊的观点。数据显示，“绿色”贷款，也就是贷给具有环保认证的建筑公司和咨询公司，以及景观设计公司、农场、幼儿园、有机食物公司及太阳能公司的款项，仅占银行总贷款的7%；而被银行使命感召来的个人储户和绿色企业的存款仅占1.8%。

杰伊说：“我们对可持续发展最大的影响可能并非来自贷款，而是来自媒体对我们使命的报道。通过成为一家‘成功的’绿色银行，我们的作用是为更多资本流向环保事业开辟道路。我上周说过，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决策原则，这样就不会在每次处理处于道德灰色地带的贷款时，一再讨论可行性。我和弗莱德以及克莱德经过探讨，已经有了初步进展——”

克莱德打断他说：“恕我直言，杰伊，我们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申请摆在面前，那就是来自Field Force的申请。”

克莱德显然已经说服一些董事共同起草了一份声明，明确拒绝来自枪支制造商的生意。

克莱德大声念道：“第一点：出于经济考虑……”这份声明将枪支制造商和烟草公司作对比，提出公众对暴力的担心将与日俱增，枪支制造企业的股票市值会因此快速下滑。声明提及博龙资产管理公司，称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歹徒使用的枪支，正是这家公司投资的武器制造商生产的。迫于压力，博龙最终允许部分投资者撤资。

杰伊被激怒了：“军队需要武器装备，只要五角大楼有需求，Field Force的股票就会坚挺！”

克莱德放下声明直视杰伊。“落基山绿色银行应该建立在道德原则上，”他说，“如果没有道德原则，还谈什么‘绿色’？这也是我们加入‘全球以价值为基础的银行联盟’的原因。如果我没记错，咱们加入的可不是‘全球以选择性价值为基础的银行联盟’。如果贷款给枪支制造商，其他联盟成员会怎么看我们？”

“你说我们的主要影响力来自媒体报道，”克莱德继续说，“那么如果我们贷款给Field Force，媒体会怎么说？这绝对比获得绿色建筑认证的办公楼要‘给力’。贷款给枪支制造商就等于宣布我们根本没原则，所谓‘绿色’只是个营销噱头。如果那样的话，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董事会。”

另一位董事卢卡斯·霍恩插话进来，他曾创建环保型干洗连锁店。“拜托现实点吧，”他对克莱德说，“我们是一家绿色银行，别和政治扯上关系好吗？向军方出售武器不仅合法，而且值得称赞。况且，咱们需要这笔生意。”

“生产并销售妥当使用的武器没什么不道德的，”杰伊补充道，“我自己也有枪，弗莱德也有。”

杰伊看了看奈莎，试图寻求支持。奈莎凝视了他一会儿说：“杰西卡·贝尔福德丧生于一颗来自FF286的轻量型子弹。”杰伊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杰西卡是商场里的那个小女孩，FF286是Field Force生产的武器。

“他们是卖给军方没错，”奈莎说，“但你也能从枪展会中买到FF286，这是Field Force最赚钱的产品之一。我们银行的使命是可持续发展。如果军用武器可以被用来残杀小孩，社会怎么可持续？和这样的公司做生意，我们良心何安？”

“明摆着的，”克莱德说，“杰伊说我们需要指导决策的方针。我绝对支持权衡利弊。在讨论是否批准页岩气开采公司的贷款时，这么做没问题。但谈到枪，就一个原则。”他转向弗莱德·基勒，“就像医生誓约一样，首要原则是不伤害。或者这么说吧：别作恶。”

弗莱德本来主张哪怕贷款没有造成伤害的可能，也应该拒绝。但现在他左右为难。弗莱德酷爱收藏枪支，这点杰伊也知道。弗莱德想了想问道：“究竟什么是‘伤害’？什么又是‘恶事’？”






 《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基于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第一绿色银行：让沙漠变绿洲”（
 
First Green Bank: Bringing Bloom to Desert Landscapes

 ），作者为克里斯托弗·马奎斯和胡安·阿尔曼多斯。阅读该文可登陆
 
HBR.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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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广义价值观




肯·拉罗是第一绿色银行董事长兼CEO。








放弃一些领域是合理的，这正是伦理银行的要义所在。






枪


 支泛滥的确不属于环境问题。但是这家银行加入了“全球以价值为基础的银行联盟”，并将自己定位为“伦理银行”，落基山绿色银行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绿色”议题上。

贷款给Field Force的确会让人觉得银行的定位是营销噱头。银行应该坚守更广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同意此类贷款。这也是我们在第一绿色银行所践行的原则。尽管我们重点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但我们对外声明的使命涉及更广义的范畴——“社会责任”。这让我们的贷款决定变得困难重重。

在第一次遭遇枪支问题时，我们也挣扎过。（这个虚构案例大体参照了我们的故事）。当时向我们提出贷款申请的公司也是一家枪支制造商，和Field Force一样运营良好、财力雄厚，直到现在也是。我们的高级贷款委员会中，有一半人认为这笔贷款拥有极好的前景，应该通过。包括我在内的另一半人则认为，从伦理角度考虑，这家公司生产的半自动武器和弹药会让人反感。最后，另一家银行靠更低的利率抢走了这单生意，也让我们如释重负。

在银行起步阶段，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随着银行的壮大，杰伊主张建立的一套可供参考的指导原则会逐渐体现出真正价值。比如，我们明确说明不会为自然资源开采企业或枪支制造商提供贷款。有时，这对我们的盈利状况并无太大影响；但在另一些情况下，绝对会造成经济损失。

第一绿色银行的总部在佛罗里达，这里采矿业发达，还有一条新的页岩气管道在等待开发。但是，放弃一些领域是合理的，这正是伦理银行的要义所在。我们的使命是为环境、同胞、社区以及股东做正确的事情，这是首要原则。但我们也明白，指导原则也需变通，如果某家公司只生产用于飞靶射击的高端猎枪，银行也许会考虑为其提供贷款。

关于房地产业的争议也颇为严重。随着佛罗里达州中部市场热度攀升，可以预见的是，传统野蛮的开发方式将会损害这里脆弱的生态系统，并导致城市的无序扩张。我们预计届时会有很多贷款申请涌现。如果我们一概拒绝，就等于将一大笔稳定收益拒之门外，其他银行则会抓住机会。

我们希望能帮助那些愿意让项目更环保的开发者，帮他们找到合适的建筑公司，教会他们使用太阳能和其他可持续发展技术，影响他们对未来的思考。

落基山绿色银行会考虑接受那些在可持续发展和其他伦理议题上，思想开明、愿意接受指导和帮助的公司。但如果申请贷款的公司固执己见，那么拒绝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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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不足是关键




约翰·李普罗格尔是“第七代”公司总裁兼CEO。








日积月累，银行在道德议题上的模糊立场将影响到它和客户的关系。






如


 何回应Field Force的贷款请求，答案很明显。杰伊·麦古恩基于伦理原则，建立了落基山绿色银行，并加入了“全球以价值为基础的银行联盟”。他的目标很清晰，要让银行成为社会积极进取的一股力量。基于此，在是否为武器制造商提供贷款的问题上，他根本不该纠结。但他却陷入困局，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二。

第一，作为领导者，杰伊·麦古恩有短板。由于急于让银行步入正轨，他漏掉关键一步：未能清晰定义公司目标。他没有明确公司愿景和原则。任何公司都需要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但他的公司没有。

杰伊在和其他董事的互动中，领导力明显不足。他向双方征求意见，试图在对立的两派中找到解决之道，这不是领导所为。而且他自缚于监管部门的要求。法律规定落基山绿色银行首先是营利机构，然后才是绿色银行，这并不意味着杰伊必须在利益和人民之间选择利益。一旦他开始这么做，就会发现自己能将所有决策合理化，而这会毁掉银行的核心目标。与其这样，他还不如建立一家“B公司”：此类机构关注社会和环境绩效、责任、透明度以及盈利情况。包括科罗拉多在内的一些州已经通过法律，允许成立类似公司。

第二，杰伊的董事会有问题。董事们在道德议题上存在分歧。这对看重价值观的机构来说是很大的障碍。董事会本应成为公司的北极星，从短期需求中脱离出来，为公司战略提供统一的指导意见。

所以下一步，杰伊首先应明确公司的目标和原则，然后重启董事会。我认为，目标和原则越清晰越好。这样的公司不易身陷困境。1982年泰勒诺药物中毒危机中，强生公司的表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强生当时明确表示，要将客户的需求和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代价召回全部产品。这一决定保护了公司的声誉、品牌和生意。

杰伊可以通过目标和原则重塑董事会。半数董事须走人，他需要设立筛选标准来选择新董事，找真正理解他意图的猎头帮忙。这次杰伊不能依赖朋友和熟人，不能用这种方式建立专业的董事会。

从长远来看，缺乏清晰的原则会损害落基山绿色银行。我们生活在一个透明化的世界里，顾客会查看您公司的原则和价值观，然后掏钱决定支持谁。日积月累，银行在道德议题上的模糊立场将影响到它和客户的关系。杰伊的理想将付诸东流，他的银行也将与初衷渐行渐远。











你会怎么做？





Republic Finance公司CEO




盖瑞·菲利普 Gary Phillips


落基山绿色银行应尽力完成股东想做的事。“伦理”是旁观者的评判标准，因此那些潜在客户符合使命与否并无标准答案。对银行而言，最难的是找到股东想要的。












信用社董事




贾斯汀·埃文登 Justin Evenden


仅在符合伦理的行业运作，银行应该也能成功。银行可以为很多符合绿色愿景的行业提供贷款。专注有限的几个行业会增加信用风险，但只要管理和监督得当，风险是可控的。












软件工程师




肯尼斯·米切尔 Kenneth Mitchell


落基山绿色银行应该接受军火制造商的贷款申请。对科罗拉多这家伦理银行来说，真正的难题是，是否该接受来自毒贩的存款并为其提供服务。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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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Synthesis







别做职场“万人嫌”





在办公室，






恰如其分的举止能使你得体地与他人打交道。




埃米·伯恩斯坦（Amy Bernstein）| 文



康欣叶 | 译　刘铮筝 | 校　万艳 | 编辑






















“当你决意进军商界时，需要学会伪装自己。这叫拥有职业身份。”——朱迪丝·马丁和尼古拉·艾弗·马丁，《“礼仪小姐”教你商务礼仪》







谁

 都免不了出错，不是没有及时回邮件，就是不小心飙出一句脏话。但这些错误可能无伤大雅，对吗？在言行举止上，我们真的需要做到尽善尽美吗？不客气地说，我们确实需要如此。

如今，办公室被划分成小隔间，人们利用电子设备随时保持联系，生活与工作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规范礼仪。礼仪就是一系列行为规范，让我们相对轻松地工作与生活，指导我们如何培养良好关系，减少不愉快的社交摩擦，帮助我们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佩姬·波斯特（Peggy Post）和彼得·波斯特（Peter Post）重新编写了其祖辈埃米莉·波斯特（Emily Post）的经典著作——《商务礼仪指南》（The Etiquette Advantage in Business
 ）。他们认为：“在许多工作场合中，举止得体不仅能令你表现得更友善和自信，使人们更乐于与你共事，还能提供给你许多重要工具，帮你和你的公司达成目标”。

在与儿子尼古拉·艾弗·马丁（Nicholas Ivor Martin）合著的新书《“礼仪小姐”教你商务礼仪》（Miss Manners Minds Your Business
 ）中，朱迪丝·马丁（Judith Martin）也直言不讳：“职场中的多元文化错综复杂，我们每天都在躲避礼节雷区。无论是因为大家放弃了过去的繁文缛节，还是忽视了传统的商务礼仪，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容易得罪人。”

社会习俗在飞速改变，家庭与办公室的界线愈发模糊，即使最精通礼数的人也时常感到困惑。因此，礼仪指南这类题材经久不衰，比如中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1530年曾为男孩写过一本礼节指南的书，其中包括不乱动、不挠痒等细节。“礼仪小姐”和波斯特家族等礼仪专家持续受到信任和追捧。《石板》（Slate
 ）杂志“亲爱的普鲁登斯（Dear Prudence）”以及《金融时报》“亲爱的露西（Dear Lucy）”等专栏也层出不穷。

在当今办公环境中，恼人琐事依旧屡见不鲜。比如，你的邻座打开一份怪味四溢的便当，你的同事对着手机怒吼……你该如何应对这些情况？职场规则不断改变，难道这意味着基本的礼仪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

其实不然。波斯特家族在书中这样总结：“良好的商务礼仪并非是一套亘古不变的‘规矩’。事实上，多数人所说的商务礼仪只不过是一些常识，比如要考虑周到、尊重他人，并在商务场合中以诚待人。”马丁母子的书则帮我们区分了礼貌和礼节：“礼貌是举止得体的原则，礼节则是在特定场合中需要恪守的规则”。因此，礼貌待人这项原则并不会改变，但是礼节会不断演变。懂得这一点，你就不难区分二者。

读了这两本书，你会明白，批评老板的着装并不明智，在开放空间内也不该使用扬声器；你也会知道，该如何妥当地提醒你旁边隔间的同事，讲电话声音不要太大。

书中也有一些令人惊讶的观点。根据“礼仪小姐”的说法，“上厕所的时候打工作电话虽然有些不妥，但并不违背商务礼仪”。如果你再进入电话语音提示的梦魇里，也不必在骂出脏话时感到愧疚，因为据一位本性温和的读者称，他这么做了以后被立刻转到人工服务。上述做法虽然没有得到“礼仪小姐”首肯，但对大家来说确实有效！波斯特家族的书覆盖面很广，与另一本相比更加实用，它涉及“如何写简历”等具体问题，“礼仪小姐”则对此着墨甚少。波斯特家族还专门探讨了求职礼仪，并指导你在同事生大病、流产或离婚等敏感时期应如何聊天。

如果你像我一样，把礼仪指南当成社会学科，你会更青睐“礼仪小姐”诙谐甚至有些随性的指导。我举个有趣的例子。“原本和我同公司的男友最近被解雇了，”一位倒霉读者来信说，“我们公司的野餐会在即，我想邀请他一起来，但我怕这种做法会引起尴尬，有何建议？”“礼仪小姐”回道：“饶了他吧。”马丁与波斯特的作品都尽量避免弄巧成拙。例如，“礼仪小姐”会替那些饱受诟病的自动语音电话辩护：“语音电话虽然烦人，但未必没用，至少它很有礼貌。”

毋庸置疑，业界不乏各种“礼仪专家”，尽管有时他们的权威性值得怀疑。比如，《福布斯》近期的一篇专栏就令我产生质疑。该文章认定在电梯里查电子邮件是不当行为，但理由何在？“礼仪小姐”提醒我们，商务礼仪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个人形象，并对他人表示尊重；在不侵犯他人隐私的同时展现个人风度；平衡竞争与合作关系；承担责任又不乏灵活性；既彬彬有礼又言行谨慎；把诚实与圆滑巧妙结合起来”。礼仪指导我们如何得体地与人打交道；把我们从办公室的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甚至功利点儿说，帮助我们在不惹怒他人的前提下达成目标。最重要的是，礼仪让我们能重新界定文明规范，并理性行事。











	

 
《商务礼仪指南》（第二版）




佩姬·波斯特和彼得·波斯特



出版社：
 William Morrow



出版时间：
 2005年



















	

 
《“礼仪小姐”教你商务礼仪》




朱迪丝·马丁和尼古拉·艾弗·马丁



出版社：
 W.W. Norton and Company



出版时间：
 2013年












 埃米·伯恩斯坦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主编。




英文摘要
 
Executive Summaries

 April 2014







SPOTLIGHT








ON PRACTICAL SUSTAINABILITY





   Few now doubt the impact that climate change will have on business—but many companies haven’t considered it from a strategic rather than an opera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ckage includes guidance on doing so and tools for implementation.










SUSTAINABILITY








Resilience in a Hotter World





Andrew Winston






As the planet warms, storms and floods are becoming wilder— killing thousands, disrupting supply chains and power grids, and caus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damage. Meanwhile, supplies of all kinds of resources are dwindling, and demand is rising. These two megachallenges—extreme weather and resource scarcity—could have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corporate profits and global prosperity, warns Winston. To manage these threats, companies must do what he calls “the big pivot.”

The big pivot represents a radical change in strategy, operations, and mind-set. Instead of focusing first on short-term earnings and treat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s niche issues, firms must prioritize tackling the world’s big problems and use the tools of capitalism to do so profitably. That means taking new approaches to vision, valuation, and collaboration: Companies must set long term goals based on science and pursue innovations that seem heretical (dyes that don’t need water, say, or services that replace products).

They’ll need new ROI tools that factor in unpriced costs and benefits. And they’ll have to work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competitors, to reduce resource dependency (for instance, sharing methods for reducing energy use). By making these moves, firms will increase their resilience to volatile resource prices, electrical outages, and shifts in customer needs. They will improve business performance while advancing the common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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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Sustainability a CFO Can Love





Kurt Kuehn with Lynnette McIntire






As the CFO of UPS—and a founding member of its sustainability steering committee—Kuehn wrestled with the question of where and how to most effectively direct the company’s resources. The approach he developed is rooted in two beliefs: Companie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every investment a company makes should return value to the business. These beliefs don’t have to be at odds, he writes, although they often mean that sustainability programs must be subjected to alternative financial evaluation models. In fact, the programs with the most impact not only align with companies’ strategies but move in tandem with their activities.

UPS’s breakthrough came when it recognized that efficiency would be greatest in any initiative wheremomentum existed and where thecompany was positioned to makea pivotal or tippingpoint difference. To guide its sustainability choices and investments, UPS has implemented a clear process of (1) assessing its strengths; (2) choosing its spots; (3) finding momentum; (4) building productive partnerships; and (5) convening other sources of strength. This approach avoids missteps such as executive pet projects and directing the volunteerism of employees to tasks at which they are not actually good. Kuehn draws lessons from UPS’s own experience and from that of others, including Campbell Soup, Pfizer, and Marks & Spencer.





HBR Reprint R1404D










COLLABORATION








The Collaboration Imperative





Ram Nidumolu, Jib Ellison, John Whalen, and Erin Billman






Addressing global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depletion, and ecosystem loss—is beyond the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of even the largest companies. To tackle these threats, and unleash new value, compan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must collaborate in new ways that treat fragile and complex ecosystems as a whol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draw on cases including the Latin American Water Funds Partnership, the 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 (led by Nike, Patagonia, and Walmart), and Action to Accelerate Recycling (a partnership between Alcoa, consumer packaged goods compan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mong others) to describe four new collaboration models that create shared value and addres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ross the value stream.

Optimal collaborations focus on improving either business processes or outcomes. They start with a small group of key organizations, bring in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tise, link self-interest to shared interest, encourage productive competition, create quick wins, and, above all, build and maintai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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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Idea







ORGANIZATION & CULTURE








Making Business Personal





Robert Kegan, Lisa Lahey, Andy Fleming, and Matthew Miller













Most people expend a lot of energy at work attempting to hide their inadequacies from colleague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single biggest cause of wasted resources in nearly every company today. When they went in search of firms where people see their mistakes not as vulnerabilities but as prime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they found only a handful. Two stood out: Bridgewater Associates, an East Coast investment firm, and the Decurion Corporation, a West Coast real estate manager, cinema operator, and senior living center owner. Both are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every one of their people by weaving personal growth into daily work—and both are highly successful businesses.

The authors spent hundreds of hours observing their practices and interviewing employees at all levels. What they saw was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in meetings, in one on one sessions,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everyday work, to get at the root causes of problems and devise more productive ways of doing things. Many companies conduct root cause analysis but stop short of crossinginto an employee’s interior world, where somany problems begin—in, for example, atendency to avoid confrontation, to act before thinking things through, to be overly aggressive if one’s ideas are criticized, and other counterproductive thinking and behavior. At Decurion and Bridgewater, everyone from the CEOs on down to the teenage ushers works on identifying and overcoming these patterns as part of doing the job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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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LEADERSHIP








The CEO of Automattic on Holding “Auditions” to Build a Strong Team





Matt Mullenweg













Mullenweg founded Automattic, the company behind WordPress, in 2005, and began hiring in the traditional way: using résumé screening, reference checks, and interviews. He focused on the experience candidates had and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what other start-ups they’d worked for. He and his colleagues invested a lot of energy in the process and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being as rigorous as they could.

But when some hires didn’t work out, they began to examine their approach in light of Automattic’s unconventional philosophy: Work where you want and when you want; you’ll be measured by outputs, not by time spent at a desk in an office. They realized that being well-spoken or charming in an interview often had little bearing on how a candidate would perform the job in question. So they introduced tryouts. After an initial screening, promising candidates are required to work with the company for three to eight weeks (with pay), performing real task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jobs they’re applying for, and working alongside the people who will be their colleagues if they’re hired. They can size up the company as it evaluates and provides feedback to them, benefiting all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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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E







OPERATIONS








Europe’s Solution Factories





Stephen E. Chick, ArndHuchzermeier, and SergueiNetessine













Manufacturer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no longer rely on lean management practices to stay profitable. They face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rom plants in large emerging economies that are able to produce on a large scale at a lower cost, while still providing high quality. The way forward, the authors suggest, can be glimpsed from analyzing past winners of Europe’s annual Industrial Excellence Award. Those companies have succeeded by using one or more of these strategies:

Leveraging data flows tointegrate closely with supplychain partners.

Creating value downstreamin other parts of the supplychain.

Collaboratively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at can rapidly evolve to meet customers’ needs.

Specializing in customiz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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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工作就是使命——桑德拉·罗德斯（Zandra Rhodes）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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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罗德斯
 虽已73岁，却仍然酷爱厚底高跟鞋，并顶着一头艳粉色头发。这位英国设计师在20世纪70年代以其前卫的同名服装系列成名，却在90年代关闭店铺，淡出大众视野。如今桑德拉重回流行，麻省艺术学院为她举办了作品回顾展，称赞她的设计赋有“独创性、真实性和恒久性”。






HBR：
 你以打破现状、不断创新著称。你怎么不断想出新点子？


罗德斯：
 年纪越大，我越担心自己做不到这点。我希望自己还没有被大环境击败，仍然敢于挑战常规。问题是，一个人越出名就越缺乏私人空间，越难专心工作。如果没了外界的好奇和邀约，一切都会容易很多。






HBR：
 你是刻意在自己身上体现品牌元素吗？


罗德斯：
 品牌和我是一体的。我年轻时，头发是绿色的，后来是蓝色贴面卷发。有人曾说：“如果你本人是这样的，那你设计的衣服肯定棒极了。”






HBR：
 你最好的作品是何时完成的？


罗德斯：
 我有时会进行为期两周的旅行，可能去印度、埃及、肯尼亚或日本。度假时，我每天起床后会吃早饭、散步，然后画点东西，每天至少一幅草图或者水彩画，有时两到三幅。之后可能去博物馆走走，如果非常累就去逛街。我的设计图几乎全都来自短途旅行，也就是在我有时间能短暂离开的时候。






HBR：
 当年时尚圈的大公司将你的设计拒之门外，你当即决定自己开店。对年轻的创业者，你有何建议？


罗德斯：
 想方设法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要发自内心相信自己。最终，你做的事将会成功。现在的人想出名，却不想通过努力工作出名。工作本身就是你的使命，要义无反顾去做。如果它为你带来了其他东西，那是额外奖励。有雄心壮志很好，但也要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这份工作不一定能让你成为百万富翁。






HBR：
 你曾承受过让自己的设计更商业化的压力吗？


罗德斯：
 以前试过，但从未奏效。原创思想才最具商业价值。






HBR：
 你如何应对重大挫折，比如当年不得不关掉店铺和工厂？


罗德斯：
 没什么方法，只有面对。如果你确信自己没有欺骗任何人，一直在尽力而为，就会跨过这个坎儿。我保存了所有衣服的原稿，朋友们建议我开一家博物馆。我就买了一个仓库，在另一半的建议下，在仓库上盖了一些公寓，并用预售所得填补开销。

就在一切开始好转的时候，有人邀请我为美国圣迭戈剧院的歌剧《魔笛》制作服装。接着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设计了雪纺系列，人们都说“这是受到了桑德拉·罗德斯的影响。”一夜之间我又重新流行起来，活儿也开始源源不断。有一天，我长眠地下，世人可能将我看作是第二个香奈儿什么的。但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能继续。






HBR：
 加利亚诺和其他一些设计师吸收了你的风格。你的设计也被很多做假者仿冒。对此你有何感受？


罗德斯：
 我把这些都收集起来了。加利亚诺有一个印花系列完全抄袭了我的圆圈图案。我有照片为证。我的蕉叶印花也出现在Miu Miu的产品设计中。马克·雅克布有一个褶皱荷叶边的设计，说是“受到桑德拉·罗德斯的启发”，但根本一模一样。他肯定大赚了一笔，而我没有。但如果能继续启发这么多人……






HBR：
 你对当今时尚业有什么评价？


罗德斯：
 我觉得它变得日益艰难和残酷。如今公司是靠香槟、手提袋和香水系列在维持，而不是靠服装。时尚杂志感兴趣的是谁穿了某件衣服而不是设计本身。圈内人也在一心求稳。我想不出来什么好的方面，但我会尽量保持头脑清醒，希望终有所成。






HBR：
 你投入到公司上的精力有多少？


罗德斯：
 很不幸，我几乎没什么私人时间。因为公司不大，所以我要事必躬亲，公私很难分开。






HBR：
 在他人眼中，你是一位好伯乐。有这方面的故事分享吗？


罗德斯：
 有个学生和我同住，她还在上中学时就开始参与我的工作。当时她问我：“你周六教课吗？”，之后每周六都来当我的助手。后来她上了大学，担心交不起学费，我就让她住在我家，并在我出差时帮我看家。后来她去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和服装设计。她的名字叫基蒂·约瑟夫（Kitty Joseph）。






HBR：
 她从你这里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罗德斯：
 努力工作，绝不放弃。谨记绘画的重要性。想要在设计或者艺术界走得更远，你就不能放下画笔。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英国画家、摄影师）如果当初没有学过绘画，就不可能完成后来的抽象作品。






HBR：
 你母亲以前是位裁缝，也教书。她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罗德斯：
 努力不懈地工作。她总是在教书或缝纫。在我家你绝对没法轻松。我17岁时，家里才有了电视，以前只有收音机。大家都很忙碌，妈妈也总在工作。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我们的季度业绩表现‘平平’，



你们的表现倒是很High。”

“Thanks for the dramatic reenactment of our quarterly growth chart, but you could have used PowerPoint.”






本月胜出的插画说明由加拿大亚伯达省埃德蒙顿市的约翰·格雷戈尔（John Gregor）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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